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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CEO行动主义，

促进还是毁掉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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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过去，企业家一贯谨慎地保持着与“政治”的界限，因为对容易引起分歧的热点问题发表观点，有可能得罪自己客户、员工、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但近年来，这种传统正在改变。

引起人们注意的事件是2015年3月苹果公司CEO库克在Twitter上怒怼印第安纳州通过了《信仰自由恢复法案》，其允许认可个人或公司在被某当事人起诉时提出自己的宗教信仰来防卫。库克称，“这是让人们开始歧视自己的邻居。”更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同年星巴克CEO舒尔茨要求咖啡师在杯底写上“race together”（种族和谐），以促使顾客讨论种族关系问题。

这种趋势引起了杜克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亚伦·查特吉（Aaron K. Chatterji）和哈佛商学院教席教授迈克尔·托费尔（Michael W. Toffel）的研究兴趣。他们将这种行为定义为“CEO行动主义”，即企业领导者（通常为CEO）在与企业核心业务不甚相关的社会和环境议题上发声的行为。

最初他们感兴趣的是CEO们的个人偏好将如何影响公共态度和消费者行为。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发现，“社会各界对企业、政治机构、大学、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关键组织的领导力要求正在发生变化，CEO行动主义只是一个例子。”

CEO行动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领导力。

本期聚光灯我们特别为读者奉献了一组关于“CEO行动主义”的文章：查特吉和托费尔采访了三位将行动主义作为核心工作的组织领导者，以分析在新环境中CEO可采用的策略；来自《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团队撰文分析了CEO们的公共言论对股价和销售额的影响；《政治倾向对品牌有何影响》一文调研分析了有明确政治立场的消费者与品牌评价之间的关系。

在《另一种行动主义》中，作者提醒读者，组织的“政治活动”必须得到员工的理解，否则可能损害员工关系，甚至带来更大损失；《管理政治分歧》则提出，今天在职场中，特别是某些行业里谈论政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员工之间、员工与组织之间有政治分歧再正常不过，组织完全可以管理好这件事。

但是总有CEO出于各种原因就想保持政治中立，这当然可以。在《“避开立场之争”》这篇对话中，帮助政府机构招募和培训雇员的非营利组织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的CEO马克斯·斯蒂尔（Max Stier），分享了他的观点和做法。

环境的变化导致对企业领袖的要求越来越复杂，但通读本组文章后你也会发现，无论持何种立场，应对变化的不二法则都是，永远忠于企业的使命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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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乔治城大学女性领导力研究院院长，凯瑟琳•汀斯利（Catherine H. Tinsley）
 经常听到人们提到两性差异。“和女人合作容易多了”，或者“女人更谨慎”。虽然这些都是对女性的正面评价，但汀斯利一直在想，这么说真的对吗，特别是在女性职场发展毫无进步的情况下？她决定调查人们对性别差异的普遍看法。在与罗宾•艾利（Robin J. Ely）合著的文章中，她分享了自己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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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弗·派崔列（Jennifer Petriglieri）
 和英士国际商学院（INSEAD）同事吉安皮罗·派崔列（Gianpiero Petriglieri）的婚姻，激发了她对家庭与工作之间联系的好奇心。在过去5年中她调查了100多个双职工家庭，采访了这些人所在32家大型企业的人才战略主管。她的研究介绍了这些家庭和组织设计的很多创新解决方案，可解决双职工家庭的需求冲突。派崔列在文中分享了组织如何吸引、发展和保留越来越多的双职工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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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罗杰斯（Jeff Rogers）
 早前曾为纽约剧院设计海报，那时他就对“类型”颇为着迷。“看看百老汇上那些霓虹灯和遮檐！”他赞叹道，“这些标识又大又显眼。”针对本文以类型为主题的插图，他采取了较低调的方式，旨在营造黑色电影的复古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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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考的员工，

都是公司“宠”出来的


未来的公司业务必定要求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员工需要具有独立思考、快速反应的能力，而非仅仅听从命令。





哈佛商学院教授 弗朗西斯卡·基诺 | 文





一流公司拼的不是人才数量，而是用人方法

迈克尔·曼金斯｜文

员工越成长 企业越成功

罗伯特·凯根｜文

员工究竟为何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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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初创公司战略法则

作为一家初创公司，RapidSOS已得到广泛认可，被视为将911电话带入智能手机时代的高潜力公司。



华为的超级流动性：打造灵活应变的组织

大变革时代，很多企业难以跟上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和技术进步，还要面临颠覆性商业模式的威胁。本文以华为公司为例，提出企业需要打造“超级流动性组织”，彻底重设组织架构，以变应变，真正实现以客户为中心。



企业如何管理21世纪政治风险

当今世界的威胁变得复杂，但应对方法并没那么复杂。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7511、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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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 @HBR




欲降低医疗成本，

先了解成本明细


罗伯特·格拉斯哥 (Robert E. Glasgow )

萨姆·芬雷森 (Sam Finlayson)

大卫·雷 (David M. Ray) | 文

时青靖 | 编辑





[image: ]





在
 最近的一次演讲中，美国公共与卫生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Alex Azar)指出：“知情的消费者拥有最强大的力量。”那么知情供应商是否也拥有这样的力量呢？University of Utah Health开展的全国性调查显示，89%的医师认为美国整体医疗成本过高。如今，我们开发了一款工具，目的是让医生们清楚地了解医疗成本，从而为他们参与这场对话提供机会。

在过去5年中，University of Utah Health一直在开发一款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其价值导向型成效(VDO)项目为医师提供的成本数据可以让他们评估每花费1美元所产生的医疗成效。VDO是一个模块化的可扩展框架，它从医疗系统企业的数据仓库中收集数据，能够让医生获取病患个例和群体病患的数据。

VDO包括能够帮助确定质量（例如全国性质量指标和临床医师所定义的质量指标）和成本（包括物资、药品、成像和实验室利用，人力资源利用，以及总分类账，机构完整的财务交易记录，包括具体的医疗物资购买成本）。该工具使用这一数据来计算成本，并将其与相关质量和效果指标整合起来。换句话来说，它能够为医师提供必要的数据，从而让医师利用这些数据为病患做出基于价值的决策。

在医疗系统中，手术室是资源最为密集的环境之一。因此，作为外科医生，我们希望使用VDO框架来打造一款工具，专门用于帮助外科医生提升价值，也就是以合理的成本来实现手术的效益。我们开发了“手术室成本责任”(Operating Room Cost Accountability)工具，该工具针对外科医生在每一项流程中所使用的物资，汇编了一个逐项编号的物资清单。

ORCA逐项列出了每一项手术用品的购买成本，并列出了单个外科医生在实施每一个手术时所使用的各项物资，同时还计算出了手术室每分钟的实际成本。换句话说，它为外科医生提供了他们所能控制的资源的成本数据。在上手术台之前，外科医生可以在办公室中通过电脑或平板查看每一项物资的确切成本。他们还可以权衡效益和成本，并提出一个最基本的价值问题：手术是否划算？

该工具还展示了外科医生完成每一个流程所需的时长，以及他们执行这一流程所耗费的平均时间。外科医生可以使用这些数据，与其他所有执行同样程序的医生来比较所耗费的时间和成本，并提出自己的疑问。

以腹股沟疝手术为例。一位普通的外科医生可通过ORCA搜索在该医疗系统中已完成的所有腹股沟疝手术案例。外科医生可以查看与手术室所用物资相关的成本，并将自己的使用情况与同事进行对比。例如，以腹股沟疝修补为例，外科医生将看到，成本会因系统中医生在修复疝气时所选丝网材质的不同而出现6种变化。然而，当前的文献显示，不同材质的丝网并不会让治疗效果产生可辨识的差异。使用更加昂贵的丝网自然就会导致成本的增加。

ORCA已于去年开始在我们的医疗系统中面向所有的外科医生开放。我们发现，当执行同一流程的外科医生聚在一起讨论并制定能够优化临床效果和成本的标准作业流程时，提升价值的真正机遇就会出现。

例如，一些外科医生在进行腹股沟疝腹腔镜修补时会使用一种特别设计的气囊分离器，以便在腹膜内手动制造工作空间。使用气囊的外科医生额外花费了400美元，但他认为此举节省了手术室的占用时间，也就相当于节省了成本。但数据却不这么认为：未使用气囊的外科医生完成手术的平均时间更少，而且术后的效果是类似的。使用气囊的医生很快便向其同事请教，如何在不使用气囊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并借此缩短了手术时间，降低了手术的整体成本。

不管这一决定涉及特定流程所需的标准化物资，例如腹股沟疝修补，还是涉及手术室应储存的一般物资，ORCA都能够让我们甄别哪些医生更适合走上手术台。最近，使用高级电切设备的医生采用ORCA来发现和消除一些费用更高、没有额外效益的设备。在主要医院实施的最初的6个月中，此举让上述设备的整体成本下降了27%（超过了25万美元）。

高价值临床护理要求我们优化病患治疗效果和成本。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有必要在医师为病患推荐治疗方式时，与医师一道进行价值分析。尽管在美国的高价值护理方面实现大规模、可持续和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我们使用ORCA的初步经验告诉我们，仅仅只是略微了解不同治疗方案对成本的影响，我们便可以推动这一进程，并激励人们采取行动。或许成本透明化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我们相信，而且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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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格拉斯哥
 是犹他大学医学院手术系教授、临床操作和质量专业副主席，兼首席价值官。萨姆·芬雷森
 是犹他大学医学院手术系教授兼主席。大卫·雷
 是犹他大学医学院手术系操作与质量专业主任，也是University of Utah Hospitals and Clinics的流动手术临床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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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言简意赅地

主持会议


阿特·马科曼（Art Markman）|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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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有没有感觉有时开完会后，从头到尾都是自己滔滔不绝，而且效果不太好？你说了很多，却发现其他人没什么时间发言。这种情况之所以不好有几个原因。人们不喜欢参加一个人夸夸其谈的会议。如果开会时一个人说太多，成员会感觉不到团队协作。

怎样做才能避免你变成会上唯一讲话的人？最简单的答案是少说话，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况且，如果其他人不习惯开会时多说话，你也没话说，就很容易冷场尴尬。有些方法不妨试一下。


做笔记，并根据笔记发言。
 很少有人为发言做充分准备。但是开会前准备工作非常重要，不亚于公开演讲前的热身。不管是主持会议、致开幕词，或是发表重要讲话，都应提前准备好发言稿。设定好时间（比如说，三分钟），试着在限定时间里把话说完。你甚至可以在办公室里练习，确保按时完成。

但是，不要就此结束。如果会议议程提前公布，可以就你提到的要点做几项说明，尽量不要评论每个论点。针对一两个你最熟悉、最擅长的点发表看法。如果相关问题你并不熟悉，可在笔记中写批注提醒自己不要评论。


如果在会议上出现新话题，多想想自己意见是否必要。
 如果有必要，在记事本上草拟几点，轮到你说话时再发挥。

有时一开始就很难止住。如果你担心用了各种办法还是喋喋不休，可以找同事在你说个不停时提醒下。


提前让大家都准备好。
 当然，你应该确保会议上的其他人也有所贡献。这意味着每次召集开会时都要提前明确议程。不是每个人都能临场有话说，而且大家刚开始的想法往往不一定有价值。

事先把议程发出去，提前与一些想征求建议的人接触，尤其是不经常发表意见的人，让他们知道你希望他们在会上发言。只要有人带头说话，其他人很有可能会加入。

即使你不主持会议，也可以提前征询一些人的意见。告诉他们，你想听听大家对议程的看法，而且希望得到反馈。这样一来，就给了大家时间充分思考想说什么。


采用循环模式。
 在电影《十二怒汉》(12 Angry Men)中，八号陪审员（即孤独的反对者）想让陪审团发言，阻止他们迅速裁决（剧透一下，因为其他人都认为被告有罪）。八号陪审员要求大家说出为什么认为被告有罪，引出其他陪审员的关键看法。

日常生活中当然不用经常决定某人的生死，但采用循环方式可以确保很多人有机会表达观点。人们有权放弃发言，但至少你给了每个人说话的机会。

很多人不喜欢成为关注的焦点，即使会议规模很小，即便想法有价值，他们也不会插嘴。在循环制中，人们按照会议组织方式挨个发言，而不用点到再发言，如此一来便不会过于担心受关注。

在会上唱独角戏既粗鲁又常常适得其反，尤其是身为高层时。这也是一种很难打破的习惯。但如果你准备充分些，想办法让大家积极发言的话，可以让会议氛围轻松些，而不是让人战战兢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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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马科曼
 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Annabel Irion Worsham Centennial的心理学和营销学教授，也是“组织的人性维度”项目的创始主任。他撰写了超过150篇学术论文，涵盖推理、决策和动机等领域，著有《明智思维，明智改变》《领导习惯》等多部书。





博客 @HBR




中美占领数字世界两

极，其他国家机遇何

在？


范史华（Fran?ois Candelon）

马丁·里维斯（Martin Reeves）

武治中（Daniel Wu）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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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的数字世界基本上围绕两个中心形成：美国西海岸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按市值计算，世界排名前20的互联网企业中有18个都在这两个地区。网络搜索、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领域的领军企业不是在美国西海岸，就是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但随着数字革命继续在汽车、金融服务、医疗保健和零售等行业引发大范围颠覆，谁将成为最后的赢家？既然其他国家也在考虑自己在这场博弈中的筹码，传统企业也开始进行数字革命，这两大中心还能维持现在的地位吗？利益分布会不会变得更为广泛？



财富、价值和权力的集中

默认情况下，这两处黄金海岸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优势：基于赢者通吃的数字商业模式，使这两个地区得以积累大量的财富、价值和权力。

赢者通吃经济效应青睐的是那些在美国和中国的企业，它们可以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实现规模效应，并建立由创业公司、供应商、互补企业和消费者构成的丰富的生态系统。因此，坐落于美国和中国黄金海岸的企业在网络搜索、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的竞技场上，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

如今，竞争转向更传统的产业，比如交通运输（Lyft和Uber）和住宿（Airbnb）。谷歌重组后创办Alphabet就是一个信号，标志着谷歌进入多个新的纵向市场，包括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庭、智能城市和健康。中国电商领军企业阿里巴巴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如今在金融和支付行业有极大的影响力。亚马逊收购全食超市可能是追求数字和实体零售结合的最纯粹的表达。不出所料，亚马逊向药品零售业出手的可能性挫伤了医药零售的股价，也被认为是CVS投标Aetna的导火索。中美两国内大多数的数字业巨头正在投资人工智能以及有助于它们进入其他产业的技术。

所谓的科技独角兽，指的是在高科技板块企业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私营企业，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据CB Insights，这些企业活跃在20多个产业。实际上，金融服务领域的独角兽，比如陆金所和Stripe的企业中值比消费者互联网独角兽的企业中值更大。

成立于2003年或之后达到了独角兽水平的274家企业中，有148家在美国，其中将近2/3位于加利福尼亚。中国独角兽的数量是欧洲的一倍多（中国有69家，欧洲有33家），而且中国企业的平均估值更高。此外，硅谷通常会将杰出的欧洲数字技术创业公司收入囊中——比如Skype和AI先锋DeepMind。2011年到2017年间，GAFAM企业（谷歌/阿尔法特、亚马逊、脸书、苹果和微软）收购了超过65家前沿的欧洲技术企业。在许多案例中，比如Skype，欧洲企业的运营规模在并购后会缩水。

数字活动集中在中美两国的少数企业手中，这造成了巨大的财富、价值和权力溢出效应。这些企业中大部分员工都位于企业总部所在的国家：谷歌和Facebook中75%是本国员工，而在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中，这个比例超过95%。这些员工可以获得优渥的收入和股权，更有可能跳槽到另一家数字业巨头或附近的创业企业，而不是到区域以外的企业。财富也趋向于在区域内集聚，因为外部的投资者更多来自本地。涉及的财富数量也十分庞大。2010年至2017年间，GAFAM企业的市值增加了2.6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组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28家非GAFAM企业的价值仅增加了2.1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在中国，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跻身全球前十名最有价值的企业之列，三家企业的总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

其他国家的数字技术企业能否找到发展壮大、突破封锁的良策？中国和美国的企业是否会面临一个群雄割据、遭遇抵制和保护主义的未来？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主要的问题：



政府是否会建立数字壁垒？

很多国家认为，在自己国境内开展业务的数字巨头理应向政府交税，这笔收入是国家的合法权益。然而这个举动很容易演变成保护主义。信息技术工业协会认定了13个欧洲国家内至少22条规范数据本地化的法规。其他研究也发现，95个国家中有近300条类似规定。而且数量还在逐年递增。虽然此类措施通常是以保护隐私和安全为名，但也会设置数字边界，抑制经济行为。2014年，国际政治经济学欧洲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近期实施或提议的限制可能会略微降低印度的GDP（0.1%），同时大幅降低其他市场的GDP，比如欧盟（0.4%）和越南（1.7%）。

其他国家能否成功培养本地霸主和创新中心?许多国家都曾尝试建立大量的创新中心，但鲜有成功的案例。或许最引人瞩目的例外是以色列Yozma（希伯来语的意思为“倡议”）的成功，这个总计1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最初由政府设立，现在由私人运营。

安娜利·萨克森宁（nnaLee Saxenian）、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和其他人定义了一系列能够鼓励创业者合作、共同承担风险的基本要素——比如优秀的学校、风险投资者、强大的人才蓄水池、就业流动性和动机。有抱负的政府应该加倍推动那些鼓励创业精神和本地主权意识的举措。比如，政府可以给企业提供便利，更易于它们独立发展，而不是被收购。这些政策有助于培养本地的数字龙头企业。如果欧洲能够产生更多像Spotify的示范企业作为榜样，那么其他创业高管或许不会那么早将自己的企业卖出去。

政府还可以与私营企业合作，减少“数字摩擦”，这种力量会阻碍国家发展强大的数字经济。数字摩擦少的国家，其互联网经济在整体GDP中所占的比例是数字摩擦多的国家的一倍。减少摩擦的措施包括完善基础设施，比如互联网的普及和网速；培养技术型人才；完善在线支付系统；加强数据安全；政府政策支持。当然，如果缺少政策上的适当调整，减少数字摩擦的努力只会巩固美国数字巨头在这些国家的统治地位。

欧洲和其他地区也有必要建立起一体化的数字市场。法国交友网站Meetic就是一个惨痛的案例，充分体现出跨越数字边界有多么困难。这家企业比美国的竞争对手Match.com早成立3年。但与Match.com不同的是，Meetic疲于应付15个欧洲国家不同的管理规定和消费者行为，最终被Match.com收购。



中国的数字业巨头能不能成功向海外扩张？

中国的数字业巨头有向海外进军的规模、专业知识和明确信念，但大部分还没开始这样做。2017年，中国的国内网络渗透率只有56%，说明国内市场仍有发展空间，但数字企业也可以通过进军海外获得成长。

一些中国数字业巨头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市场侧重。他们通常会与当地企业合作，将合作伙伴对当地市场的深入了解与自己的强大技术相结合。在印度取得成功的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这种方法：腾讯投资Hike Messenger，阿里巴巴投资Paytm并成为其合伙人。阿里巴巴成为Paytm合伙人后，后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全球第三大移动支付平台。

中国的巨头企业与其他市场中的企业合作，能够帮助平衡全球竞争环境，因为目前大部分市场还处于美国巨头企业的统治之下。如果欧盟和其他区域经济组织能够与中国企业合作，接触到中国的市场和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那么这种类型的联盟可以变得非常强大。但中国要想成为这样的角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阿里巴巴海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比百度和腾讯都高，但在2017年底时也只不过达到10%左右。不过，阿里巴巴计划到2025年使海外交易达到商品交易总额的一半。

实力高度集中的局面令人不禁回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只不过现在风水轮流转了而已。美国取代欧洲超级大国，成为了世界的主宰；而新兴的挑战者中国目前还把重心放在国内市场，扮演的恰好是美国曾经的角色；而欧洲正在扮演过去的中国，一个可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千年文明。目前的全球数字力量分布图也可能被彻底改写，取决于目前已参与数字竞争的国家、企业以及新挑战者的行为。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角色和战略也很关键。美国凭借当前的主导地位获利，但如果它将这种优势发挥得太过，可以想见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抵制，这些国家要确保自己也能从数字革命中获取价值。积极地将数字业务的成果与更多合作伙伴共享，这是避免保护主义抵制的一个明智战略，毕竟，保护主义伤人伤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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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史华
 是波士顿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常驻上海办公室。马丁·里维斯
 是波士顿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BCG亨德森学院负责人，常驻纽约办公室。武治中
 是波士顿咨询公司董事经理，常驻台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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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迈向敏捷


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安娜·塔维斯（Anna Tavis），《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3月刊








敏捷不再局限于技术领域。这一理念正进入其他领域和职能，从产品开发到制造和营销。现在敏捷正在转变组织招聘、发展和管理员工的方式。




如果有人认为敏捷只适用于创新，而非日常业务，那真的很短视。作者之所以将敏捷归于这一类别，可能是因为很多组织等级制过于严格，无法进行自身所需的改革。

举例来说，我们在工作日的大部分时间中都使用组织中最大的数据源：电子邮件。这些要素都锁定在一个应用中，人们对手动输入数据的二维认知会更加难懂。我们坚持手输数据，是因为其缺点在可容忍的范围内，而且所有团队成员都能搜查到资料。我们从一个平台转向另一个：复制、粘贴、重复。接下来我们竭尽全力压缩多个数据源，创建单一文件，并祈祷报告内容正确，高层领导者做出明智决策。这仅仅是种期望，并非可取的经商之道，而且绝对算不上敏捷。

商业敏捷性要求人力和系统合二为一，不管数据、知识和任务的存储类型如何及存储在哪里。OODA是战斗机飞行员所使用的观察（Observe）、调整（Orient）、决策（Decide）、行动（Act）方法的缩写。我们发现，过时的复杂系统阻碍了公司实现商业敏捷性。我们决定实行可重复的、纳入所有数据源的动态神经网络系统。我们确定了管理方针，并在实施中确保用户将任务交给负责任的第三方、指导业务流程、根据需求的改变而调整、追踪并分析结果、实现可重复性。

另一个简单，但令人心痛的事实是，当前商业系统对其创造者更有利，使用者则不占优势。我所在公司CORAS的使命是，让每个人都能利用商业敏捷性，不论是个体企业家，还是企业本身。建立敏捷团队是个不错的开始，但你必须为他们配备必备工具，摆脱无效和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才能在不改变速度和绩效（商业敏捷性的标志）流程的基础上，继续使用二维系统。


——莫·贾法利

CORAS公司CEO





好文章！我领导一个100人组织，虽然规模小，但我们已经完成向本文提到的敏捷方法的转型。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是，你必须为团队确立流程和管理者。如果你不能赢得这些人的支持，肯定会失败。

我们最后使用了一个名为Friday Feedback的绩效软件，整个公司每周都用该系统做例行沟通和检查。管理者最初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很快就改变了。他们迅速找到了问题和需要改进的领域。此外，员工似乎很享受新流程，因为他们能看到改进。

多数系统都主要为HR创建，比如绩效评估系统。这是个问题！这些系统应为管理者和员工而建，为HR设置专门的行政板块。如果你为HR搭建系统，在向敏捷流程转型时，你的体验100%不会太好。


——吉姆·史蒂文森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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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的终极解决方

案：包容性增长战略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乔治·塞拉菲姆（George Serafeim）、爱德华多·图根达特（Eduardo Tugendhat），《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2月刊








包容性增长是指有利于整个社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增长。如果想帮助贫困家庭和失业的城市年轻人进入主流经济体，企业及其各方不能只着眼于当地问题，而是要重新定义区域经济生态系统。




换个角度看，这些方法也可以供政府领导者用来解决发达国家贫困地区中贫穷和不平等之类的长期问题。


——通德·阿韦

读者






作者回复：
 这些方法的确可以供政府领导者使用，特别适用于领导者希望发挥私人投资的力量，运用知识和经验解决这一重大社会难题的时候。



我是Ntungo Noble Projects Inc执行董事，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深受启发。我喜欢文中总结的“鼓起勇气、合作思考、解锁资本、统一治理”这四大原则。我们会参照这几个标准改进服务交付流程，我正在动员互补的合作伙伴，寻找启动资本，开展扶贫项目帮助穆瓦贝兹村的居民。


——克里斯平·滕果

读者





这篇文章提出让影响力投资者和催化剂组织（如USAID）为项目出资，但要如何确保这类组织有足够的耐心坚持下去？生态系统变化要花很长时间，企业（以及董事）容易忘记长远使命，总是希望迅速看到成果。如果是联合筹资，那么在项目真正发挥影响力、获得业绩成果之前，催化剂组织又如何确保企业中有合适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始终将项目和相关机遇置于首位？


——纳萨莉·赫德森

读者






作者回复：
 感谢你严谨的评论。对于公司而言，关键是将生态系统变化视为解决重要商业难题（如进入难以触及的市场区块、可持续供应链）的投资。进行联合投资、建设新工厂、开发新产品的公司会评估投资的预期回报。因此，寻找在生态系统中创造新价值的机会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要确保生态系统中关键各方都能获得不错的回报。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具备合适的治理和评估体系，判断新方法创造的价值是否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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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职业者成功指南


吉安皮罗·佩列里（Gianpiero Petriglieri）、苏珊·阿什福德（Susan Ashford）、艾米·沃兹涅夫斯基（Amy Wrzesniewski），《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3月刊







把零工经济看成职业文化中的新事物，这个角度挺有趣。我参与零工经济已经快30年，做过舞台管理员、索具装配员和DJ。娱乐和服务行业几乎全部属于零工经济。所有行业本质上都属于零工经济，所有合同工都能从中获益。千百年来，零工经济是历史的常态，工业/公司经济则是偶然出现的扰动。

我说这些，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我想鼓励更多人自雇。对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实现经济公平最有效的工具，就是符合道德原则的劳工组织。大规模转向自由职业，是补偿数十年来C级高管之外各层级员工惨淡收入的最佳方式。摆脱公司控制的各行业员工越多，组织的压力越大，就不得不为忠诚的员工提供充分的财务和情感补偿。

其次，在常规的商学院话语之外，零工经济的新参与者还可以利用多种资源。如果你已经在家附近的咖啡馆办公，不妨抽时间观察一下柜台后面的人。你最喜欢的那位咖啡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还可以拜访离你最近的戏剧舞台员工同盟（IATSE）分会，请会长吃个午饭，讨教如何做一名成功的自由职业者。

最后，可以研究一下广义零工经济的历史。设想一下，网页开发者、程序工程师、软件测试员是否有可能组成工会或行业协会？彼此进行价格竞争只会徒增压力，最终剥夺自由职业者在公司体制外工作应得的好处。怎样与其他从业者共同制定最低指导价格和最低质量标准，从而让所有人受益？

新零工经济的真相就是，这根本不是一个新现象，只不过白领们现在终于开始觉悟——原来自己也是劳动者。那么，向前辈劳动者学习吧！


——奈德·科特-普莱德

读者





很喜欢这篇文章。9年前，我决定辞职创办独立咨询公司，这篇文章让我意识到我已经走了多远。读文章的过程中，我回顾自己的职业路径，再次认识到独立的重要性。我意识到，我工作不是出于需要，而是主动选择。我选择跟随自己的激情，即培养卓越的领导力。


——卡洛琳·汉普森

读者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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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们如何管理时间

抵制电子通信的诱惑

在过去10年中，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和尼丁·诺利亚（Nitin Nohria）对大公司的27名首席执行官进行了全天候的跟踪，调查其在13周的时间内如何分配其时间。

在本文中，他们给出了普通首席执行官如何管理其日程的描述数据，并根据他们在数据中发现的规律提出了规范的建议。

这些建议包括：首席执行官应抵制电子通信的诱惑；审视公司的传统规定所带来的各种会议是否占用了他们过多的时间，并减少了他们用于评估业务的时间；让公司的管理团队（和高管助理）敏锐地意识到其工作重点，并借此来分配时间；认真地平衡他们与员工和外部人员（包括客户和董事）打交道的时间。




[特写]


从小众到主流


日本米果公司是否能从亚洲食品专区进入零食专区？Riku Nakamura从东京搬到了旧金山，为的是将Kenzo米果打入美国市场。然而，两年之后，这家缺乏经验的美国分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而且似乎无法跳出美国百货店中的“外来品”专区。Riku是否应该考虑成为商店的自营品牌，并借此来提振利润？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来启动Kenzo的全球增长之旅？




[实战复盘]


李维斯CEO探讨如何引领殿堂级品牌回归增长


自2011年加入公司以来，伯格实施了深入员工人心、条理清晰的四步走策略，购买了美国橄榄球超级联赛场馆的冠名权，在离总部仅有数个街区的地方打造了一个创新中心，并用其取代了公司一直维持的土耳其设计工作室。这些举措得到了回报：公司的营收和利润连续五年攀升，而且用伯格的话来说，这家私营公司的价值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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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撼动的汽车业“恐龙”

WHY DINOSAURS WILL KEEP RULING THE AUTO INDUSTRY

约翰·麦克杜飞（John Paul MacDuffie） 藤本隆宏 | 文






几十年之内，只要大型汽车公司能够克服复杂性，就足以击败该行业中新出现的挑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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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车是矛盾的存在。从基本组成来看，现在的汽车跟100年前一模一样：一个金属盒子，下面四个轮子，用减震悬挂系统连接起来，内燃机引擎提供动力，燃烧石油燃料。然而在其他方面，老式福特汽车与新型的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汽车是天差地别。

许多公司一直相信，选对目标市场、车型和技术进行投资，就能成为行业领导者。然而现在有一种趋势，比上述因素更能决定市场竞争的胜负：在发达经济体市场，汽车设计的复杂性迅速增加。如今一辆汽车通常包括2000个功能组件、3万个零部件，以及1000万行程序代码。

为什么如此复杂？汽车是快速移动的沉重物件，在公共场合运作。监管者规定汽车必须注意安全性和环境影响。而且汽车价格高昂，消费者对款式、动力、操控、可靠性和舒适性的期望随之高涨。要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复杂性必然提升。2010年初，丰田召回事件备受瞩目，这并不是特例，而是行业中特有的挑战。将来随着汽车整合越来越精密的硬件、软件以及提升安全和舒适性的设计，这样的挑战只会日益严峻。

要同时满足监管和消费者双方的要求，必须处理好次级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从某个层面上来讲，汽车制造商本身的运营也是如此，德鲁克将汽车行业称为“众多行业的行业”。然而制造汽车的公司及其领导者采用目前通用的做法做不到这一点。



新方法导致新问题

许多产品工程师喜欢模块化方式的简洁和灵活性，但模块化最适用的是消费类电子产品，这类产品体积小、不显眼，多半在私人空间内运行，而且相对便宜，出故障只会给使用者造成问题，不会产生大的负面效应。汽车则不同，设计汽车需要大量协调工作，保证多个方面一致进行，而且工程师文化也更青睐独特化（非模块化）的解决方式。汽车设计相当于同时计算几百万个复杂的方程式，相比之下，iPad的设计只不过是基本的算术。

为了应对设计上的复杂性，目前汽车制造商都注重打造提前解决问题的能力。它们运用数字化设计工具和模拟作为辅助，对2000个组件进行压力测试，评估其交互作用。此外，汽车制造商也一直依赖制造组件的供应商对这些功能组件的深入了解，让供应商进行重要的设计和测试工作。

这些应对方法不无作用。制造商降低了自身设计和制造汽车的复杂性，但没有降低汽车本身（至少是发达国家市场的汽车）的复杂性。数字化设计和测试工具，加速缩短了产品生命周期，但也使解决问题和测试功能的时间缩短。供应商参与的工作增加，设计的某些方面不再由汽车制造商直接控制，然而出现安全或其他重大问题时，负责任的依然是汽车制造商。发达国家不断增加的召回事件可以说明这一点。

召回事件说明，汽车难以应对日益严苛的监管要求，也难以满足消费者（以及制造商）对完美的要求。两个方面的要求会随着复杂性的提升继续提升——如果汽车质量和安全性因此得以改善，倒也不是坏事，但这无疑反映了复杂性带来的负担。

丰田普锐斯由于刹车系统中三个元件的相互作用造成问题而召回，最能充分说明整合多个零件、系统和流程带来的挑战。丰田为提升燃油效率，将控制刹车系统的软件调整为注重再生制动（regenerative brake）。车子驶过颠簸或光滑路面时，软件自动切换为防抱死制动（antilock braking，简称ABS），导致驾驶者感到刹车力量突然减弱。

如果驾驶者立刻再踩刹车，液压制动（hydraulic brake）会立刻启动；如果这时没有踩刹车，ABS的“接管”会令汽车不像驾驶者预期一般减速，造成车速加快的错觉。其实并不存在安全风险（制动系统仍在运作，如果彻底踩下刹车，就能让车子停下），但驾驶者的不安足以促使丰田召回产品。

不是所有召回事件都有这样复杂的起源。丰田的加速踏板召回事件，影响的车辆数目庞大，其原因只是一个简单零件的设计瑕疵。这个用于多种车型的零件来自一家非日本供应商——这是为了让供应链多元化，并减少成本。这也符合汽车复杂性提升的总体趋势：瑕疵出现在无法预测的地方，也许是加速踏板之类的简单零件，也可能是复杂的软件控制系统。




我们正关注的……

云计算


云计算是革新性的IT管理工具，还是一场炒作？不同的人会给你不同的答案。目前来看，我们认为炒作的成分居多，不过也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在发展。





云端概念


与其自行搭建服务器，或租用自己平时可能用不到的高性能信息处理器和存储器，不如只在需要的时候为实际使用的东西付费。这就是云计算的基本思路。这种可能性吸引人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可以控制成本、减少能耗。不过事实上，人们对这个概念不甚了解，所以才觉得有这么多好处。

根据Gartner副总裁马克·麦克唐纳（Mark McDonald）的调查，对云计算感兴趣的CIO比例大大上升，从2009年的5%上升到2010年初的37%。规模较大的公司，管理层更加重视云计算，将之列入IT工作五大重点。

不过，在声称对云计算感兴趣的受访者中，3/4的人表示不了解云计算技术必需的三大关键技术：服务器虚拟化、面向服务的架构以及软件即服务。近半数受访者认为云计算等同于虚拟化，这种现象表明，许多管理者对云计算的认识并不全面。

云计算已经迅速成为麦克唐纳所说的“期望膨胀的巅峰”。接下来会怎样？麦克唐纳说，接下来就是“幻灭的谷底”。因为很少有人了解云计算是什么，更别提云计算功能了。

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简称NIST）IT实验室对云计算的定义第15版，长度超过760个词，包括5个特征、3种服务模式、4种部署模式，还有一项免责声明，大意是这条定义很快就会再度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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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公司优势

丰田这样的大公司由于复杂性而出了差错，越来越多的新入者又当如何？新入公司成功的机会比在位公司更低。印度Tata的Nano车型，面向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设计相对简单。Nano符合印度较为宽松的监管标准，但要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就需要彻底重新设计。中国的汽车也需要在可操控性、平滑性、舒适度与安静、车身外观等方面大幅度改进，满足发达国家消费者对质量的高期望。生产电动汽车的初创公司，必须打造设计和测试能力，满足监管要求，并提供驾驶者期待的整合汽车各个功能的完美感觉。掌握新的汽车驱动技术是不够的。




制造商召回

由于汽车制动等更多的功能受电脑控制，美国每年因电子系统造成的汽车召回事件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翻了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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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公司能够设计出未来所需的汽车？是已经积累了系统全面的知识、能够协调各种相关工作与合作伙伴的公司。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制造商和专注环保汽车的初创公司，都尚未有这种积累。在位公司也不是高枕无忧，不会几十年保持市场地位不动摇。但行业新入者的确要经历漫长的发展，才能追上具备深厚积累的大公司，否则就只能在行业中占据一方狭窄的利基市场。

另外，制造商必将永远与复杂性斗争下去。换言之，只要消费者依然要求汽车保证安全、减少污染、性能卓越、造型美观并提供舒适体验，制造商的斗争就不会结束。丰田召回事件带来的长期教训是，汽车制造商必须提升制度能力，从杂乱无章的消费者体验信息中获取微弱的信号。随着汽车可靠性的增加，故障会越来越难以预测，难以找到根源，因为制造商只能根据罕见的故障案例做出判断。




汽车比战斗机更复杂

安全法规和消费者对性能和便利性的要求，导致汽车的软件复杂性以指数水平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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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监管和消费者需求相差甚远，汽车制造商若想进军发达国家市场，必须做好两件基本的事情。其一，必须尽可能追求模块化，简化产品系列、车型及选择差异，降低复杂性；其二，对于无法消除的复杂性，必须改进应对方法。

此外，全球汽车制造商最好为发展中国家市场提供简单的设计，为发达市场准备复杂设计。这是为了避免同质化设计在前者显得“过度”，在后者则“不足”。对某种新的主流设计（比如全电动汽车）达成共识，当然可以降低复杂性，但现状还远远不是这样，而且消费者偏好多种多样，所以大概根本不会有这种好事。汽车制造商还是要继续准备简单和复杂两种车型。

许多战略家认为，新入者有能力改变整个行业。他们将主导20世纪的汽车制造商视为恐龙，庞大、迟缓、濒临灭绝。然而在这个行业，只要“恐龙”能够克服复杂性，就足以击败新出现的挑战者——至少几十年内是这样。




我们正关注的……

云计算


云计算更环保？


虽然关于云计算有诸多误解，但根据NIST IT实验室给出的数据，云计算在环保方面的确令人信服。

NIST的一次报告称，自2001年至2006年，美国传统数据中心服务器数量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台服务器耗电量增加到原先的4倍，而这些服务器通常只发挥15%的性能。

根据NIST引用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的数据，这些数据中心耗电占全美发电量的1.5%（2000年全世界的这个比例则是0.6%）。全球范围内，IT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量的2%。

采用云计算的企业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增进可持续性。第一，将服务器共享，最大程度发挥其作用，借此减少同时运行的服务器数量。第二，现在可以按需使用（on-demand usage），公司不必为了应对高峰时段的需求而在需求较少的时候也保持运转。




传统数据中心的多数服务器只发挥了其性能的15%，而这些数据中心耗电量占到全美发电量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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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麦克杜飞
 是麻省理工学院国际汽车项目联合负责人，沃顿商学院副教授。藤本隆宏是东京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制造业管理研究中心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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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理

员工沉默的四大迷思

詹姆斯·德特尔特（James R. Detert）

伊桑·伯里斯（Ethan R. Burris）

戴维·哈里森（David A. Harrison）| 文





许多管理者敞开办公室大门，设法向员工发出自己欢迎各种意见的信号，并以此为傲。这样的管理者可能认为自己听到了多数人的心声——员工会在会议上发言，在走廊上与管理者聊天，用电子邮件与管理者沟通。然而，管理者了解的东西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多，而且知道得还不够多。

我们研究组织沉默十年，前不久在一年一度的康奈尔全国社会调查（Cornell National Social Survey）中加入了六个问题，探索员工保持沉默的原因。可以想见，员工担心引来后患，就不会开口。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让员工保持沉默最普遍的原因是感觉徒劳无益，而不是害怕报复。

员工有时的确会表达意见，这是管理者意识不到员工自我审查的部分原因。管理者以为自己了解了重要的信息，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员工的隐瞒。想想看，即使你是个率直的人，也会在很多时候缄口不言（“我经常坦率表达意见，但这个问题、这种场合或者面对这位管理者，我不想开口”）。沉默的员工加上不敏锐的管理者，会导致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被埋没，真正的事实更是无从得知。最重要的是，这种情形会抑制组织中好的创意。

参与调查的439位非自雇全职员工给出的信息，让我们得以揭示管理者对组织中员工想法的四种普遍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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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一：
 与男性和专业人员相比，女性和非专业人员更多地保持沉默，因为这部分人更担心祸从口出，或是更认为提意见没有用。
 不同性别、学历和收入层次的员工，由于担心或觉得徒劳而保持沉默的比例并没有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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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二：
 员工与我坦率交流，所以没有隐瞒。
 高达42%的参与者表示有时会坦白表达意见，但如果感到这样做没有好处乃至有坏处，他们还是会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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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三：
 员工不表达意见，是因为他们顾虑会带来后患，可是我很努力了。
 超过2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对常见问题及其改进机会保持沉默，避免浪费时间，不是因为担心有什么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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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四：
 只有涉及违法或不道德行为的严重指控才会让员工不敢发声。
 约20%受访者表示，对于普通问题及其改进，他们也会由于担心后果而保持沉默。员工对日常问题保持沉默，管理者无法获得必要的信息来避免更严重的问题——工作表现和其他方面都有可能出问题。




我们正关注的……

云计算


云计算的隐藏成本？


如上所述，云计算的确能够节约能源，但成本呢？不必自行配备服务器，按理说应该能省下很多钱。但事实未必如此。

Optimal Innovations的埃米·斯拜尔曼（Amy Spellmann）、Hyperformix的理查德·吉玛克（Richard Gimarc）和RS Performance的马克·普雷斯顿（Mark Preston）设想了一个虚拟的零售网站，要在自行配备服务器和采用亚马逊云计算服务之间做出选择。他们估算了这两种选择在两年时间内各自的成本和能耗，结果发现：基于云端的网站，在初期比自行配备服务器更便宜，但一段时间后成本会高于后者，即使考虑到能源成本也依然如此。因为云端服务逐渐发展，需要更高的处理能力，数据传输费用随之增加。

这种现象类似手机服务，不过规模大得多。手机话费看似合理，但如果加上套餐以外的通话时间和短信费用，就变得不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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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德特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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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麦克库姆商学院管理学助理教授。戴维·哈里森
 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斯米尔商学院教授。





前沿 Idea Watch




风投/私募股权

投资者该社交了

戴维·特坦（David Teten）

克里斯·法默（Chris Farmer）| 文





风投（VC）和私募股权（PE）投资者，总是在寻找公司能大有前途的“征兆”。过去他们一直以为，要想成功，就必须了解某些不为人知的征兆。他们的思路是，知道消息的人越多，对于投资者的价值就越低，因为会有更多的人出价，价格随之提升。

于是人们就觉得，社交媒体这种开放的公开论坛，一定不适合投资者寻找投资机会。然而，我们首次对交易活动发起的最佳做法进行了研究，涵盖150多家VC及PE公司，以及其他研究。结果显示，一些最优秀的投资者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等技术，讨论过去严格保密的信息。

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在于潜在投资机会，这个要素在竞争激烈的投资界至关重要。关注私人公司的投资者，平均要看80个投资机会才能完成一笔交易。要多做成几笔交易，就要看几百个候选公司。投资者彼此分享自己的投资策略细节，可以接触到自己原本可能错过的投资机会。我们的研究显示，投资者与局外人分享信息，获得的好处大于可能失去的竞争优势。

我们研究了专注于较成熟的私营科技公司的投资者，作为案例分析。一些投资者积极在硅谷、纽约和波士顿等传统技术中心以外的区域寻求投资机会，以提升效益。前不久由亨利·陈（Henry Chen，音）、安娜·科夫纳（Anna Kovner）以及哈佛商学院教授保罗·冈珀斯（Paul Gompers）、乔希·勒纳（Josh Lerner）完成的一份报告表明，虽然上述三大中心的VC基金表现出众，但其根本原因是这些VC广撒网，在周边发现了好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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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在较成熟技术公司的投资者中，标的公司地域较多元的投资者效益一直名列前茅，且能持续吸引大的有限合伙人，在2007年之后的经济萧条时期也不例外。这类投资者几乎都能保持之前的筹资水平。与之相比，遵循传统方法、聚焦本地寻找投资机会的基金，则遇到了困难，其中多数自2005年下半年之后都没有获得新资本。

基金要主动寻找投资机会，最有效的策略和工具包括社交网络、有准入门槛的网络社区、专家人际网、入驻的创业者或高管、实地考察、传统的面对面社交网络，以及专门的陌拜团队。根据Flybridge Capital Partners提供的信息，美国现有的1000多家主动出击的VC中，约10%到15%会利用博客和Twitter。PE投资者中，Riverside Company建立了24位资深投资发起者组成的团队，协助旗下9支基金中的8支获得了前1/4的业绩排名。

建立新关系对于投资至关重要，投资公司提升自身透明度的需求几乎高于其他所有行业。VC和PE已经不再神秘，这大概没有什么害处。




我们正关注的……

云计算


3D数据


采用云计算的公司，如果能充分使用云鼠（Cloud Mouse），或许会有意外收获。这款外设外形像鸡蛋，用法类似摇杆，让你能从动态3D界面（就像没有武打的《黑客帝国》那样）浏览云端大量用户提供的数据。云鼠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理查德·哈珀（Richard Harper）和同事做的项目。

这东西好像有点傻，现在不是什么都用触屏了吗？不过另一方面来讲，想象一下新一代的熟练工程师，可以通过3D界面浏览和修改数据，就像做超声检查或者玩游戏一样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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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特坦
 是从事寻找新投资的投资银行Teten Advisors CEO。克里斯·法默
 是混合式VC猎头公司Ignition Search Partners管理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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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女性重返职场现状

西尔维娅·休利特（Sylvia Ann Hewlett）

劳拉·舍宾（Laura Sherbin）

黛安娜·福斯特（Diana Forster）|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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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萧条是否让女性选择比男性更加曲折的职场发展路线？研究显示，没有太大影响。我们2004年和2009年的两次调查结果相差不大，令人吃惊。

2004年经济稳健时，37%的高素质女性表示要“离开职场”，自愿放弃工作一段时间。近3/4的女性职场发展路线是非线性的，对加薪和升职有负面影响。[详见《哈佛商业评论》2005年3月刊文章《让有才干的女性走在成功道路上》（Off-Ramps and On-Ramps: Keeping Talented Women on the Road to Success）]

2009年秋天，我们采用与2004年相同的问卷，选取了类似的女性样本，发现她们离开和进入职场的情况基本与前一次调查相同，不过也有一些改变，比如离开职场的女性减少了6%。可是现在这部分女性中止工作的时间更长了，平均多出半年。当然，五年间失业率翻了一倍，应该有所影响。有工作的女性可能更不愿意离职，没有工作的女性则难以回归职场（目前尝试进入职场的女性中有20%表示，经济萧条导致她们难以找到工作）。

从2004年到2009年，最大的变化也许是丈夫没有工作的职业女性增加了28%。传统的男人养家的现象是否正在改变？恐怕不是。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没有工作的人找不到工作。失业者找不到工作的平均时间从19周增加到了27周，失业超过27周的人数从170万激增到540万，停止寻找工作的人10年来首次超过100万。因此，女性的收入对于家庭而言变得更加重要。女性离开职场的比例略有下降，主要反映的是她们无法离开。

即使如此，两组调查结果总体上仍然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由于经济形势严峻，男性没有工作的家庭数量增加，离开职场的女性只减少了6%，并不是大的变化。这说明非线性的职业发展路径并不是经济景气时期特有的现象，而是许多女性规划事业的方式，与经济状况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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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尔维娅·休利特
 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性别与政策专业负责人，“工作生活政策中心”和“隐性人才流失”研究小组主席。劳拉·舍宾
 是“工作生活政策中心”研究负责人。黛安娜·福斯特
 是该中心助理副主席。





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美国迈阿密大学营销学教授阿兹玛·卡恩（Uzma Khan）及其同事阿布·利特（Ab Litt）与巴巴·希夫（Baba Shiv）让受试者做填字游戏，完成后奖励电器商店礼品卡。一半受试者第一轮就得到了奖励，另一半则没有在第一轮获得礼品卡。在此之前，所有受试者都被问到愿意花多少钱购买这张礼品卡。第一轮没有得到奖励的受试者愿意支付的金额较高，但在得知可以用这张卡交换另一张不同卡片的时候，这部分人也更愿意交换。研究人员由此得出结论：





越想要的东西，

得到后越不珍惜

THE MORE PEOPLE WANT SOMETHING,THE LESS THEY’LL LIKE IT

阿兹玛·卡恩 | 文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卡恩教授，

捍卫你的研究吧！






卡恩：
 这种“抛弃”效应的影响很明显。第一轮没能得到礼品卡的受试者，愿意为之支付的金额比第一轮得到卡的人们高出43%，但其中只有22%选择留下这张卡，不交换其他卡片。第一轮获得礼品卡的受试者则有57%留下了这张卡，比例几乎是前一组的3倍。

后续实验发现，这种效应还会转移到公司其他产品上。我们告诉一半受试者，奖品是Guess太阳镜，数量有限，发完即止，稍后再告诉他们太阳镜已经发完了。另一半受试者则没有得知这两件事，因此既没有期待赢得太阳镜，也没有体会到奖品已经发完的感受。在随后的产品评估中，与第二组受试者相比，第一组给Guess手表的评分更低，给Calvin Klein手表打分更高。奇怪的是，询问第一组受试者希望得到哪种手表，他们更倾向于Guess而非CK。





HBR：
 他们没能得到某个品牌的太阳镜，就批评同一品牌的其他东西，但也更想要这件东西了？说不通啊。


如果假设人想要的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那当然说不通了。我们总是以为喜欢和想要这两种情感密不可分，这项实验正是为了挑战这种根深蒂固的假设。事实上这两种感受是分开的，而且相互影响的方式很奇怪。我们越想要某件东西，其实就越不喜欢它，这是一种渴望/厌恶（lusting/loathing）效应。



就好像一场声势浩大的体育盛会，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比赛而已，让你感到不满足？

大型体育盛会是炒作出来的，我们这里受试者的渴望增加并不是因为炒作，而是由于一开始难以得到。这种情况更像是没有某家专属夜店的入场资格，进不去的时候总感觉里面特别好，努力拿到入场券进去之后，往往会觉得“就只是这样？”




也许这种效应仅限于短暂的渴望？假如一款热门电子游戏要让我等上好几个月，那我顶多一天就不想了。


我觉得恰恰相反。其实我们发现在短暂的实验中很难让受试者产生强烈的渴望。我推测，你渴望却得不到的时间越长，这种效应就越强烈。比如iPad这样的产品，让你等几个月，发布之后一下子就卖完了，你还是买不到。不过长期影响确实还有待研究。




购买新款iPad要花的钱可不少，我看苹果用户也没起义啊。


可是我们听到的反馈来自哪些人呢？通常是来自顺利买到了iPad的人，也就是没有被“抛弃”的人。他们的评测反馈告诉那些没能买到产品的人，“我有你没有的这个东西太棒了”，这只会让“抛弃”效应更严重。另一方面，苹果也许能够免于这种效应。格外优秀或难以取代的产品，受这种效应的影响没有那么严重。太阳镜和电子游戏都有多种品牌可以实现同样的功用，iPad就没有多少替代品了。




这么说，市场营销人员利用稀缺性来做饥饿营销其实不太好？


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营销者须谨慎考虑利用战略性缺货刺激需求。这种做法在当下可以使需求提升，但会产生其他成本，会影响同一品牌的其他产品，损害回购率以及顾客忠诚度。这要看公司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是为了追求季度销售指标，那么限量就很有用。营销者可能也知道这样做的影响，就是要追求短期效益。不过我觉得多数公司还是愿意选择健康的长期战略。




人们会努力拿到一张专属夜店的入场券，但进去之后又往往觉得“就只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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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公司真的缺货了该怎么办？如何补救缺货造成的负面影响？


大概要多注意一下顾客满意度。应当升级客户服务，就缺货情况发布公开声明。这种措施听上去很简单，其实不然。市场对产品需求高的时候，你很容易掉以轻心，感觉良好，不再担心顾客满意度。你以为高需求意味着顾客喜欢你的产品，其实他们可能想要你的产品，但不一定真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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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渴望/厌恶效应的心理学机制是什么？


我们正在探究。我的研究伙伴阿布·利特在研究神经学方面的原理。大脑中负责渴望和满意的区域是否不同？比方说，我们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相关性：以标准指标衡量，情绪化程度偏低的人，渴望/厌恶效应更强烈；在“情绪化”的人身上，这种效应没有那么严重。




研究还涉及哪些方面？


我们考察了某商品断货后替代性购买的情况。比如说，如果买不到自己想要的相机型号，人们倾向于购买同品牌更贵的相机产品，还是寻找其他品牌同等水平的替代品？




这种效应是不是也可以解释恋爱的复杂性？


对！你的朋友总是对甩了自己的对象恋恋不舍，想回到不合适的人身边，但真的回去了，又有多少能修成正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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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吉尔特集团CEO：

如何构建

A级人才团队

GILT GROUPE’S CEO ON BUILDING A TEAM OF A PLAYERS

凯文·瑞恩（Kevin Ryan） | 文

牛文静 | 译 王晨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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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特打造优秀团队的主要方法是：找到表现不佳的员工，让他们另谋高就；招聘员工时，特别重视背景调查，不过分强调简历筛选和面试环节。






我
 准备创业时，觉得想法本身价值不大（本文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12年1-2月合刊——编者注）。多数新公司一问世就有了竞争对手，或者很快出现竞争对手。1996年到2005年间，我是双击公司（Double Click）的CEO，成立一年内，我们就有了数十个竞争对手。吉尔特集团（Gilt Groupe）并非第一家做限时特卖的公司，谷歌也不是第一个发明搜索引擎的。这些公司为何成功？不是靠想法，而是靠人才。执行才是最重要的，而执行依靠人才完成。所有公司都觉得自己在管理人才方面做得不错。它们会说“人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但多数言行不一。你可以用下面这种简单的方式自测：相较于其他工作，你所在企业的CEO是否在招聘和人才管理方面花费了更多时间？对我而言，答案一直是肯定的。

这种说法有点极端，我来解释一下。上述测试并不适用于小公司，例如只有20人规模，这些公司的CEO可能要做很多销售工作，或者直接监管运营。但在超过50人的公司里，CEO最值得花时间做的，就是选贤任能、管理人才、确保公司构建并留住A级人才团队。

还有一个测试，能够帮助你了解企业对人才的重视程度：看看HR主管是不是公司最重要的人之一？我和HR主管及首席财务官见面的时间一样多，绝不让HR主管向其他人汇报，只能是CEO。这个角色具有战略地位，必须拥有话语权。

和我共事的人清楚知道，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思考人才问题。开会时，我常常会让管理者向我一一汇报下属情况，随时掌握动态。我还坚持CEO随时可以和每一位员工交流。一些管理者希望高管在和他们的下属交流前，先和他们打招呼。但我们公司不这样做。我想进一步了解员工，并评估他们的能力和潜力，想知道他们和上级相处时是否存在问题，我在一刻不停地评估所有人才。



宁缺毋滥

构建优秀团队的方法之一，是找到表现不佳的员工，让他们另谋高就。管理者通常不会严格执行这件事，从而造成问题。因为给更优秀的员工留出空间的唯一方式，就是让较差的员工离开。

当然，过程必须公平。但在和低绩效员工交流时，你要能自然地说出这样的话：“绩效排名，你是最后。你可能很优秀，但入错了行，这份工作并不很适合你，我们公司可能也不适合你。我想你也不想待在这种环境里，让大家觉得你表现总是垫底。”有时，我们可以帮助员工调岗，但员工不可避免地会质疑你的判断：“我不是最差的”。我会告诉他们，“评估人才不是严密科学。但如果你排第二，经理们却众口一词说你垫底，这也很罕见。即便有误差，大概也就一两名。关键在于，我希望你成功，认为目前的职业路径和境遇不适合你。”有时，只要员工态度端正，能继续为公司效力，我会让他/她多待两个月，以便寻找新工作。有时员工给人感觉精疲力尽或工作意愿消极，会拿遣散费立刻离开。

在我让管理者打造团队时，也采用同样标准。不久前，一位高管承担了新的工作。我对他说，“5个月后，你要组建起一个优秀团队。越早越好，但5个月是我们的目标。接下来一个月你要评估现有的人选。如果他们足够优秀当然好，如果不是，要找到合适的人换掉他们。你如果想从内部晋升，没问题。从外面招聘，也可以。要留住最优秀的员工。我不希望看到公司想留住的人离职。”

结果在整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所有不愿见到的结果。第四个月时，他还没找到几个关键职位的人选，一些优秀人才也陆续离开。我们谈了一次话。我问他，“公司能做些什么帮你，”“如果你需要双倍的招聘投资，我们可以提供。”第六个月的时候，他还没完成团队组建。所以我对他说，“到此为止吧。”他离职后，下属开始跑来告诉我们，和他共事多么灰心丧气，差一点他们就要离开公司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件事：一、不要让糟糕的情况发酵。一个差劲的管理者可以摧毁士气，危害公司的DNA。二、无论你自以为多么了解公司，如果你怀疑有什么问题，情况可能比你想的更糟。别让情况恶化，因为这会产生很强的破坏性。



“别用这个人”

我认为，招聘没有所谓科学方法，但有一些事会有助于取得更好的结果。招聘流程往往分为三部分：简历筛选、面试和背景调查。多数管理者过度看重简历和面试，低估了背景调查。推荐人是最重要的。公司可以尝试只通过背景调查选人，完全不面试，看看会发生什么。我肯定多数公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选到更好的人才。

简历能够展现胜任某项工作的基本资格，但仅此而已。面试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面试者能说会道或颜值很高，很难不受影响。很多研究都证明，外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人的看法。简历和面试都不会透露候选人最大的潜在问题。如果某个人无法胜任工作，往往不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技术，而是因为一些面试中难以发现的隐性问题。他是否注重细节？是否擅长合作？如何对待同事？背景调查是唯一能够获得这些信息的方式。我最看重的特质是成功和热情。事实是，公司很少会放弃成功的员工，前老板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

人们会假设，背景调查没太大价值，因为大家都不敢说负面信息。这种担心有道理，因为可能会被起诉。但只要努力去找坦诚的人就可以了。这样的人往往是熟人，或者可以通过朋友找到的人。不能只依赖候选人提供的人选。当然，如果候选人只有22岁，刚刚大学毕业，这件事会有些困难。但对于那些在2到3家公司工作过，有10到15年经验的人来说，你们肯定有共同的熟人。猎头公司会通过打很多电话找人，我们也这么做。我们还会通过领英找到共同联系人。

不久前，有人给我打电话，询问一位叫弗雷德的员工的情况。我并不认识打电话的人，所以非常谨慎。我说了弗雷德的优缺点，还强调我觉得他不错。隔天，一位名叫凯文的大学同学打电话给我，说他替一位好友，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询问一位前雇员的情况，对方想聘请这个人。招聘经理让凯文向我了解真实情况。如果我不认识凯文，我可能会说些类似前天那种不瘟不火的推荐。但因为凯文是我的老朋友，他希望我坦诚作答，所以我回复得也很干脆：“别用这个人”。在你做背景调查时，也希望遇到这样坦诚的答复。找到这样的人不容易，但值得努力。




吉尔特集团概览

公司成立于2007年，最初是邀请制的限时特卖网站。从那时起，吉尔特集团开始允许大众注册，大规模拓展了业务范围。会员会收到邮件，通知品牌服装的低价折扣信息，在供应商有货的情况下，就可以使用这些折扣。




员工：
 850


营收：
 预计超过5亿美元


会员：
 350万


资金：
 1.74亿美元


总部：
 纽约硅巷


全球市场范围：
 目前超过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品牌延伸：
 Jetsetter(旅行度假)、Gilt Taste(手工食品及酒类）、Park & Bond（男性服饰及配件）、Gilt City（本地服务与体验）。





我们也不是百发百中。一次，一家外部猎头公司帮忙做了一些背景调查，往常我们都是自己做。后来，这位员工被辞退了，他并不适合这份工作。他走后，我遇到了几位熟人：一位之前在这位员工手下工作过，另一位是银行家，曾与他做过生意。我之前并不知道他们认识这个人。两人对他评价都不高，和我们的遭遇相同。有时候真实的评估来得太晚。

因为招聘太重要了，我们公司会有意识地在这方面过度投资。我们有10位全职招聘员工，对吉尔特这样规模的企业来说，人数算很多了。我们也常常请外部猎头公司帮助我们，特别是招聘高级职位时。有时管理者会因为缺少重新选人的时间和精力，让表现平平的人继续待在一个职位上。我不希望陷入这样的境地。

作为CEO，我没办法参与所有招聘。2011年6月公司聘用了65个人，如果每位客服人员都要我亲自面试，未免太低效了。即便如此，我面试的人也比一般CEO要多。大概每天我都要面试一个人。而且高管都知道，如果他们要招聘重要职位，我愿意给候选人亲自打电话，以示诚意。人们喜欢听到来自CEO的电话：“斯蒂夫，我们还没见过面，但大家都觉得你很棒。我能做什么帮你做选择？我可以飞去和你见个面吗？”人们总会说不用了，但你已经显示了诚意。招聘类似销售，有时CEO亲自出马，会带来不同结果。

关于人才管理有一些流行的经验法则。其中之一是，几乎所有公司的优秀人才薪水都偏低。一般来说这是真的，你应该调整薪酬体系，和绩效挂钩，更好地奖励人才。另外一个是，A级人才往往会聘用其他A级人才，而B级人才则雇用C 级人才。我觉得这也是实话，但并非大家认为的原因。B级人才聘用C级人才，并非因为他们害怕来自更优秀人的威胁。而是因为多数人都不愿意为资质平平的老板工作。想象一下：你什么时候听过有人说，“我刚通过一个面试。上司不是特别优秀，但我还是打算接受这份工作。”一般来说优秀人才不会这么做事。

还有一个传统智慧是，人们离职的主要原因是不喜欢直属上司。这也是真的。在双击公司，我们会和离职人员面谈，几乎所有人离开的原因都是因为某位管理者。我和吉尔特的高管常常谈起此事：如果优秀的人才离开你的团队，那是你的责任。我希望所有高管都能重视这个问题。在互联网行业，这件事尤为重要。因为优秀人才稀缺，而且选择更多。我还认为，新招聘的员工最难得的能力，是实现结果的能力。一些人并没有意识到，只有在能够帮助做决定和落地的时候，分析才是有意义的。

在CEO的所有职责中，对人才的深度关注会带来最大回报。确保公司环境良好，员工能学到东西，也知道公司每天都在自己身上投资。我每一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但仍然感到做得不够。如果CEO什么都不做，只是首席人才官，我觉得公司可能有机会表现得更好。




凯文·瑞恩如何联系推荐人

吉尔特集团CEO认为，不要依赖候选人提供的推荐人名单。要利用关系网，自己寻找共同联系人，以求获得真实可靠的反馈。不要依赖猎头进行背景调查，自己打打电话。瑞恩曾找到过能够直言不讳的人，他问了以下问题：




你会再雇用这个人吗？如果是，原因是什么？职位如何？如果不雇用，又是因为什么？





你如何描述这位候选人在创新、管理、领导力、处理不确定情况以及完成工作、影响他人方面的能力？





这位候选人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有什么能改进之处？





你觉得他在什么环境、文化和角色中可以做得最出色？





你觉得什么角色他不太能够成功？





你会怎么形容他：领导者、战略家、执行者、合作者、思想家或别的？能给我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吗？





人们是不是喜欢和这个人合作，前同事是否愿意和他再次共事？





他在哪方面还有进步空间？








专栏 COLUMN



未来宜信

“金融能带来更好的百业，

金融能带来更好的社会。”

唐宁 | 文 时青靖 | 编辑






20
 18年5月28日，宜信公司成立12周年。这12年来，宜信一方面走得艰辛，一方面走得踏实。艰辛是因为在中国做金融，建立中国的信用体系，改变投资者的思维方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踏实是因为有大家的信任、关爱和支持，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同时也因为能够与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的所有努力和行动都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宜信是一家伟大的企业，宜信将会继续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



“5、3、1”创造变化 引领时代

我认为一家企业能够不断成长、进步和保持长青，三个数字至关重要。

第一个数字是“5”。被誉为“当代德鲁克”“美国商业的传奇”杰克·韦尔奇最为推崇的咨询大师拉姆·查兰曾说，组织每5年要重塑自己一次。组织不是恒定的，每5年就要建立起新的核心竞争力，这些能力是在这五年开启的时候所不具备的。

第二个关键数字是“3”。组织重塑有3个步骤。第一步，对于组织往哪里去的大方向要有极为清晰的方向感、目标感，明确组织未来会在哪里。从宜信创业的第一天开始，我们的目标感、方向感就是中国一定会成为信用社会。中国国家经济体一定会以信用为价值尺度，而不是抵押担保。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人之间应该有、且一定会有信用。即便在当时做市场调研时得到的基本上都是否定的反馈，我们也一往无前地按照这个目标走下去，因为宜信对自身大方向有非常清晰的认识。普惠金融事业如此，财富管理事业也如此。

在布局财富管理方面时，我们也有着非常清晰的大方向。中国未来的财富管理一定是基于资产配置的。虽然请客户理解并做出改变很难，但是越困难的事情越值得做。因为一家企业的价值取决于它解决了多大的商业问题和社会问题。财富管理解决的是社会资源更好分配的难题，是一群能够活到百岁的投资者和我们的下一代如何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问题。这样的一个大难题，值得一家组织为之奋斗一生，值得一家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因此从第一步来讲，宜信在大方向上清晰且明确。

在知道了要去哪里时，还要明确合适的路径。这是第二步。是走过去、飞过去，或用其他的方法抵达目的地，要有基本正确的路径。路径很难完全正确，因为具有很多不确定性，但这是创业创新的魅力和挑战所在。一家组织、企业和团队要基于明确的大方向，建立起基本正确的路径。这需要具备想象力，具有相应的战略规划，如此才能确保路径不会出现大的偏差。

第三步，明确了目的，知晓了路径，就要开始践行前进的行动。坚定且灵活地执行好每一步行动。改变组织异常艰难，当组织每5年进行下一次重塑时，都会像蜕一层皮一样痛苦，以至当组织越来越大时，重塑会变得比早期创业还要艰难。

第三个关键数字是“1”。这个“1”代表客户的未来需求，这里面的“未来”一词是关键，为之计深远，关注客户长线、正确但可能是隐性的需求。如果一家组织仅仅围绕着今天的客户需求，那么这家组织则只是一个追随者，不可能做到行业引领。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改变组织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真正的组织要做的是看到5年之后客户的需求，甚至客户自己都不曾意识到会有的需求。组织不仅要看到这些需求，而且要围绕这些需求去建立起核心竞争力。

只有建立起核心竞争力，且在几年后与客户在未来需求那里会师，这样的组织才是未来的赢家。满足客户今天需求相对容易很多，容易判断，也容易解释，但是发现客户未来需求，且坚定地围绕它去建立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则难上加难。我认为，只要坚持“5、3、1”原则，组织的重塑或永生是非常有希望的。



普惠金融的大格局观

对于宜信公司，我们共同珍惜并一手打造的这样一个平台，如何成长？

为此，宜信普惠金融事业提出非常明确的“三步走”战略。未被传统金融服务所充分覆盖的中小微企业、兼职创业的工薪阶层、消费者，以及广大农户，他们有着各种金融需求。通过信息数据，同行业其他机构的数据信息，以及我们的金融云平台上叠加的各种科技，这些中小微企业、个人、农户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生意、客户、企业和团队成员。当然，这些功能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是和全国、全世界的合作伙伴一起去服务这些企业和个人。这是我们看到的普惠金融的未来，从小额信贷，到其他金融服务，再到能力建设，让我们的客户更好地去做生意，更好地提升自我，进入这样的一个未来。

在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讲四化，即规范化、专业化、数字化和规模化。规范化指的是合规。不论我们在创新之中，还是已有规章建制之时，合规守纪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金融的底线。第二是专业化。每一项金融业务都有其极强的专业性，需要有国际范围内最为专业水平的团队成员，以最为专业的方式开展业务，一定要处理好试错与金融基本逻辑的关系。数字化是指利用科技，利用数字化资产。第四是规模化。金融每一个需求都是巨大的，当我们做对了的时候，一定会规模化地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财富管理事业，我们非常明确地看到了行业发展的五大趋势。

从固定收益类到权益类。过去投资者买信托、银行理财、互联网金融理财，会看提供刚性兑付的机构是怎样的背景，再看期限和回报，这种理财方式已一去不复返。未来能够给大家提供更高回报的投资来自权益类，权益类占个人家庭资产组合中的比例一定要一半以上。

从短期投机到长期投资。有些人认为现在中国市场上的是短期投资，我认为是短期投机。所谓的炒作、炒房，如果炒的时间长一点就糊了，所以就要快进快出。从短期投机到长期投资，是完全不同的改变。

从中国到全球。大家的投资理财、资产组合不会仅限于人民币资产，而应该是全球性资产。

从单一产品到资产配置。过去是找单一的机会，而面向未来应该是自上而下地看自己的组合到底应该怎样配置。

让中国200万超高净值、巨大财富拥有者可以高质量、低风险、平稳且保价保值地将财富传到下一代，这对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如此巨大的财富在短时间内被创造出来，而且又要在短时间内传下去。这些第一代的企业家、创业者和价值创造者们，在他们五六十岁的阶段，需要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解决这个难题。

这是我们清晰看到的在财富管理方面的客户未来需求。如果要去满足他们现在的需求，他们会问你哪里还有两位数的固收产品，哪些板块的概念或者哪支股票值得炒等等——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我们基于客户的未来需求打造了三个核心竞争力。客户未来一定是组合国际化的家庭，所以我们要打造国际化的能力；客户未来要在投资能力上有根本的提升，不再是那种刚性兑付之下的没有任何含金量的投资，而要去判断价值投资机会，所以说投资能力建设是未来财富管理赢家的根本；另外科技能力可以改变产品、投资、渠道，以及管理。因此这三个核心竞争力一定能让我们的财富管理业务在五年之后和客户的需求完美会师。



宜信对科技的理解和运用

科技狭义来讲就是大数据、云计算、AI等等，但更为重要的是对科技的把握，对科技创新的敏感性，明确能够解决金融问题的科技在哪里，怎样拿来，以及最终如何能够让来自水星的科技人士的科技能力和来自火星的金融人士的金融能力完美结合，实现1+1大于10。这两个领域的人采用的语言完全不同，如果他们不去学习彼此的语言，很难对话，而且容易成为敌人，因此如何把金融能力和科技能力融合在一起，是金融科技赢家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科技其实是一个组织文化层面的东西。一家拥抱创新的组织应该是平等的、开放的、透明的和容错的。在金融行业，只要风险可控，不对公司组织的品牌声誉和长治久安产生影响，就可以容错。这样的组织一定不能有等级，要做到扁平，不能前线的炮火管理层领导层都听不到。科技可以让我跟同事直接沟通，比如我们每月一次的CEO座谈会，大家会把问题打在屏幕上。我们对于科技的认识，是上升到组织文化层面的，这是我们对科技的理解。

一家组织有价值是因为它有意愿，有能力解决那些来自商业和社会领域的巨大难题。经过12年的努力，宜人贷、宜信普惠和宜信财富都已成为超级独角兽。我们还有许多的业务，一群群的千里马，希望在未来12年也会发展成为独角兽。宜信每5年重塑自己一次，就会有新的一群千里马涌现出来，解决他们所在领域的客户的未来需求，建立起相应的核心竞争力。

但是宜信人的梦想，远远不在于识别、创造一群千里马、独角兽，这些只是我们创造价值的某种不全面的体现。作为一群金融人，我们的终极梦想是通过自己的所知所学、所作所为，让稀缺、有限的社会资源配置到那些有才有德有勇有担当的个人和企业组织那里去。

社会总体的资源永远是有限的，孰能得之，自然是那些值得的人，那些有意愿做得更好，有能力做得更好的人。金融能带来更好的百业，金融能带来更好的社会。作为宜信人，我们最大的梦想是在下一个12年，下一个120年，以及更长的时间里帮助中国，帮助世界，把稀缺的社会资源，通过我们的理念创新、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带给那些德才兼备有担当的个人和组织，让百业更好，让社会更好。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同行，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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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宁
 是宜信创始人、CEO。





特别报道



专访保尔森：从经济层面

考虑环保的企业才有未来竞争力

齐菁 | 文 何刚 | 编辑






几
 乎所有负责任的企业，都会和环境保护产生关联。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如此，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同样如此。但长久以来，在企业重视环保与增强自身竞争力之间，究竟有何直接关联，学界和业界颇有争议。

“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总是伴随着牺牲环境的惨重代价。随着市场逐渐成熟，企业会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但在今天，环境保护早已超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而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能够应对环境风险、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的企业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抢占先机。”

2018年3月底，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北京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专访时表示，他应当已经找到了企业为什么必须重视环境保护的充分理由和内在逻辑，这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是直接利益攸关。

今年72岁的保尔森，是哈佛商学院1970年的毕业生。在过去30多年里，他曾来华100多次，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世纪90年代至2005年，他是华尔街最赚钱的投资银行家，频繁穿梭于太平洋两岸，为高盛在亚洲和中国的业务拓展立下汗马功劳。2006年他转身政界，成为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财政部长，并在随后的华尔街金融危机中承担关键的政策制定和救助执行角色，其言行令世界瞩目。

在漫长的金融业经历中，环境保护似乎并不是保尔森最关心的问题。对此他特别说明，自己很早就意识到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重要性，1999年出任董事长兼任CEO执掌高盛，就着力把高盛打造为华尔街“最绿”的公司，他还兼任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主席，做了不少具体的事。卸任美国财长后，他于2011年成立“保尔森基金会”，致力于加强中美关系，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

在具体实践中，他逐渐意识到动员更多中美企业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因此于2014年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共同倡议成立了“中美可持续城镇化CEO理事会”，与阿里巴巴的马云、万科的王石、泰康的陈东升、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通用汽车的玛丽·博拉等中美领先企业家一起推进中美企业界在环保领域的合作。

如果说这些努力是铺垫，2018年保尔森基金会在全球多个国家先后启动的一项公益活动，则算是大动作。他联合CEO理事会的全球领先企业CEO，发起“争做‘零’跑者”大型公益活动，号召全球企业采取措施，切实减少碳排放和废弃物。

2018年3月下旬，“争做‘零’跑者”的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阿里巴巴、万科、泰康、娃哈哈、远大、惠普、沃尔玛、IBM、霍尼韦尔、先正达等20多家中国和国际企业加入了这个公益行动。保尔森亦借此机会一再详细阐述在当今商业环境下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尤其是企业如何将环境保护融入到商业运营之中，从而实现社会责任和企业运营的协调平衡。



加强环境保护的天时地利人和

在保尔森看来，虽然中国还是新兴经济体，但近年来中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已经发生积极而根本的变化。比如，中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国家及全球贸易战略，中共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报告和计划；中国还将绿色金融列为国家战略要务，2017年底宣布启动很可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保尔森认为，中国政府对于环保的重视和投入非常前瞻，加上执行和监管能力较强，环境保护在中国有坚实的基础。

同时，中国很多企业的学习能力极强，在商业应用与社会责任层面的创新很多，企业参与环保的热情和效果都在上升。

比如支付宝的“蚂蚁森林”公益项目，就给保尔森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移动支付和大数据衡量个人的低碳行为，再通过游戏设计和社交，让更多人参与绿色公益行动，蚂蚁森林可谓设计巧妙的线上线下结合的新公益。这个项目在支付宝平台上线不到半年，就有超过2亿用户开通了蚂蚁森林的公益功能，如今“蚂蚁森林”的用户们每天减碳总量超过2500吨，且已经用募集到的钱在中国中西部的荒山野岭种下100多万棵树。保尔森认为，这种利用优势资源而设计的新公益行动，尤其值得学习借鉴。

他认为，不仅是互联网等新经济，中国各行各业都比过去更重视环保低碳型经济模式。在万物互联时代，企业家的影响力绝不会局限于公司内部，在广泛的社会议题上，部分领先企业家也有很重的分量。可以说，目前是推出“争做‘零’跑者”全球公益活动的好时机，通过全球各行业领先企业参与到项目中，并制定减排、减废计划，把大家汇聚到一起，学习先进经验，交流实战心得。保尔森基金会也邀请全球商业气候联盟、毕马威公司、商道纵横公司、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合作伙伴参与到项目中来，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协助企业制定减少碳排放和废弃物的计划与目标。



让企业从经济角度看环境问题

环境保护不仅是公益和社会责任问题，推动绿色市场发展、降低气候变化风险，更是日益席卷全球的大潮流。领先的全球性企业承诺实现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更主要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加强环境保护和降低气候变化风险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不从经济角度来寻求可持续的方案，企业很难长期参与其中，环境问题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研究表明，提高企业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可以节省大量成本，从而把握新的绿色市场机遇。彭博新能源财经公布的2017年度报告显示，到2040年，高效可再生能源技术市场价值将达到10.2万亿美元。在中国，到2020年与环保有关的“绿色市场”价值将接近1万亿美元，未来5年，中国公共和私营部门有望在清洁能源行业投资8000亿美元。

保尔森看好“绿色市场”的潜力，认为这是吸引企业积极参与环保的关键因素。他说：“我在工作中曾与数百家公司紧密合作，我发现最强大的企业是那些能够使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智慧地投资于未来，并对人类发展和地球环境承担责任的企业。环境管理能够实现三赢，环境、企业和消费者都会从中受益。”

将上述思路运用于商业实践，霍尼韦尔和沃尔玛是保尔森比较欣赏的两家美国企业。霍尼韦尔在企业运营的各个方面都运用矩阵分析法，在环保方面也详细追踪能源利用效率和使用绿色技术所节约的成本。自2004年来，霍尼韦尔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超过65%，在本次“争做‘零’跑者”活动中，霍尼韦尔承诺：到2022年其中国公司每美元营收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将比2016年降低10%。

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则从供应链系统寻找可持续发展商机，它提出并在中国启动绿色供应链计划——10亿吨减排项目，承诺截至2030年在中国的价值链中减少5000万吨（MMT）碳排放，相当于4000万中国家庭一年平均用电所产生的碳排放。沃尔玛将邀请中国价值链所有的供应商参与10亿吨减排项目并设定减排目标，确保从供应商、配送中心到卖场等环节都能做到足够环保，又足够经济。通过改善具体商业环节，使用更绿色的材料和科技，从而节省大量成本，更多让利于消费者。在保尔森看来，这就是有影响力的领先企业的价值，它们重视环保，可以促进相关商业生态链发生改变。



短期主义和愚昧是做生意的劲敌

强调环保并不是新主张，但多年来在全球企业界推行时遇到的最主要挑战就是，环保技术往往投资巨大，迫于短期盈利压力，很多企业起初打造节能低碳生产方式的决心，往往一步步沦为简单的公益行动甚至口号，真正把环保与企业运营结合起来的企业仍然有限。针对企业做环保的这个痛点，保尔森认为，短期主义是做生意的最大敌人，另一个敌人是认识上的愚昧。

他说，CEO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如何在一定时间内给出漂亮的股东回报，还要从长远角度考虑，企业真正的价值和竞争力是什么。实践证明，能够形成壁垒的企业竞争力，一定需要长期积累和巨大投资。他认为，优秀的CEO一定能够平衡好短期利益和长期价值，那些基业长青的成功企业，一定是用长期主义思维进行明智投资的企业。

要做好这种平衡需要经验和科技，运用新能源和绿色科技也需要专业知识和相关经验。这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只有不断积累环境保护的知识、技术、人才和经验，不断学习，才能让有关环保的投资获得更大收益。

保尔森相信，这是领先企业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他们是最好的实践者和示范者，无论成功经验还是走过的弯路，都可以作为案例分享，推动构建良好的行业生态。他说，和企业家的合作是全新的开始，未来应当会有更多成果，中国企业也应当在环境保护领域探索出具有示范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新路。



[image: ]



齐菁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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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THE BIG IDEA



割裂时代的领导力

LEADERSHIP IN A HOT-BUTTON WORLD

社会政治热点成为一级战略事项。

亚伦·查特吉（Aaron K. Chatterji） 迈克尔·托费尔（Michael W. Toffel）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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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中的领导者

DIVIDED WE LEAD

“CEO行动主义”已进入主流世界。

亚伦·查特吉（Aaron K. Chatterji）

迈克尔·托费尔（Michael W. Toffel）｜文




从商业、体育到教育，各领域的领导者正积极参与社会政治讨论，而就在几年前，他们还在回避这类有争议性的话题。对容易引起分歧的热点问题发表观点，将可能疏远客户、员工、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然而，自写作《CEO活动家的行动指南》 （“The New CEO Activist”，《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1月刊）一文以来，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CEO活动家”正在涌现。




2018年2月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案后，各界的积极行动就很有代表性。Dick’s Sporting Goods CEO爱德华·斯达克（Edward Stack）宣布将“表明立场”，采取的举措包括停止向21岁以下人士出售枪支。其他商业领袖也陆续加入公开讨论，引发的反响各有不同。例如，总部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达美航空CEO埃德·巴斯蒂安（Ed Bastian）宣布，不再为全美步枪协会（NRA）会员提供折扣票价。作为报复，佐治亚州议会决定取消一项税收优惠，将导致达美航空损失数千万美元。

“CEO行动主义”可被归入“万事万物政治化”这一社会趋势。美国社会政治体系中的理念分歧在社交媒体助推下进一步扩大，导致企业领导者身处敏感环境，经常被迫对自己所知不多的复杂议题发表看法。Global Strategy Group近期的报告指出，按照社会公众的预期，企业应在24小时内对当下热点事件做出回应。

为研究领导者在新环境中采用的策略，我们采访了三位将行动主义作为核心工作的领导者：软件巨头Salesforce创始人、CEO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是首先发声反对印第安纳州《恢复宗教自由法》（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的商业领袖之一，该法案规定企业有权利拒绝为性少数群体顾客提供服务；Soccer United Marketing总裁凯西·卡特（Kathy Carter）是性别平权活动家；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齐默（Robert Zimmer）公开表明立场，反对禁止争议性演讲者到访大学校园。

他们为何公开发声？通过访谈，我们发现这些领导者感到有义务回应热点议题，而指导他们行动的，是对自身价值观、所在组织传统和文化的深入思考。作为公开行动的补充，这些领导者也会在聚光灯之外进行“地面工作”。



明确表态的必要性

无论企业CEO或其他组织的领导者是否感到有义务就争议性话题公开表态，客户、员工、商业合作伙伴和投资者都正在被卷入政治观点分化加剧这一社会趋势。这意味着，对不断增加的争议性话题（如出售攻击性武器）保持沉默，将越来越难以被利益相关方接受。

领导者必须重新检视组织的使命，这也反映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报告显示，美国人的政治分化程度远高于以往。温和派人数减少，民主党人更加自由化，而共和党人更加保守化。超过40%的美国人对于对立党派持非常负面的观点，这一比例是20年前的两倍以上。超过1/3的共和党人和27%的民主党人认为，对方党派的错误政策威胁到了国家的福祉。介意子女与对立党派人士结婚的人数，创下最高纪录。交友软件Tinder的一些用户要求给特朗普投票的潜在追求者自觉“向左滑”。

社交媒体的兴起和媒体环境的碎片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化趋势。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只从和他们立场一致的信息来源获取新闻和观点。另外，社交媒体让人们很容易获取倾向性过强的信息，这些信息难以验证，很多时候是虚假的，容易带来不信任和扭曲的观点。

还有几个趋势也加深了社会分化。政治观点最鲜明的民众参与政治最积极，他们参与初选投票、为竞选活动捐款、参加竞选大会和筹款活动等。政治家参与活动，目的更多是扩大在潜在支持者中的影响力，并采取复杂的改划选区、微观定位，甚至选民压制等手段。结果是，政治家不愿妥协并投票给对立党派，而更倾向于把所有失误的责任推给对手。

鲜明但不稳定的阵营划分、两极化的政治身份、单向度的媒体信息，都使得领导者是否参与公共论争的决策异常复杂。埃德·巴斯蒂安说，达美航空取消NRA会员优惠，目的是避免选边站队。“达美航空为NRA会员提供折扣票价，可能被解读为支持NRA。”佐治亚州议会取消税收优惠后，巴斯蒂安在一份备忘录中向员工解释称，“取消折扣票价是为了保持中立。”然而，这步棋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佐治亚州议会要求达美航空撤回决定，否则将取消税收优惠，但巴斯蒂安态度强硬。他告诉员工：“我们的这项决定不是为了经济利益，我们的价值观不能被赎买。”这些言论被众多媒体称赞，马克·贝尼奥夫也在Twitter上说，“年度最佳CEO必须是埃德·巴斯蒂安”。





关于作者


亚伦·查特吉

迈克尔·托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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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特吉和托费尔对CEO行动主义的研究始于2015年，当时星巴克CEO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要求咖啡师在杯底写上“race together”（种族和谐），以促使顾客讨论种族关系问题。自此，查特吉和托费尔研究了不同领域中政治和商业边界的模糊化，包括企业、非营利组织、体育、大学、宗教机构等。

查特吉和托费尔感兴趣的是不同领导者接纳或拒斥行动主义的原因、选择特定议题的理由，以及表明立场的方式。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在一个分歧不断加剧的世界，CEO行动主义会产生哪些预料中的和意外的结果。

查特吉现任杜克大学Fuqua商学院副教授、Sanford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同时是美国经济研究局研究员。他曾在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任高级经济学家，参与创业、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政策研究。他曾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员，在高盛担任过金融分析师，同时是哈佛商学院客座副教授。查特吉在康奈尔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as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因为对商业和公共政策交叉研究做出的贡献，他获得了若干奖项，包括2017年考夫曼创业研究杰出奖（Kauffman Prize Medal for Distinguished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Aspen Institute新星奖（Rising Star），还因为在战略方面的研究被提名为战略管理学会新晋学者（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 Emerging Scholar）。

“我希望了解越来越多CEO公开发声的原因，以及这对他们所在企业和公共话语的影响。”查特吉说。他对CEO行动主义的兴趣源于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以及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的经验。“社会各界对企业、政治机构、大学、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关键组织的领导力要求正在发生变化，CEO行动主义只是一个例子。”

托费尔是哈佛商学院环境管理Senator John Heinz教席教授、商业与环境项目（Business and Environment Initiative）负责人。他的研究主要围绕企业如何管理运营和供应链中的环境问题、职业安全和工作条件，以及企业领导者如何通过CEO行动主义影响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公共政策。他曾在新加坡跨国公司Jebsen & Jessen（东南亚）担任环境、健康和安全总监，并在美国从事环境管理咨询工作。托费尔在里海大学获得政府学学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环境管理硕士学位和MBA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as商学院获得工商管理博士学位。

“越来越多企业CEO 对一系列社会和环境议题公开发声，尽管这些议题与他们所在公司的经营并不直接相关。”托费尔说，“传统上，企业回避社会政治论争，仅仅关注能提升盈利能力和竞争地位的政治参与机会。CEO行动主义彻底告别了这个传统。”

托费尔和查特吉的研究成果发表于一流学术期刊，并被主流媒体引用，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哈佛商业评论》《加州管理评论》《MIT斯隆管理评论》等。






分歧持续扩大

随着温和派消失，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越来越难以取得共识。下表显示两党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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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皮尤研究中心针对受访者的政治观点提出10个问题，并对他们的自由和保守倾向打分。蓝色区域表示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人士的意识形态分布，红色区域表示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人士的意识形态分布。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价值观指引行动

我们采访的三位领导者都强调，对于公共事务选择立场时，心中要有“道德北极星”，并且要清晰了解自身价值观、员工价值观，以及组织的传统和文化。




支持员工。
 CEO行动主义有时被视为领导者的个人激情，但马克·贝尼奥夫说，他经常在员工的要求和支持下采取行动。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是做有益于公司的事。“有些人认为，CEO没有权利为公司代言。这是完全不懂领导力。”他告诉我们。实际上，贝尼奥夫认为CEO行动主义不属于领导力决策，而是一种新兴且不断演变的要求。“CEO必须意识到，千禧一代正进入组织，他们希望CEO体现组织的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每位CEO都必须了解组织中的各种价值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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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贝尼奥夫





2015年，印第安纳州即将审议《恢复宗教自由法》，当地的Salesforce员工开始向贝尼奥夫表达忧虑。（Salesforce是印第安纳州最大的科技企业雇主。）贝尼奥夫公开表示，如果这项法案通过，公司可能暂停在该州的投资。这为其他CEO的类似表态开了好头。他说，基于两个理由，他决定公开反对该法案：Salesforce的核心价值观是平等，并且员工希望CEO保护他们的利益。“我表达的意思是，‘你触及了我们的价值观底线，我们主张人人平等，如果你通过了法案，你跟我们就不是一起的’。”

贝尼奥夫解释说，他的决策完全反映员工立场，助推他成为CEO活动家的并不一定是个人信念。他在接受NPR采访时说：“如果想打造一家伟大公司，你最好和员工站在一边，全心全意成为他们的伙伴。”在和我们的对话中，他也重申了这点：“所有CEO都必须成为员工信赖的人。”




跟随信念。
 作为Soccer United Marketing总裁，凯西·卡特为女性足球运动员争取均等尊重、资源和机会，已逐渐成为这项事业的领军人物。她的动机来自个人信念。“对我来说，首先必须想清楚个人的道德立场。”她说，“你应该永远保持个人特质，这是你的核心和根基。如果你保持本真，就能应对任何挑战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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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西·卡特





跟随自己的价值观，卡特公开为美国女足国家队争取均等薪酬和待遇，还呼吁美国足球大联盟调查员工薪酬，杜绝性别不平等。同时，卡特也认为，领导者和员工（运动员）应慎重考虑，对特定社会议题发表观点是否合适。例如，拉皮诺（Rapinoe）（美国足球运动员——编者注）仿照NFL球员的著名举动，在赛前奏国歌时下跪，结果美国足球大联盟禁止了这类抗议行为。（“国歌示威”是指美国近年接连多起警察对黑人滥用暴力事件后，2016年美国美式足球联盟的“旧金山淘金者队”四分卫卡佩尼克在赛前奏国歌时不肃立，而是单膝下脆，以示抗议；其后亦有多名球员效法。——编者注）卡特公开支持禁令，认为体育组织应当约束球员的某些激进行为。她认为，“竞技范围内”的行为，也就是球场上的行为，应该受到严格管理，但在场下，球员有权利用知名度和平台表达观点。




坚持使命。
 2014年，不断有大学禁止政治立场不同的演讲者到访校园。作为回应，罗伯特·齐默召集一个教师团队起草声明，“明确芝加哥大学对不同形式自由表达的支持和包容”。团队撰写的报告重申了该校2012年《自由表达原则声明》（后被称为“芝加哥原则”）的立场。被我们询问为何立场如此鲜明时，齐默解释说，大学的一项关键职能是让学生接触各种观点，包括他们可能不同意或引起他们反感的观点。避免学生接触可能引起不适的观点，这有违芝加哥大学的使命和悠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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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齐默





在学校内部，对芝加哥原则存在不同意见。最近，超过100名教授反对邀请斯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自2012年起担任布赖特巴特新闻网执行主席。2016年班农加入特朗普竞选团队，被认为是特朗普胜选的主要功臣之一。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班农出任白宫首席战略师、总统高级顾问，后于2017年8月离职。——编者注）演讲，认为这等于支持仇恨言论。但齐默继承了前辈的主张，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校长，后者同意邀请来自美国共产党的总统候选人演讲，并说“自由探究是良好生活不可或缺的”。这段历史激励了齐默，让他决定公开反对大学“封杀”争议性演讲者的风气。

“我觉得这完全有悖于芝加哥大学的精神和思想传统。”齐默说，“我们一定要澄清学校的价值观和精神，并且和那种做法划清界限。”

当我们问及如何在面临反弹时坚持立场，凯西·卡特提醒道，今天的领导者更需要抗压能力。“不能谁说句话都对你有影响。你也要意识到，人们怼你，因为他们可以这么做。这种领导力和过去不同，至少和社交媒体出现前不同。”她说，“键盘侠的能量已经超过曾经的笔杆子。”



“地面工作”

我们采访的领导者分享了他们参与复杂困难政治议题的原因，但我们还想了解他们具体是怎样做的。他们利用哪些工具调动利益相关方和公众？这些领导者告诉我们，尽管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并高调发表演讲，但这些举措还远远不够。要想对社会现实产生实际影响，他们还必须依赖“地面工作”，在聚光灯之外付出相应努力。


招募同道。
 贝尼奥夫“地面工作”的一项核心任务，就是说服其他顶尖商业领袖发声。这位“头号CEO活动家”敦促其他企业领导者明确立场，并呼吁广大公司员工鼓励他们的CEO发声。“我最大的目标是帮助其他CEO意识到，他们可以被授权做这件事。”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把招募同道作为一项常规工作，“每月至少参加两次晚餐会，每次与20名或更多CEO集中讨论CEO行动主义”。他还利用参与很多CEO小组的机会，鼓励大家“按自己的价值观行动，为公司代言，为自己的信念而斗争”。

贝尼奥夫指出，大多数CEO并不会自然而然想要成为活动家。即便是上过商学院的CEO，他说，“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训练”。另外，“CEO往往第一时间受到社会突变的影响，因此他们需要帮助、鼓励和信心。我在尝试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拥有强大的平台”。

齐默也采用类似方法，积极联系其他大学的校长和教务长，在不受媒体打扰的场合探讨校园中多元观点的重要性。他还与高中校长见面，了解他们如何“帮助学生适应大学中的开放话语和自由表达”。他还邀请学生共进晚餐，了解他们的体验和观点，并讨论学校的使命和政策。


与董事会沟通。
 领导者对公共事务发声时，一定要确保公司站在他们身后。贝尼奥夫积极教育公司董事，让他们理解他为什么对一些事情公开表态。被问及这样做的原因时，他的回答很明确：“一定要让董事会提前了解你的立场，要让他们加入对话。”他补充说，如果只在开会时和董事们交流，让他们接受某个观点就会非常困难，尤其是争议性观点。“我会邀请董事参与很多活动，包括团建、重要的管理层会议、运营评估、客户晚餐、客户活动等。”他说，“有些CEO很怕这种事，但对我来说，董事会的支持是最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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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公共曝光。
 我们采访的领导者既努力影响权力机构决策者，又努力争取可能不赞同他们观点的部分民众。贝尼奥夫经常在电视上对争议话题发表看法，不仅包括商业节目，也包括CBS的《今晨》（This Morning）和ABC的《早安美国》（Good Morning America）等主流节目。齐默走出象牙塔，向公众传达自己的观点。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广受赞誉的评论文章，并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公共活动上演讲。卡特则决定进一步走向前台，参加体育界重要组织的主席竞选，并有步骤地在ESPN、CNN、《今日美国》和Twitter上发声。对这些领导者来说，公共曝光是行动主义的关键组成部分。



领导力的新时代

并不是所有领导者都赞同行动主义。2018年2月，有些人呼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与涉枪企业切断联系。对此，巴菲特接受CNBC采访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37万员工和100万股东是错误的：“在这种事情上，我不是他们的保姆。”

但越来越少的组织能对政治论争置身事外，维持中立的努力也将遭遇挑战。佛州枪击案后FedEx的慌乱应对即是一例。枪击案发生后五天，为NRA会员提供优惠的FedEx仍保持沉默，直到来自客户的压力迫使高管对于公司政策发表声明。该声明指出，FedEx反对NRA的立场，公开支持对攻击性步枪和大容量弹匣的禁令。FedEx此后又三次发表声明，试图澄清公司的优惠政策和枪支运送规则，但和很多放弃表态的公司一样，FedEx仍遭到抵制。

分化的世界对领导力提出了新要求。“商业是变革的最佳平台，CEO有责任发挥领导力，为世界带来变革。”贝尼奥夫告诉我们，“无论事关性少数群体、教育还是环境，CEO都可以在公共议题上采取简单具体的行动，我鼓励他们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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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THE BIG IDEA



选边站队的代价

THE COST OF TAKING A STAND

领导者公开发声后，公司股票表现如何？

斯科特·贝瑞纳托（Scott Berinato） 格雷琴·加维特（Gretchen Gavett）

詹姆斯·维顿（James Wheaton）｜ 文




C
 EO就社会热点问题公开发声，甚至点名批评美国总统，会有什么后果？公司是否会持续受到负面影响？是否会遭到抵制？还是会受到新老顾客的青睐？

对于表明立场给公司带来的财务损失或增益，股价是一个评估指标。为研究领导者行为与公司股价表现之间的关系，我们分析了十多家CEO就公共事件公开表态的公司。这些事件包括州一级法案损害性少数群体权利（如印第安纳州《恢复宗教自由法》、被称为“洗手间法案”的北卡罗来纳州《公共设施隐私与安全法》（Public Facilities Privacy & Security Act）等）、弗吉尼亚州白人至上主义者与抗议者冲突后特朗普总统态度含糊、美国司法部废除移民保护政策DACA（童年抵美的无证移民，即“追梦人”，可被暂缓遣返）等。我们收集了CEO发声之前和之后两个月公司股票的每日收盘价，据此绘制股价波动曲线图，并比较了每只股票与所属指数的表现。下面的图表显示了我们的分析结果。

CEO公开表态后，大多数公司的股价并未持续上涨或下跌；即便出现这种情况，也基本会在两个月内回到初始位置。不过也存在明显例外。例如，棒约翰CEO约翰·施纳特（John Schnatter）公开批评NFL，认为其对球员抗议行为处理失当，导致该公司在比赛转播期间披萨销量下滑。施纳特发表这番言论后，棒约翰股价大幅下跌。他于数周后辞职，但公司股价在两个月中仍维持下跌趋势。与此相对，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谴责印第安纳州和阿肯色州的宗教自由法案后，公司股价大涨，并在我们观察的时段内保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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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的股票，走势基本跟随大市，表明CEO发声后的股价波动可能只与经济因素相关。不过仍有例外。例如，Comcast表态支持移民保护政策后，尽管纳斯达克指数上涨，公司股价仍然大跌。（不过，微软公司的类似表态并未导致股价大跌或与大市背离。）

相关性当然不等于因果性，市场也是复杂的，影响股价的因素有很多。但我们的数据显示，因为担心股价表现而规避CEO行动主义，可能并无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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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贝瑞纳托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格雷琴·加维特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詹姆斯·维顿是
 《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设计师。





聚光灯 THE BIG IDEA



政治倾向对品牌有何影响

THE UNEQUAL EFFECTS OF PARTISANSHIP ON BRANDS

政治观点多种多样，风险、回报五花八门。

维卡斯·米塔尔（Vikas Mittal） 阿什文·马尔舍（Ashwin Malshe） 施利哈里·斯利达尔（Shrihari Sridhar）｜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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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来越多的高管正以公司为平台，宣扬与业务无关的理念。他们必须仔细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与客户的立场一致。对公共事务积极发声的企业也许只是表达了管理层的立场，却可能由于和客户政治观点的差异，疏远了核心客户群。

客户的分化程度确实高过以往任何时候。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2004年，49%的美国人持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混合立场，而到2017年，这一比例仅有32%。从1994年到2017年，平均政治观点差异从15分上升至36分。我们的研究和其他研究成果表明，由于消费者越来越希望把钱花在支持他们政治观点的品牌上，政治倾向已经延伸到了品牌。

为更好地了解政治立场分化对品牌的影响，我们调查了5881名政治观点明确的个人消费者（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并对他们正面或负面评价45个品牌的可能性打分。较多顾客可能给予正面评价的品牌为“安全”，反之为“危险”，正面和负面评价相当的品牌为“混杂”，顾客不予置评的品牌称为“惰性”。（图表《品牌的政治》显示了各家公司所属的状态。）




品牌的政治

为分析政治立场对品牌声誉的影响，我们调查了近8000名政治观点明确的顾客，询问他们对45个零售品牌和38个B2B品牌的态度（正面、负面或不予置评）。以下是各公司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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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分析了品牌评价与受访者政治立场的关系。结果发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品牌的评价分歧较大，45个品牌中只有16个评价一致。例如，苹果、星巴克、亚马逊在民主党阵营中属于“安全”，得到正面评价较多、负面评价较少。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些公司的政治姿态与民主党人相符合。例如，蒂姆·库克成为苹果掌门人后，公开批评宗教自由法案，认为它们带有歧视；2016年，星巴克决定不在节日杯上印有基督教色彩明显的语句，CEO霍华德·舒尔茨2017年宣布公司计划雇用1万名难民；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捐赠3300万美元奖学金，专门用于DACA身份无证移民的大学教育。但共和党人对这三个品牌的态度分歧很大，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相当。这表明，共和党人消费者可能不喜欢这些公司的政治立场，但认可其产品和服务。

这个分类方法很有价值。通过分析公开信息中零售商同店销售额变动情况，我们发现了不同类型公司的业绩差异。



同店销售额平均变动

•  安全：+2.4%

•  惰性：+1.6%

•  混杂：+0.5%

•  危险：-3.1%

我们还调查了2064名B2B客户，请他们对38个供应商品牌打分。结果发现，相比零售领域，B2B客户对品牌的评价分歧较小，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47%的品牌意见一致，但意见不同的情况仍然很多。

例如，可口可乐被一些人视为美国爱国主义的象征，很受共和党人欢迎。此外，可口可乐的政治捐款也向共和党倾斜。我们的调查显示，这种态势也反映在了客户评价上：可口可乐在共和党阵营中属于“安全”，而在民主党阵营中属于“危险”。与此相对，埃克森美孚支持征收碳排放税，这一立场偏向自由主义阵营。但该公司也被视为政府积极开采政策的主要资助者，因此很自然，该品牌在两党阵营中都属于“混杂”。

与零售商一样，B2B供应商的品牌属性也对财务表现有显著影响。我们分析这些供应商的季度每股收益和销售增速，得出如下结果：



平均每股收益（美元）

•  安全：$0.66

•  惰性：$0.53

•  混杂：$0.25

•  危险：$0.19



平均销售增速

•  安全：9.02%

•  惰性：7.97%

•  危险：6.61%

•  混杂：4.54%



这对打算积极发声的企业高管有何启示？我们的数据显示，企业领导者应仔细考虑客户的政治立场，以及给予品牌正面和负面评价的可能性。让品牌陷入“危险”或“混杂”状态的行为，可能会伤及营收和增速。企业如果不卷入政治争论，将避开疏远客户的风险，但财务表现可能也较为平庸。企业构建成功品牌需要很长时间，而超级品牌同时拥有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客户。如果不了解政治表态会如何影响客户评价，企业将面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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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THE BIG IDEA



另一种行动主义

A DIFFERENT KIND OF CORPORATE ACTIVISM

如果得到员工支持，CEO甚至能发挥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但最好保持谨慎。

亚历山大·埃尔泰尔-费尔南德兹（Alexander Hertel-Fernandez）｜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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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巴克的咖啡师通常只有一项工作：高效且亲切地为顾客送上饮品和食物。但在2015年，数次涉及种族歧视的警察暴力引起高度关注，于是星巴克员工有了一项新任务：在咖啡杯底写上“race together”（种族和谐），以此鼓励顾客思考和讨论美国的种族不平等问题。CEO霍华德·舒尔茨的这项指令，实际上要求员工配合公司对社会政治热点问题表达立场。在美国，这样的员工越来越多。

鼓励和要求员工参与公司的政治表态，这种CEO行动主义的基层化已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策略，用以影响公共政策和选举结果。我对企业管理者的一项调查显示，“调动员工参与”已经被视为和雇用说客同样有效的工具，且远比向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捐款或购买政治广告有效。在我对员工的一项调查中，1/4被调查者说公司负责人或上司曾与他们讨论政治。

实际上，“调动员工参与”有很多方式：老板可能告诉员工哪位候选人对公司最有利；可能要求员工致信国会，表达对某些法案的支持或反对；甚至可能鼓励员工参加公司支持的政治家的竞选大会、筹款活动或市民大会。大多数企业会邀请员工自愿参与这类活动，如2017年UPS与推动减税法案的共和党议员共同主持员工大会。

但有些情况下，员工感到公司强制要求他们参与。例如，Murray Energy一座煤矿的超过15名工人称，他们在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被强令要求参加罗姆尼的竞选大会，且未得到任何酬劳。在一次电台采访中，该公司首席运营官罗伯特·摩尔（Robert Moore）说：“我们要求员工必须参与，但没有人被强迫。”但矿工们说，因为担心老板报复，他们还是参加了活动。

我对数十位政府高官的采访和对数百位企业高管的调查表明，由雇主发起的政治活动越来越重要，这反映出政治舞台的拥挤。过去，企业只要加入行业协会，即可在州一级和全国性的政治事务中表达意见。但现今的企业，尤其是处于严监管行业和政治改革前沿的企业，还要有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经验丰富的政府关系负责人，以及完善的“员工参与”项目，才能在国家或州一级的权力机构有一定话语权。

在Job Creators Network迈阿密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行业协会领导者在宣讲CEO行动主义和员工参与项目时解释道：“假设你有1000名员工，每个人与20、30或50位家人邻里有交流，而如果能明白什么对自己的生活最有益，他们就会做出正确选择，从而保持自由企业制度的强健。”某通信公司政府关系负责人告诉我，要求员工给国会写信，“加强了他们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并且让国会议员了解，“我们在你的选区有3500名员工，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这个策略很清晰：调动足够多的员工写信，将使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感到有必要主动与公司沟通相关问题。



重要性升级

调动员工参与政治现在为何如此普遍？首先，这比过去容易得多。大多数企业定期通过邮件或内网与员工沟通，提醒他们注意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事项。此外，很多行业组织，包括美国商会、全美制造商协会、美国工商业政治行动委员会等，都为企业提供软件，帮助它们定制政治信息，或根据员工的不同政治立场或所属地域制定沟通策略。根据我对全美范围内企业高管的调查，调动员工参与政治的企业中，超过2/3使用这类软件。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企业锁定关键选区或关键州的员工，向他们发送重要的选举或立法信息。管理者还可跟踪员工是否响应要求，更有针对性地策划之后的政治参与项目。

其次，由于私人部门的工会几乎消失（2017年，只有6%的私人部门员工是工会会员），管理者可以更加不受限制地调动员工参与政治事务。30年前，企业向员工发送的政治信息可能与工会相抵触，但随着工会的话语权基本消失，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见。

再次，对于企业调动员工参与政治活动，联邦法律基本没有限制。过去数十年来，联邦法律对企业影响员工政治行为的限制逐渐变得模糊。例如，在2010年的公民联合会（Citizens United）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给予雇主调动员工参与政治更大自由，不仅允许企业将自有资金用于竞选目的，还允许其将员工的时间精力这一企业资源用于影响选举结果。

尽管调动员工参与政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法的，企业仍应注意，由于管理者和员工的关系不平等，试图要求员工为特定候选人投票或支持特定法案，可能会有胁迫意味。（这也是法律禁止联邦政府参与这种活动的原因之一。）我的研究也显示，大多数员工反对企业公开支持某位候选人或直接参与竞选活动。



正确的做法

显然，企业在这个新领域必须谨慎行事。被要求参与所在公司政治活动的员工中，约半数没有遇到问题，但有相当比例的员工（约20%）被迫做一些他们不认同的事。特别不受员工欢迎的议题包括劳资双方利益不一致的事项（如最低工资或工会）、选举期间的政治行为，以及明显带有政治倾向性的言论。企业的政治立场还可能惹怒消费者，导致他们彻底远离。2010年，Target向一个支持共和党明尼苏达州州长候选人的政治团体进行大笔捐款，就遭遇了这种情况。部分顾客不认同该候选人对同性婚姻的观点，威胁要抵制Target。公司CEO随后致信员工道歉：“我们进行政治捐款的目的，本是支持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我意识到，这项决定以我未曾预料的方式影响了你们中的很多人，对此我真心感到抱歉。”政治家们则可能觉得公司的政治表态反而造成损害，因此与之保持距离，使得公司的政治举措适得其反。

在如此不确定的环境中，如果联邦法律能清晰规定管理者调动员工参与政治的条件和方式，企业将从中受益。管理者和员工的权利如果能分别得到清晰表达，对双方都有好处。但在这样的法律问世之前，管理者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防止调动员工参与政治带来负面影响。


尊重员工意愿。
 企业必须明确，无论致信政治家还是其他政治活动，员工都没有义务参与。无论员工是否选择参与，绩效评估或职业发展都不会受到影响。企业可以在所有与政治活动相关的信息中附上免责条款，明确告知员工他们的参与是自愿的。我访问的一家制药公司就是这样做的，该公司发现，这方面的沟通到位后，员工的积极性有所提升。


寻找共同利益。
 另一种明智的做法是，仅邀请员工参与对劳资双方都明显有利的政治活动。例如，星巴克和万豪承诺帮助员工在TurboVote上注册并投票，并签署自愿承诺，保证这些活动完全没有倾向性，且与公司的政府关系工作区分开。

政治渗透了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企业加强政治活动并不令人意外。但员工介入政治活动，风险和回报兼有。目标远大的CEO活动家需要掌握好平衡，让员工了解政治对公司利益的影响，但不强求他们为公司进行政治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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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THE BIG IDEA



管理政治分歧

MANAGING POLITICAL MISFITS

不是所有员工都同意你的政治观点？这没关系。

塞库·伯密斯（Y. Sekou Bermiss） 洛瑞·麦克唐纳（Rory M. McDonald）｜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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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O在权衡是否对争议问题发声时，一般会重点考虑自己的言行对品牌声誉和客户行为的影响。但CEO行动主义如何影响员工，同样是重要的问题。如果领导者选择的立场让关键员工感到愤怒或失望，甚至让他们想要跳槽，业务就可能受到严重影响。例如，佛州校园枪击案后，达美航空决定取消对全美步枪协会会员的优惠，CEO埃德·巴斯蒂安承认此举对员工产生影响。“我们的员工和客户有很多非常不同的观点，而我们并未选边站队。”他在给全体员工的备忘录中解释说，这项决定本是为让达美航空置身事外。“我知道，被卷入激烈争论会令人不舒服。”

我们从2016年开始研究职场中的政治观念，目的是了解持非主流政治观点对员工的影响。现有研究显示，融入所在组织文化的员工满意度更高、表现更好，而无法融入的员工则受到负面影响。为研究这个规律是否也适用于政治观点，我们分析了超过4万名PE投资从业者10年的职业历史数据。通过查阅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我们了解了被调查者对候选人、选举活动、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政党的个人捐款情况，从而判断出他们的政治立场。我们还对25名PE行业不同级别的从业者进行了深度访谈。

我们在研究中很快发现，CEO行动主义只是冰山一角。受访者承认，公司本身可能有主导性的政治观点。例如，一家PE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告诉我们，他的公司“属于替代能源行业，因此倾向于自由派”，而他本人则是保守派。（PE领域之外也有一些著名例子，如自由派阵营的星巴克和谷歌，以及保守派阵营的Chick-fil-A和Hobby Lobby。）受访者都很清楚本公司的政治倾向（自由派和保守派比例总体接近），并告诉我们这是否与他们的立场一致。

我们还发现，政治观点是职场互动的重要部分。一位受访者说，“政治议题经常出现在投资项目讨论中，比如和政治关系紧密的医疗行业投资。”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的董事分析道：“政治可能会影响我们投资的公司，所以它对我们的标的公司和关注的行业很有意义。我们经常讨论政策对我们的战略和投资的影响。”还有受访者指出，政治话题经常出现在日常闲聊中。“我在上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正好是竞选季。”一位投资经理解释道，“那段时间每个人都对政治很积极。”

没有受访者认为自己因为政治观点惹来麻烦，但有人遭遇过微妙的反应。“我知道的少数派有两个，我是其中一个。”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我们一般躲在阴影里。”另一位受访者说：“我所在的公司没什么政治多元性，所以那些观点不同的人只能自己悄悄郁闷。”一位保守派的投资经理透露了自己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把票投给了谁，结果遭到同事取笑。“大家都在讨论竞选，我就告诉了他们。”他说，“他们倒也没有鄙视我什么的，只是大笑，可能觉得我说没投给民主党人是在开玩笑。”这位投资经理没有纠正同事的误解，而是“说了句俏皮话圆了过去”。“在我们公司，只要谈到政治，都不会给少数派任何说话的机会。”他对此很无奈。

离职是员工低投入度的终极表现，我们利用统计方法对此进行了分析。我们的假设是，相比适应所在公司主流政治观点的员工，少数派员工离职的可能性更高。结果表明，这个假设不成立：在特定条件下，政治少数派员工离职的可能性甚至更低。不过其中保守派离职的可能性高于自由派。实际上，无论政治立场是否契合所在组织的主流观点，自由派离职的可能性都远低于保守派。这背后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的总体结论对管理者有几点启示。最基本的是，领导者应了解本公司的主导政治观点（如果有的话），并留意可能对此不认同的员工。高管和一般管理者应创造出尊重多元观点的环境。考虑到对于CEO采取行动主义姿态的要求越来越多，这一点尤其重要。领导者的公开表态并不完全决定公司的政治氛围，但却反映了这种氛围，并对其起到强化作用。设想一下，2017年9月，某大公司CEO公开反对美国司法部取消DACA移民保护项目的决定。不赞同CEO立场的员工无疑会感到，公开支持司法部的决定变得困难了。这种压抑的氛围可能会伤害少数派，而领导者有责任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领导者还可以更进一步，鼓励少数派积极面对并缓解与组织中主流观点的冲突。强大的组织应当鼓励热烈的观点交锋。论证投资项目时寻找漏洞是正常的，政治讨论也应如此。理想情况下，讨论应该是健康的，分歧能得到化解，反对派也能体现价值。

此外我们发现，受访者使用两种策略来应对身为少数派感到的压力与不适，这对员工可能会有启发。有些受访者成为“秘密异见者”，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参与政治事业，例如私下为候选人或政党捐款。还有些人成为“办公室传道者”，努力吸引、教育甚至劝服同事接受自己的观点。一家大型PE公司的董事说，他在这家公司就如同常春藤大学里的共和党员。“这是一种智力的挑战。”他说，“被当作与众不同的对立党派典型分子，有可能是件好事。”

职场中的政治观点交锋，甚至可能是一个特别的机会，能够缓和我们在社会中感受到的政治分化。世界观不同的人很少能经常交流，而公司恰恰是这样的场所。如果我们能在工作中学着建设性地提出反对意见，或许在其他地方也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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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库·伯密斯
 是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McCombs商学院管理学助理教授。洛瑞·麦克唐纳
 是哈佛商学院技术与运营管理专业商业管理助理教授。





聚光灯 THE BIG IDEA



“避开立场之争”

“SIDESTEPPING SOME OF THE PARTISAN DEBATE”

对话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负责人马克斯·斯蒂尔（Max Stier）

亚伦·查特吉（Aaron K. Chatterji） 迈克尔·托费尔（Michael W. Toffel）｜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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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非所有领导者都有能力或意愿对社会政治议题表态。实际上，很多CEO的核心策略就是保持中立。但在分化越来越严重的世界中，保持中立是困难的任务。某种程度上，这些领导者不得不为中立性摇旗呐喊。对此最有发言权的，或许是非营利组织Partnership for Public Service的CEO马克斯·斯蒂尔（Max Stier），该组织帮助政府机构招募和培训雇员，但组织自身保持政治中立。

为撰写《争议中的领导者》（“Divided We Lead”）一文，我们采访了斯蒂尔。以下是对话内容的精编版。





查特吉：
 能否分享一下，你在保持中立的同时，如何应对立场和观点争论？



斯蒂尔：
 在当下倾向性越来越强的环境下，保持中立无疑更加困难。但我们是一家诚实的管理业务中介，并且通过回归最广泛的共识，成功避开了一些立场和观点争论。这个基本共识就是：无论政府的规模多大，它都应是成功而高效的，能够为美国公众提供最大价值。

我们的核心使命是让政府保持健康。政府是我们对最紧迫的问题采取集体行动的唯一工具。运转良好的政府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十分关键，这是我们这个组织存在的理念基石。这个指导原则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政治领域中的复杂挑战。





托费尔：
 提升政府效能确实是一个传统的普世目标，但在今天这个高度分化的世界，这是可能的吗？


对于提升政府效能的愿望，如今人们变得更加怀疑。不同意政府施政方案的人可能担心，改进政府工作反而会带来更多他们不想要的结果。但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指导原则：政府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资产。我们不能逃避责任，不能等政府受到冲击再收拾残局，并且认为一切都会变好——因为不会。我们努力帮助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理解，有些事情不应受到立场分歧的影响。如果政治斗争威胁到美国社会的民主基石，我们就有可能失去一切。

我们并非试图解决所有问题，例如利用政府程序达到政治目标的倾向。我们关注的是提升政府效能。如果政府的专业功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将会非常可怕。我们的员工队伍非常优秀，他们忠于使命、经验丰富、心无偏私，但却难以发挥全部力量，因为国会和政府领导者并未把人才管理和提升政府效能视作首要职责。





查特吉：
 企业一般通过参与行业协会、政治游说和向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来对权力机构产生影响，你认为企业有可能为你所说的政府效能提升而采取行动吗？


讽刺的是，CEO们总是忽略这一点。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试图影响政策制定，但很少想到政策怎样执行才能起到最佳效果。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法案是个很好的例子。政府应对国民医疗承担多大责任，这在政策层面引起巨大争议，但却没有人思考如何实现政府最终给出的承诺。我认识的企业领导者中，几乎没有人会把99.9%的时间花在理念上而不关注执行。在商业范畴内，企业领导者的工作重心是执行和运营能力，但他们和政府打交道时通常不是这样。





查特吉：
 考虑到我们身处高度分化的时代，我想你的员工应该都有各自的政治观点。你如何在尊重员工个人立场和坚守组织使命之间保持平衡？


我们的员工政治观点多元，我们的内部文化强调尊重差异，这让我很自豪。我们希望公司董事会、团队、较大的合作伙伴中都有代表两党的成员。无论我们的政治观点如何，健康的政府都会让所有人受益，而运行不佳的政府让所有人受损。现实是，无论你的政治立场偏向哪一方，都必须信任政府的某些部门。在我看来，领导力就是要让人们关注最终目标，以及怎样共同努力去实现它。





对话 HBR-C DIALOGUE




诺和诺德全球CEO周赋德：


强大的使命感

让我们专注于创新


齐菁 | 文 李全伟 | 编辑




95年来，诺和诺德一直深耕于糖尿病治疗领域，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胰岛素研发和制造商，而且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有着出色的表现。如何保持持续领先？诺和诺德CEO周赋德的答案是：心系患者，专注创新。






从
 1923年成立之初，诺和诺德就开始专注于糖尿病治疗药物的开发。一个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尚且困难，一个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2万名员工的大型跨国药企，能做到这样的坚持更是不易。

然而，坚持与专注在诺和诺德似乎是家常便饭。不仅公司战略层面专注于糖尿病治疗，公司高管和人员流动也很少。2017年年初上任的CEO周赋德(Lars Fruergaard Jørgensen)从毕业起就供职于诺和诺德，而蝉联2年《哈佛商业评论》百佳CEO榜首的前任CEO拉尔斯·索文森（Lars Sørensen）也做了16年的CEO。

时间在这家企业里流动得很慢又很快，一种药品的研发从实验室概念到产品上市须经历10到15年，1万个概念中，也许只有一个能成功。他们更是明白，要推动改变，战胜糖尿病所需要的不止于药品。

挑战虽多，诺和诺德的耐心和投入也在不断增加。迄今为止，诺和诺德一直是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先导，并且是世界胰岛素治疗重大发明的先锋。它将销售收入的13%投入研发领域，不断研究新的治疗方法，升级产品，创新市场推广方式，并且也逐渐开始更为长远的战略布局，将在糖尿病领域的经验和能力扩展到帮助人们战胜其他严重慢性疾病上来，比如血友病、生长激素紊乱和肥胖症。

近期，《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北京采访了周赋德，他为我们介绍了如今的医药市场，详细解释了诺和诺德专注背后的商业哲学，剖析了对经济可行性、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的三重底线的把控，还分享了自己对CEO领导力的看法。



唯一目标：改变糖尿病



HBR中文版：
 过去2年间，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8家跨国医药企业都迎来了新的CEO。有人将其归因至医疗行业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推动业绩增长的艰难。你怎么看？



周赋德：
 这些年医疗行业的确有很多变化和竞争，启用新的领导者能够引入更多新的视角和洞见来应对这些商业挑战。尽管如此，诺和诺德的CEO变动更多的还是与继任计划有关，而非增长前景。我们的前任CEO拉尔斯·索文森已在任16年，年纪也超过60岁。因此有这样的继任计划，我大约是正式上任半年前得知消息，开始为这一职位做准备。





HBR中文版：
 诺和诺德一直是糖尿病治疗领域的先锋。在出任诺和诺德CEO之前，你已经为这家公司服务了相当长的时间。你认为造就诺和诺德今天成就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周赋德：
 确实，1991年我就加入了诺和诺德，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唯一申请过的一份工作。我认为，诺和诺德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的目标足够清晰和强大，那就是改变糖尿病。在全世界范围内，糖尿病患者日益增多，因此公司有着很强的使命感。无论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是像我这样的老员工，都想成为这一伟大目标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要拿薪水照顾自己和家人那么简单。

改变糖尿病是一个宏大且美好的目标，我们都想尽一份力，所有的员工都十分清楚公司以患者为中心的商业理念。在诺和诺德，每个人都了解糖尿病，他们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症状是什么，怎么去治疗。在这样的使命下，我们鼓励开放和诚实的企业文化，重视员工的职业自我发展，我从加入公司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非常强大的企业文化和良好的工作环境。





HBR中文版：
 为何坚持专注于糖尿病治疗这一领域？



周赋德：
 从战略的角度来说，我们深信企业需要专注。要想获得成功，企业就需要在一个领域做到最好，才能成为世界上最优秀者之一。如果面铺得太广，成功率就会降至平均水平，而平均水平不具竞争力。

在诺和诺德，我们将一直专注于糖尿病治疗，但也会进入相关领域。通过专注于糖尿病，我们发现并研发了非常棒的胰岛素，现在又有GLP-1（胰高血糖素样肽-1）的新产品类别。它主要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但在一些市场也用于治疗严重肥胖症。所以基于技术和能力，我们也可以进入其他疾病治疗领域。

这是我们显然可以遵循的多元化策略，因为其风险较低。每当你进入新的领域时，风险都会上升，但如果基于已经拥有的技术和成果进入，那么风险就会降低。我们正在多元化，而且也拥有了世界上最畅销的肥胖症药物——Saxenda®（利拉鲁肽注射剂），它基于利拉鲁肽分子，我们现在也围绕它建立起特许经营业务。





HBR中文版：
 你们的药物在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价格出售。在不同市场的策略具体是怎么安排的？



周赋德：
 可以说，我们在全球市场销售的产品都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策略，但不同国家的市场成熟度不同，且有着不一样的结构。因此我们也会匹配不同代的胰岛素产品。

目前在中国市场仍然有一些动物胰岛素，也有大量的人胰岛素，还在引入新一代的产品。我们在中国推出了诺和达®，该产品已经进入了江苏省和安徽省医保目录。这是一种新一代长效胰岛素，可降低低血糖风险，减少患者的血糖波动。我们的策略之一是关注患者未被满足的需求，不断改善生活，不用担心糖尿病的复杂性。





HBR中文版：
 如果有一天糖尿病可以被完全治愈，你们公司会怎么样？



周赋德：
 如果糖尿病能被治愈，我们也将是治愈它的人。我们正在进行三个重要的研究项目，如果成功了，治愈1型糖尿病将成为可能。干细胞研究是其中之一，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花了20年的时间，尝试提取干细胞培育成可产生胰岛素的β细胞制成胶囊。我们希望，如果可能的话，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开始临床试验，让这些胶囊内的β细胞直接进入体内，这样患者就不用每天注射胰岛素。治愈糖尿病本身也是一项很好的业务。

但是2型糖尿病更复杂，不容易治愈。对于90%的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肥胖导致糖尿病，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病情息息相关。



创新是首要任务



HBR中文版：
 诺和诺德现在面临哪些市场挑战？



周赋德：
 治疗糖尿病是我们最大的业务领域。过去10年间，众多新的疗法进入了糖尿病市场，所以现在的市场竞争要比以往更加激烈。幸运的是，诺和诺德有很多治疗解决方案，而且这些药品也是同类中的领先者。我们的短期挑战是确保通过推出和推广这些更好的产品来获得市场份额。长期看，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创新水平，为市场带来更好的产品。因为当你将真正创新的产品带到市场，它们才会更容易获得批准，而且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也更容易定价和销售。我认为整个医药行业都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只有进行创新，并且你的创新优于竞争对手，企业才能获得成功。





HBR中文版：
 你们如何鼓励创新？



周赋德：
 我们认为创新的关键在于人。仅在中国，我们就有约200名研发人员，他们是很优秀的人才。我们在这里的研发能力是遥遥领先的，包括在蛋白质研究方面，还有基于模型进行分子实验。

要想鼓励创新，你需要为科学家们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意味着你不仅要建立起强大的资源网络，还要让人们有时间追求他们的梦想，探索可行的方法。我们在全球设有5个战略级研发中心，并且在每个中心都打造了领先的能力，这些地方的团队都是他们所在领域最优秀的团队。





HBR中文版：
 医疗领域的科学家需要什么样的创新环境？



周赋德：
 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创新可能都来自于自己的实验室之外。因此，开放的态度至关重要。例如我们目前正在研发一种口服索马鲁肽药。索马鲁肽是我们在新分子方面最大的希望。目前它的给药方式是注射，但我们发现一些外部的配方技术可以将它制成片剂，便引入尝试。我们的科学家专注于开发出长效的GLP-1分子，再结合外部配方技术，制成不会在胃肠道内降解太快的片剂，保证它能够溶入血液中。随着企业不断发展，我们需要确保获得更多的外部创新。





HBR中文版：
 中国的研发中心主要专注于哪个方面？



周赋德：
 当我们在丹麦的研究人员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或者我们从外部获得一些新想法时，我们会把它交给中国。中国研发中心在蛋白质研究方面的能力很强，他们可以测试一些分子，与我们在丹麦的分子库进行比较，然后进一步优化这些分子。这是我们的研发价值链的整体组成部分。他们与诺和诺德的其他研发中心密切协作。

20年前，诺和诺德就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我们对这个战略性决策感到自豪。在跨国制药公司中，我们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的。经过快速发展与扩张，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目前是全球规模第二大的研发中心，仅次于丹麦总部的研发中心。中国研发中心为公司开发新药，利用世界一流的生物技术平台，每年参与公司在糖尿病、肥胖症和血液病等核心领域的30-40个新药研究项目，并推动项目发展，是公司全球研发重要组成部分。




人物小传


周赋德


1991年，在丹麦奥胡斯商学院获得财务和商务管理学硕士学位（MSc），之后加入诺和诺德。他先后担任医疗、经济和计划部经济师，全球IT、质量及企业发展部高级副总裁，多次在荷兰、美国和日本等海外地区任职，并于2017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诺和诺德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HBR中文版：
 诺和诺德与中国本地的机构有哪些创新的合作？



周赋德：
 在研究方面，我们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从2007年就开始了。此外，在“诺和诺德长城抗击糖尿病项目”的统一规划下，诺和诺德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和复旦大学药学院等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旨在支持中国医药健康领域的研发、教育和培训等能力建设。

10年前，我们还将诺和诺德历时15年积累的近50万个样品的小分子化合物库无偿捐赠给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用于创建中国的国家化合物样品库，共同打造可持续的医药创新生态系统。

在商业方面，我们是第一家在中国进行生物制药生产和将相关技术带到中国的公司。我们与中国主管部门合作，在中国成立了第一家生物制品厂。诺和诺德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胰岛素灌装厂，我们在天津约有1000名员工为中国及其他国家市场生产胰岛素。为此我们需要与主管部门密切合作，因为他们从未批准过这种工厂，而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建有这类工厂，所以我们也让其他国家的监管部门与中国监管机构合作，分享相关知识。

我们也从中国市场上学习一些技术推出数字化的健康解决方案，比如将我们的胰岛素注射笔联网，让它们的使用者能够进行交流。总体来看，无论是从商业、科学还是政府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价值链都进行了大量的知识转移。



中国市场需要进一步升级医疗体系



HBR中文版：
 目前中国医疗健康市场环境如何？



周赋德：
 总体来看，中国很有必要进一步升级医疗体系，“健康中国2030”规划意味着国家将十分重视健康。作为一家关注糖尿病领域的企业，我认为我们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有1.14亿糖尿病患者，其中不到一半的人知道自己患有糖尿病，约1/3的患者在接受治疗。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会增加患糖尿病的几率。越早诊断出来，就越有机会在健康受到过多影响前进行治疗。

作为一家企业，我们在帮助预防糖尿病和进行糖尿病诊断方面都发挥着作用。我们投入了资金与政府及医疗专业人士通力合作，为中国培训了大量医生，帮助他们了解和治疗糖尿病。此外，诺和诺德还推出了“城市改变糖尿病”计划，现在与包括北京在内的12个全球大城市合作，组织人们通过步行或骑车的方式去上班，采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降低糖尿病人群的增长。





HBR中文版：
 中国市场在你们的全球战略中处于什么地位？



周赋德：
 中国现在是我们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市场。2017年我们在中国的业务增长了6%，中国是诺和诺德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又是一个还在增长的市场。从战略的角度看，我们是一个以患者为中心且专注于糖尿病的企业。中国的糖尿病患者人数位居世界第一，未来也会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市场。

我们的使命是确保中国的糖尿病患者获得更好的关怀和治疗。我们致力于将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带入中国市场，也在中国加大创新力度。一般情况下，当我们推出一种新产品时，首先是进入自费市场，患者需自付费用，价格相对较高。中国采用的是单一支付者体系，所以要争取将产品列入医保目录。我们与相关政府机构进行合同谈判，努力将药品列入医保目录，这样就可以大幅降低药物价格，造福更多中国的糖尿病患者。





HBR中文版：
 你们花了很多时间与政府沟通创新的合作方式，在与中国相关政府机构交流方面，有哪些经验？



周赋德：
 的确，与每个国家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情况都不相同，但我喜欢在中国的体验，因为中国政府非常高效。在某些国家，相关部门的领导者更换后就会改变政策，讨论问题和达成协议的机会也会有所不同。在中国，尽管近期整个医疗体系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还是可以按既定计划进行，相关负责人可以做出决定。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在中国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探究问题，包括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糖尿病危害，提早防范糖尿病，公司可以采取措施协助推出新产品和讨论价格，还支持整个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商业盈利，我们还肩负着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这也与中国政府的观点不谋而合，有着相同的利益出发点，就能够与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



所有商业决策都必须符合三重底线原则



HBR中文版：
 你们如何看待企业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



周赋德：
 对诺和诺德而言，这是非常重要之事。它们已经融入到我们公司的根基之中，公司的宗旨当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原则。当向董事会和股东会汇报时，我们不仅需要对财务表现负责，也需要对社会表现和环境表现负责。在对我进行年度考核时，董事长也会评估我们在所有维度上的表现。例如，在环境责任方面，我们设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到2020年，我们希望诺和诺德将不再排放二氧化碳，所有产品的生产都基于可再生能源。在丹麦我们生产设施最多的地方已经在使用风力发电来支持生产，很快也将在美国达成使用太阳能的协议。在中国，我们也有相关计划，在探究糖尿病治疗方法的同时，也帮助创建和壮大中国的绿色能源市场。这一领域前期投资巨大，但有助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在社会责任方面，服务患者是我们的使命，开发药品的意义就是确保患者能够得到治疗。谈论价格也很重要，我们不能免费提供产品，否则财务维度会出现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实现平衡，创新多样化的渠道和方式确保为患者提供治疗。在一些国家，我们也为糖尿病患儿捐赠胰岛素，还设计有其他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HBR中文版：
 有人认为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很难去量化和评估效果。你怎么看？



周赋德：
 我认为只要有心，这做起来很容易。当然，财务报表如今已经非常详细复杂，有着成熟的记账方法，清晰可见。但如果你真的关心环境因素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样也有相应的计算方法。比如，你的销售代表在工作时开的是汽油车还是电动车，能耗和排放量是多少，很容易计算。

如果你真的尊重这样的原则，做起来很简单。但如果你不重视它，得不到真实的数据，那么它就可能被视为是复杂的。这其实还是看你做生意的方式，也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在诺和诺德，所有员工都关心环境和社会责任，我们对公司有三重底线原则感到非常自豪。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仅仅以盈利为目的，对患者也很重要，我们的商业行为未给环境和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HBR中文版：
 能举个例子详细说一说诺和诺德是如何使用三重底线来衡量商业决策的吗？



周赋德：
 现在我们正在着手进行一个新的项目，联合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等大型机构和其他医药公司创建一种机制，目的是为世界上一些最不发达的地区提供药物。目前，在这些地区，药物可及度难度较高，药价非常昂贵，因为很多中间商在交易过程中要获取利润。例如，在非洲我们的一个项目就通过与当地开展合作减少了交易环节——分销商和中间商的数量，将胰岛素的价格降低了75%。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只是在药品外盒上贴上建议零售价格，然后与当地经销商沟通，指定独家经销商。

这是我们与当地利益相关者、政府以及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合作的一个例子，我们试着团结大家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当这一体系建成后，我们也邀请其他医药公司加入，大家使用的是同一个基础设施体系。对于患者来说，他们可以使用到的药物不仅仅是诺和诺德的胰岛素，也可能是罗氏的血糖仪或者诺华的心血管疾病药物，我们都帮助患者争取到尽可能便宜的药价。这是综合考量三重底线一个范例，我们不仅仅将产品运到这些市场，交给经销商，还要以患者为中心，负责到底。





HBR中文版：
 你如何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发展之间的冲突压力？



周赋德：
 这是一种商业哲学。我们的股东明白，对于一家公司来说，要想维持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你必须在企业经营方面遵循高道德标准。这意味着有时候，你不得不牺牲短期收益，来维护企业长期的声誉和可靠性。诺和诺德起源于一位科学家与一位糖尿病患者的美好姻缘，在创立之初就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今天，我们有一个大股东成立的基金会，专注于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可以说，它存在于公司的基因里，所有人都达成了这一共识。

此外，我们对企业经营有着长远的战略。我们更看重未来5到10年的结果，而不是在这个季度或下一个季度的收益最大化。当然，从商业的角度我们也要成为一家成功的公司，但我相信，只有每一天都在努力权衡这些困难的选择，做出正确的长期决策，将来才会是一家持续成功的公司。



好的领导者要学会观察和倾听



HBR中文版：
 你如何评价自己的领导风格？



周赋德：
 我认为自己非常务实。作为公司CEO，我觉得与员工保持紧密的沟通，了解他们的所想所需，以及密切关注公司的动向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我愿意放权，自己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足球队教练。虽然不是最强大的球员，但懂得如何组建一个球队，让每个队员清楚知道自己在团队中的角色，高效合作。我天生就有大耳朵和大鼻子，善于感知和观察。





HBR中文版：
 什么造就伟大的领导者？



周赋德：
 我认为领导者最重要的技能是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在公司，我还从未遇到过没有解决方案的问题。如果事情变糟，通常是因为我们停止了倾听，不再问正确的问题。公司里有很多优秀的员工，但如果我们不去倾听他们的想法，他们就不会告诉你问题是什么，或者解决方案是什么。倾听真的很重要。

了解到问题所在后，领导者还须具备系统性思维能力来做正确的决定，以及如何衡量问责制度。当你做对了，它就会达到平衡，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阴阳平衡。如果过分侧重于某个方面，比如绩效管理，那么你所有的注意力都会转移到这上面，无暇思考其他同等重要的事情。所以，领导者去倾听、去感知对和错，很重要。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天赋和直觉，不是你可以在教科书里学到的能力。





HBR中文版：
 除了做一个好的倾听者，你如何提高员工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周赋德：
 如果你的团队成员非常聪明，你需要放权，赋予他们自主管理权和责任感。领导者还需要做到合理的资源分配，信息共享，以及设定清晰的目标。聪明的团队成员们会采取最适合的工作方式，达成目标。

然后，你必须有反馈，俗语说：反馈是绅士的早餐。积极鼓励和批评性建议同样重要。通常，考虑到对方情绪，领导者不会提供批评性和建设性意见的反馈,这是一种误解。领导者定期给予反馈才能使员工更好地成长。我很高兴曾经为真正关心我的领导者工作，他们给了我很多批评性反馈。

以前，在别人提出我还有进步空间的那个时刻，我也不是很喜欢。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很感激他们，他们是真心关心我的成长。所以，我们也应该这么对待其他人。多聊聊“目标是什么？”“方向如何？”“成功需要的资源是什么？”这些沟通对员工的成长非常重要。但如果有人的做法和目标背道而驰，我们需要及时告诉他，当然要注意沟通的方式方法，不要让他们失去工作的积极性。





HBR中文版：
 《哈佛商业评论》每年都会推出全球百佳CEO榜单。2015年和2016年，诺和诺德前任CEO拉尔斯·索文森都荣居首位。和他共事多年，你从他身上学到了什么？



周赋德：
 专注。在我看来，他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让公司更专注。就像我们先前提到的，你必须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因为我们从事的事业充满挑战，药品研发过程非常艰难，只有成为这个领域里最优秀的，才可能成功。他带领的诺和诺德始终保持专注，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将专注作为日常工作的信条。即便是组织越来越大，公司也在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但我们始终专注于比别人做得更好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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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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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的神奇力量

THE SURPRISING POWER OF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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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非交换信息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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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获取信息，比如要求团队领导者说明最新进展，或在剑拔弩张的谈判中质问对手。但他们与律师、记者和医生等专业人士还不一样。这些人所接受培训的最核心内容是如何提问，但很少高管认为提问是种可以训练的技能。他们也不觉得，自己对问题的回答能让谈话更高效。



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提问是开发组织价值的有力工具，既能激发学习动力和思想交流、带动创新和绩效提升，帮助团队成员建立融洽、互信的关系，还能发现难以预见的陷阱和风险，从而降低商业风险。




有些人特别擅长提问。他们天生就有强烈求知欲、极高情商和阅读他人的能力，所以总能问出最到位的问题。但多数人不仅问的问题数量少，提问方式也不够巧妙。

好消息是，我们的情商在提问的过程中会自然得到提高，反过来还有助于我们问出更好的问题，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在本文中，我们基于行为学研究的重要发现，进一步探索了我们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方式，对谈话结果会产生哪些影响。我们在选择最佳谈话类型、语调、顺序和提问方法方面提供了指导，同时介绍了如何确定与他人分享的信息内容和长度，才能让自己和组织从互动中获得最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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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在律师、记者和医生等专业人士所接受培训中，提问是学习内容之一。然而很少高管认为提问是种可以训练的技能。但机会就这样错过了。




机会


能激发学习动力和思想交流、带动创新和绩效提升，帮助团队成员建立互信关系，还能发现难以预见的陷阱和风险，从而降低商业风险。




方法


本文提供几种可以提高问询效果和效率的方法：选择跟进性问题、知道何时保持问题的开放性、确定正确顺序、使用正确语调和留意团体动力。





不问就不懂

“当个好听众。” 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在其1936年的经典名著《如何赢得朋友并影响他人》中这样建议道，“问别人愿意回答的问题。”80多年后，多数人仍未铭记卡耐基的忠告。本文作者之一艾莉森几年前在哈佛商学院着手研究谈话时，很快就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人们问的问题不够多。实际上，人们在面试、第一次约会、工作会议或其他谈话结束后，最经常抱怨的一点是，“我希望对方问我更多问题”，以及“我简直想不到对方根本就没问我任何问题”。

为何这么多人都不主动沟通呢？原因有很多。人们可能过于自我，只热衷于向别人展示自己的思想、故事和创意，而不会想到问别人问题。可能他们不关心别人的事，又或者他们觉得对方的回答会很无聊，所以不想提任何问题。也许他们过于自信，认为自己已经知道答案了（有时属实，但通常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还可能担心自己问错了问题，被当成无礼或能力不足的人。但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多数人仅仅是不了解问好问题的重要性。如果他们知道这样做的好处，用问号，而非句号结束句子的可能性会大大提升。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显示，人们交谈主要为了完成以下两大目标：信息交换（学习）和印象管理（获得好感）。最新研究表明，提问能够同时实现上述目标。艾莉森和哈佛同事黄凯伦（Karen Huang，音译）、迈克尔·约曼斯（Michael Yeomans）、朱莉亚·明森（Julia Minson）和弗兰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在研究中要求参与者通过网络聊天和“速配”来了解彼此，随后，她们深入调查了参与者的数千次自然对话。她们让部分参与者问很多问题（每15分钟内至少问9个问题），其他人则问很少问题（每15分钟内不超过4个问题）。在网络聊天环节，被要求问很多问题的参与者更受聊天对象的喜爱，对对方兴趣的了解也更多。比如研究人员问他们聊天对象对阅读、烹饪和运动等活动的喜好时，他们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猜测。在速配环节中，参与者更愿意和问更多问题的对象再次约会。实际上，在20次约会中，参与者每次约会只多问一个问题，就能多让一个人和他们再次约会。

提问的效果很明显，在某些情况下体现得更为突出，比如对社会规范的质疑。举例来说，职位候选人需要遵守的主流规范是，在面试中扮演回答问题的角色。但伦敦商学院的丹·凯布尔（Dan Cable）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弗吉尼娅·凯伊（Virginia Kay）的研究表明，多数人在工作面试中都吹捧了自己。如果面试者只忙着自我推销，就很可能忘记询问和面试官、组织及工作有关的信息。但面试官对问了这些问题的候选者会更热情，对他们评价会更高，而且愿意帮助他们判断这份工作能否令他们满意。若候选人提出“我还应该了解哪些此前未提到的事项”等问题，这不仅能彰显自身能力，还有助于建立和睦关系，并获得和职位相关的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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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都不理解，为何问大量问题可以促进学习并提升人际关系。举例来说，在艾莉森的研究中，虽然参与者可以准确记住他们在谈话中问了多少个问题，可他们不能凭直觉猜出问题和好感之间的联系。在上述四个研究中，参与者曾亲身参与谈话或查看其他人聊天的记录，但他们意识不到，提问会影响到聊天者之间的和睦程度。



全新苏格拉底反诘法

成为更优秀提问者的第一步很简单：问更多问题。当然问题数量并非影响谈话质量唯一因素，确定类型、语调、顺序和措辞同样重要。

我们在哈佛商学院的教学中进行了以下练习：我们要求学生两两组队，然后开始聊天。我们告诉一些学生尽量少提问，而其他学生要尽量多提问。在双低小组（两个都被要求问最少问题的学生）中，参与者普遍反映，本次谈话体验有些像幼儿平行游戏——他们互相发表意见，但很难进行愉悦、有互动或建设性意义的对话。双高小组发现，太多问题也会显得生分。高低配对的小组体验则出现分化。有时提问者对聊天对象的了解很多，对方也有被聆听的感觉，双方都感到关系向前进了一大步。但在其他情况下，有的参与者可能不适应被安排的角色，或者不确定分享信息的尺度，结果谈话变成了审讯。

我们的研究显示，以下几种方法可以提高问询效果和效率。最佳方法视谈话者的目标而定。确切地说，讨论是合作性（比如双方试图建立关系或共同完成任务）、竞争性（比如双方希望从对方处了解敏感信息或满足自身利益），还是两者兼有？（
详见边栏《谈话目标很重要》

 ）以下策略可供借鉴。


选择跟进性问题。
 并非所有问题的性质都一样。艾莉森的研究利用人类编码和机器学习，确定了问题的四种类型：1.介绍性问题，如“你好吗？”；2.反射性问题，如“我很好，你呢？”；3.完全转变话题方向的转折性问题；4.征集更多信息的跟进性问题。虽然每种类型都有大量自然对话的实例，但跟进性问题的效果突出。这类问题让你的谈话对象感到，你在倾听且在乎他们，而且希望知道更多信息。和问很多跟进性问题的人沟通，你会感到被尊重和倾听。

跟进性问题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是，这些问题不要求你做大量思考或准备——相反，谈话者自然而然就能做出回应。在艾莉森的研究中，被要求问更多问题的参与者在四种类型的问题中，自觉使用了更多跟进性问题。


知道何时保持问题的开放性。
 没有人喜欢被审讯。有些类型的问题还会迫使聊天对象给出是或不是的回答。开放式问题可避免上述情况，所以在挖掘信息或了解新知识时特别有用，甚至可视为创新的源泉。毕竟，要想创新，你往往要找到别人从未想到过、出人意料的隐藏信息。

大量调查设计领域的研究表明，缩小谈话对象的答案选择范围很危险。例如“封闭式”问题会引发偏见和思想操控。某研究的参与者被问到，他们认为“最该为孩子之后的人生做什么准备”时，约60%参与调研的父母从一系列选项中选择了“自主思考能力”。然而，当研究人员以开放形式问同一个问题时，只有约5%的父母想到和之前选项类似的答案。

当然，开放式问题并非总是最佳选择。举例来说，如果你正处在紧张的谈判中，或者面对的是城府极深的对手，那么开放式问题会留下太多回旋余地，给对手避重就轻或撒谎的机会。这种情况下，最好使用封闭式问题；措辞得体的话，效果尤佳。朱莉亚·明森、犹他大学的埃里克·范内普（Eric VanEpps）、乔治城大学的杰里米·叶（Jeremy Yip）和沃顿商学院的莫里斯·施韦泽（Maurice Schweitzer）所做研究表明，相比正面推测（如“这台设备运行良好，对吧”），负面猜测（如“公司近期需要更多新设备，对吗”）更可能降低回答者撒谎的几率。

有时你希望查明的信息过于敏感，直接提问的方式就不可取了，不管你的措辞有多谨慎。这时你可以使用一种有助于挖掘信息的调研技巧。莱斯利在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亚里桑德罗·阿奎斯蒂（Alessandro Acquisti）和乔治·卢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合作的研究中发现，如果挖掘敏感信息的目标隐藏在你要求对方做的另一项任务（在本次研究中，这项任务是评判反社会行为的伦理性，比如虚假纳税申报或让醉酒的朋友开车回家）中，那么对方会更坦诚一些。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在评估自身参与过的行为时使用一种标准，对未参与行为的评估使用另一种标准，从而得知参与者参与了哪种反社会行为。虽然这种策略在组织层面上偶尔会有效果（比如管理者可能不直接向员工询问诸如薪资期望的敏感信息，而是采用调研方法），我们还是建议谨慎使用该策略。如果人们感到你试图骗他们透露信息，就可能对你失去信任，之后和你分享信息的可能性也会随之降低，你们的同事关系甚至可能破裂。


确定正确顺序。
 问题的最佳顺序取决于具体环境。在紧张对峙的场合中，先问尖锐的问题，即便这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有助于你的谈话对象放松情绪，畅所欲言。莱斯利及其合著者发现，若提问者逐次降低问题的侵犯性，回答者会更愿意透露敏感信息。你可以先问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比如“你是否幻想过对其他人做坏事”，之后可追加问题，如“你是否曾在没有任何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打电话请病假”，这种问法让对方感到侵犯性相对不强，所以他们会更坦诚。当然，如果第一个问题“过于”敏感，你就会有冒犯对方的风险。因此拿捏好分寸很重要。

如果目标是建立关系，另一种反向方法似乎最有效，即先问较不敏感的问题，然后逐渐升级。心理学家亚瑟·亚伦（Arthur Aron）曾开展一组经典实验（研究成果经《纽约时报》“现代爱情”专栏引用后被广泛传播），他邀请陌生人来实验室，将他们两两组队，然后给他们一张列满问题的清单。他要求参与者将所有问题都问一遍，从无关痛痒的问题逐渐升级到自我披露的询问，比如“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对照组的两人只需彼此沟通。遵循预先设定结构的小组成员对彼此的好感大于对照组。这种形式的效果很好，所以后来被归纳为“紧密关系塑造任务”，是研究人员考查实验参与者之间关系时所使用的工具。

高效的谈话者还知道，此前问到的问题对之后的问题会有影响。比如南加州大学的诺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z）及其合著者发现，如果提问者在问完“你对你的生活有多满意”后，再问“你对你的婚姻有多满意”，那么两个回答会高度相关：表示对生活满意的回答者也会说对婚姻满意。按照这种顺序提问的话，对方可能默默理解成：生活满意度“应该”与婚姻状况紧密相关。但将问题顺序调换的话，两个回答的相关性就会降低。




提问在销售中的作用

几乎在所有商业场景中，销售都比提问更重要。技术公司Gong.io近期调查了50多万个企业对企业销售谈话，发现顶级销售人员的提问方式不同于其他人。

与此前研究一样，本调查也说明，销售人员所提问的数量和销售转化率（指确定下次会晤并最终达成交易）紧密相关。即使控制销售人员的性别和接洽方式（如录音样带、提案和谈判等）因素，上述发现依然成立。但收益递减点确实存在。大概14个问题后，转化率开始降低，而11到14个问题属于最佳区间。

数据还显示，顶级销售人员往往在销售电话中将问题分散开，避免谈话变成审讯。表现较差的销售人员则在电话前半段问太多问题，就好像要完成待办事项清单似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总体看来，顶级销售和其他人相比，听得多说得少。Gong.io的所有数据都肯定了杰出销售人员的本能认知：如果销售不只做推销，而是以提问为宗旨，那么他们能谈成更多交易。






正确使用语调。
 如果你用轻松的语气提问，避免使用谈正事的严肃语调，你的谈话对象会更坦诚。莱斯利曾在某个研究中，给参与者看某份在线调研中的一系列敏感问题。其中一组参与者看到的网站用户界面比较有趣、花哨；另一组看到的界面很规矩；对照组则看到没有特点的界面。看到有趣界面的参与者分享敏感信息的概率是其他人的两倍。

如果人们在谈话中能有个台阶下，就会更坦诚一些。比如他们在得知自己可以随时改变回答内容的情况下，会更放松——但他们很少会真的做出改变。这也许解释了为何多个团队和小组发现，头脑风暴环节极富成效。在使用白板的会议中，任何记录都会被擦掉，没有人遭到指责，所以参与者更愿意坦诚回答问题，说出自己在其他情况下不会说的话。当然，有时这种即席发言方式也并非最佳选择。但总的来说，过于严肃的语调很可能抑制别人分享信息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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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目标很重要

谈话的属性处在两个极端——绝对竞争性和绝对合作性。比如针对稀缺资源分配的讨论往往具有高度竞争性，朋友和同事之间的谈话普遍合作性较强，其他对话（如管理者跟员工核查信息）处于两极之间——表示支持的同时，提供反馈及沟通期望。以下是提出和回答问题过程中常见的挑战，以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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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留意团体动力。
 一对一谈话和团体对话的动力可能截然不同。回答问题的意愿不仅会因其他人存在而受到影响，也会因团队成员的从众心理而改变。莱斯利及合著者在一组研究中，问参与者一系列敏感问题，比如财务状况（“你开出的支票是否被拒付过”）和性癖好（“作为成年人，你是否对未成年人有过性欲”）。参与者会得到两种信息：本研究中，多数人都愿意/不愿意袒露暧昧之事。得知其他人愿意直言不讳的参与者，和得知其他人缄口不言丑事的人相比，提供敏感信息的几率高27%。在会议或其他团体活动中，只要有几个守口如瓶的人，提问就失去了意义。反之亦如此，只要有一个人畅所欲言，其他人就可能纷纷效仿。

团体动力还会影响提问者的形象。艾莉森的研究显示，参与者在谈话中很愿意回答问题，而且很可能更喜欢提问的人，而非回答问题的人。但如果有第三方观察者在场的话，他们在同一谈话中会更喜欢回答问题的人。这合乎情理：主要负责提问的人往往透露非常少的个人信息或看法。对倾听本次谈话的人来说，提问者给他们的感觉是更有戒心、躲躲闪闪，而且存在感不强，但回答者似乎更有趣、有存在感、给人深刻印象。



最佳回应

谈话就像跳舞，要求参与双方保持步调一致，逐渐对彼此施加影响力。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提问加强信任和信息分享，另一方面，我们回答问题的方式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在回答问题时，我们必须在保护隐私和保持透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应该回答问题吗？如果回答了，要有多坦诚？我们一旦老实回答了别人的问题，就可能暴露了不太光彩的一面或让我们陷入不利的战略地位，那我们该怎么办？选择的两个极端，即完全封闭和完全透明，都各有利弊。信息保密给我们实验和学习的自由。在谈判中，拒绝透露敏感信息（比如你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有助于你获得更好的结果。与此同时，信息透明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关键一环。即便在谈判的背景下，保持透明也能创造价值；双方通过信息分享，能够确定对其中一方相对不重要，但对另一方极为重要的因素——这是实现双赢的基础。

保密也有成本。弗吉尼亚大学的朱莉·雷恩（Julie Lane）和丹尼尔·魏格纳（Daniel Wegner）所做研究表明，社交时隐瞒信息会导致人们不断暗中猜忌彼此，而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斯莱皮恩（Michael Slepian）、传振石（Jinseok Chun，音译）和梅莉亚·梅森（Malia Mason）所做研究显示，即使在社交场合以外的情景下隐瞒秘密，我们也会备受困扰，注意力和记忆力会受损，甚至长期健康和幸福感都会受到影响。

就组织而言，人们往往在隐私层面上犯错，而且低估了信息透明的益处。我们有多少次在同事去了新公司后，才发现自己本可以和他们建立诚挚的友谊？为何我们总在合同签署完毕、紧张气氛打破、谈判双方开始谈笑风生时，才发现还可以有更好的报价？

为将回答问题的好处最大化并将风险最小化，你需要在谈话开始前，就决定将哪些信息分享，哪些隐瞒。


决定分享哪些信息。
 你不能凭经验判断，和他人分享多少信息以及哪类信息。保持透明可帮助你建立关系，有时候你分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即便你告诉别人的信息有损自身形象，也能拉近你和谈话对象的关系。莱斯利在与哈佛商学院同事凯特·巴拉兹（Kate Barasz）和迈克尔·诺顿（Michael Norton）合作的研究中发现，多数人认为，回答暴露负面信息的问题（如“你在工作中被训斥过吗”）时，拒绝回应比给出肯定的回答，损失会少一些。但这种直觉是错的。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从招聘专员的角度出发，在两个条件相当（仅回应上述问题的方式不同）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发现，近90%的人对“坦白交代”问题的候选人更有好感。在谈话未开始前，你要仔细想想拒绝回答尖锐问题是否弊大于利。


决定隐瞒哪些信息。
 当然，有时你和所在组织选择秘而不宣，反而是上策。在谈判课堂上，我们教授如何在不撒谎的前提下，回应尖锐问题。逃避或者回答你“希望”被问到的问题，不仅有助于你保护隐私，还能和你的谈话对象建立融洽的关系——如果你能言善辩，你们的关系还会更亲近。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托德·罗杰斯（Todd Rogers）所主持研究中，参与者看到几位政治候选人回答问题的视频片段。他们不是直接回答问题，就是选择回避。巧舌如簧的回避者得到更多好感，但前提是他们的回避行为没有被发现。另一个有效策略是转移话题，或者用其他问题或玩笑话，回避质问。借助这种方式，你可以改变谈话的方向。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有句名言：“质疑一切。”个人创造力和组织创新都有赖于寻找新信息的意愿。提问和深思熟虑的回答促进更流畅、有效的互动，强化关系和信任，并带领团队找到新发现。我们的研究记录了上述过程。但我们认为，问题和回答的作用不仅限于影响绩效。问题源自疑惑、好奇心和快乐的能力。我们之所以提出并回答问题，是因为相信完整谈话的效果大于部分之和。要想保持高度个人参与热情和动力，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提问和回答的巨大快乐——在生活和工作中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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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莉森·布鲁克斯
 和莱斯利·约翰
 分别是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和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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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开始只是成功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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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CEO新上任时通常注重推行新的议程，做出一些初期的成绩，这个阶段过去就到了中期，领导风格和目标都要有所变化。




研究


本文作者找到146位高市值公司的CEO，卸任时间在2011年至2016年之间，任职时间比平均水平更长。作者从这些CEO中选出一些表现突出者，对其中22人进行了结构化访谈。




发现


成功的CEO在任职中期努力提升公司抱负水平，打破竖井，修复有问题的流程，重振管理团队，听取不同意见，并把政治资本投入长期重大举措。除了这些具体措施，CEO将任期视为几个单独的篇章而非一整段时间，也是有好处的。






每
 位CEO都知道，刚刚上任的几个月乃至一年十分重要。在这个时期，新任CEO必须进行评估，寻找问题，制定愿景和相应战略，并做出一些成绩来获取信赖，证明自己的能力。另外，关于CEO在任期最后几个月应当如何尽到责任，选择和培养合适的继任者，实现平稳交接，也有许多书籍和文章提供建议。

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时期，则很少有人提及——CEO如何充分利用任期中间的几年。如何以初期成就为基础继续发展？如何保持影响力？如何转换工作重点？是否应该花时间跟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打交道？是否应当换一种方式参与公司工作？心态和工作方式该如何转变？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找到146位高市值公司的CEO，他们离职时间介于2011年和2016年之间，任职六年及以上；六年是标普500公司CEO任职时间中位值，因此我们研究的CEO任期时长在平均水平之上。而后我们在这组人里找到任职期间公司表现拔尖、或总体股东回报出色的CEO，对其中22人进行了详细的结构化访谈，询问他们的工作重点、心态和领导方式如何转变，任职中期关注怎样的战略和组织行动，有什么后悔的事。[伊泰·米勒（Itai Miller）和哈里什·桑达拉拉贾（Harish Soundararajan）协助我们寻找符合条件的CEO并分析其回应。]

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并未有意识地给任期划分阶段，思考我们的问题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在各个阶段做法不同。用戏剧打比方，第一幕获得成功当然无法确保第二幕也同样成功。“CEO工作早期、中期和后期有着显著的差异。我的管理风格在每个阶段都有变化，而且在每个阶段都要调整自己。”思科（Cisco）前CEO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任期1995年至2015年）告诉我们，其他许多领导者也表示赞同。

中期阶段的开始，通常是上任两三年后。优秀的CEO会在这个阶段有意识地做出“重启”的决定，重新审视公司现状，评估待办事项，并继续主动塑造组织及其战略。家得宝（Home Depot）前CEO弗兰克·布莱克（Frank Blake，任期2007年至2014年）说：“组织就像回音室。要想在中段纠正自己的问题，你必须诚实地反思自己哪里做错了，还有更重要的是为什么错了。”

CEO任职中期要想成功，必不可少的是五大要素：重新立志，避免丧失动力；打破竖井，修复有问题的流程；重振领导团队；建立内外机制，听取反对意见和新创意；为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重大举措投入领导资本。

除了这五大要素，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将自己的任期看作几个篇章，而不是连续的一整段时间。



不断提升

抱负

CEO上任初期可能面临一大堆问题，会着重应对最紧迫的问题，并在公司做出成绩以树立威望。到了中期稳定下来，组织风险就重新回到杜邦（DuPont）前CEO埃伦·库尔曼（Ellen Kullman，任期2009年至2015年）所说的“旧常态”（old normal）。库尔曼在全球金融危机时临危受命，在产品和运营方面做出诸多改变，然而危机过后，组织变革的节奏就慢下来。于是她前往世界各地的工厂和分公司，强化新的愿景，并组建企业计划团队，对各项业务进行彻底评估。库尔曼告诉我们，CEO任职中期“要给员工灌输一种理念，让他们对正在改变的环境保持关注，明白原地不动就会被别人超越”。

一些CEO发现，上任初期的冲劲很难保持。“我发现自己开始防守，”Akamai Technologies前CEO保罗·萨根（Paul Sagan，任期2005年至2013年）说，“可能会变得谨小慎微，因为你越成功，理论上会失去的东西就越多，所以不敢做出格的事。”然而在一些行业，特别是技术行业等高成长领域，一个产品没做好，足以让你丢掉领导职位，所以必须不断调整。

定期用新人的眼光审视公司会有所帮助。英特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领导者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想象自己被董事会扫地出门后新的CEO会怎么做。他们想出的答案十分惊人，但的确是对的：抛开英特尔最核心的内存芯片。与此相似，Safeway前CEO史蒂夫·伯德（Steve Burd，任期1993年至2013年）曾被董事会建议，找一个星期一，用第一天当CEO的心情来工作。他说：“这让我抛开现有的指导，拿出一张白纸，写下增长战略的下一步。”伯德制定新的计划，改造店铺使之更加贴近消费者生活方式，根据竞争对手的情况重新定位，还进行了一桩大的收购，并开设若干家子公司。

CEO努力施展抱负、激励员工，也应当注意组织疲劳（organizational exhaustion）。能源管理公司伊顿（Eaton）前CEO桑迪·卡特勒（Sandy Cutler，任期2000年至2016年）说：“有个老说法，顶上的大齿轮转一圈，底下的小齿轮要转四圈。组织必须注意，高层不要总是修改规则。”伊顿的产品周期比较长，部门计划要定期经过一组名叫伊顿业务系统（Eaton Business System）的流程和标准“认证”。“他们知道两轮鉴定之间隔多久，”卡特勒说，“我们全都安排好了，员工可以根据改善的机会、资源和资本支出，为将来数年做好计划，不会疲于应对每过一年半载就要改一次规定的环境。”

简言之，更有野心地思考，是要不断采取战略举措，让公司跟上持续变化的环境——不是为了改变而不断变动。



消除竖井和

有问题的流程

新上任的CEO通常一早发现组织问题，对结构和人事做出相应调整。然而我们发现，如果涉及组织中业已根深蒂固的工作方式，CEO就需要在中期花更多时间来应对。

保险公司Unum 前CEO汤姆·瓦金（Tom Watjen，任期2003年至2015年）说，一次他去参加高管会议，发现30位高管各自跟自己的地区和部门小团体在一起，“就像中学舞会一样”。要让小团体之间建立信赖，彼此交流，把注意力转向外部竞争，不要内斗。“但我们不能直接说‘你们要去跟其他人讲话’，”瓦金告诉我们，“必须找一些习惯跨部门工作的人。”

CEO有时会发现，上任初期要想促成大的变革，需要强力的副手辅佐。但助手们获得成功后，可能变得想要守住自己的成果乃至疆域，这种情况在中期会引起组织各部门之间相互不信赖，产生竖井。为了打破壁障，消除各部门各行其是的状况，一些领导者采取措施，如调整薪酬结构，突出公司整体目标而非各部门的成果等。

为打破Unum三大核心业务各自形成的竖井，瓦金在任职中期致力于促进不同部门间交流心得体验。他将高管调动到不同部门，并让职能部门响应业务部门的需求，例如让财务部门制定资本配置、成本结构等指标，刺激业务部门努力设法提高投入产出比。瓦金提醒财务部门高管，他们的工作不止是汇报数据，“你们要帮助其他同事了解他们自己业务的现状。”

新任CEO放眼全局，很容易忽略关键的内部流程。因此在进入中期阶段时，CEO必须把修复公司运营体系（涵盖了建立人才评估流程、整顿预算方式等各个方面）中的小问题放在首位。史丹利百得（Stanley Black & Decker）前CEO约翰·隆格伦（John Lundgren，任期2004年至2016年）与团队一同完善和规范公司运营体系，注重评估个人表现，将薪酬与利润增长、资金周转等关键指标挂钩。隆格伦说：“我们让管理层有了工具。这些措施是为了提升运营效率，降低复杂性。”要想让体系稳固下来，需要一定的时间。隆格伦想起一位董事对自己说：“如果你在厂房里问一个一线管理者，这周的流动资本周转率是多少，他当场就能回答你，这就说明措施奏效了。” 约翰·钱伯斯提到，自己任职中期，思科为并购等流程制作了“指南手册”。“制定好可以简便快速复制的流程，让我们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和扩大规模。”他说。此举让钱伯斯及其高管团队能够轻松进入交易流程。“我们能以惊人的速度完成这件事，可能在周四决定要收购某家公司，下周一上午就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补充道，“现在CEO只要跟被收购公司的CEO见面就行了，其他的基本不用参与。”

这种运营微调对于公司业绩至关重要，但投资者等外部相关者多半看不到，其影响也不会迅速反映在股价上，不会带来可见的“胜利”。这也许就是许多CEO要把这项任务留到任职中期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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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任职中期的

时间分配

我们采访的22位CEO在任职中期，工作重心有所转变。将近9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继任计划上花的时间比之前更多；近80%受访者在拓展人才计划上花了更多时间；近70%更加关注研发和长期投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CEO依然重视更新战略、抓住机会。用于评估业绩的时间并没有大的变化，但他们表示自己在评估中重视的问题不同了——更加关注长期方向，而非当下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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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小数点后四舍五入，部分类别总比例不是100%





重振

领导团队

新任CEO多半会改组高管团队。优秀的长期领导者则会意识到，任职中期还要继续调整。我们的采访对象中，一些CEO在中期对高管团队的调整更甚于早期。

“很多人都会犯一个错误，领导人才只评估一次就满足。”安保系统公司泰科（Tyco International）前CEO爱德华·布林（Edward Breen，任期2002年至2012年）说，CEO在上任之初的一两年里注重组建合适的团队，到了中期，“你对他们每个人都很熟了，还认识了他们的家人。但每个人所处的阶段不一样，也许有人不再合适这个职位，或者已经失去了活力。”布林确保Tyco每年评估一次高管，考虑“我的团队有没有足够的冲劲？”这个正式流程在整个公司推行，各层级领导者每年都会进行评估。Tyco还会开展月度运营审查，布林发现这是评估团队野心和活力水平的一个好方法。

喜达屋（Starwood Hotels & Resorts）前CEO陈盛福（Frits van Paasschen，任期2007年至2015年）回忆起自己上任两年半的时候。当时公司着眼于全球化、数字化，他觉得有必要调整领导团队。他告诉我们，这个过程类似重新招聘，其间他不断思考：这个人在当前战略下能否带领我们前进？CEO一般会犹豫领导职位要不要换人，但我们采访的许多CEO都表示后悔换人换得太慢。

一些CEO提到中期角色转换的重要性，自己要从主导转为支持和引导，让团队发挥出潜力。CEO要从“队长”变成“教练”。陈盛福经常与负责长期项目的年轻领导者见面，不只是提供指导，也是为了表示自己会支持他们。他带着高潜力员工去喜达屋的海外产业出差，让他们接触海外运营，提供非正式交流的机会，鼓励更随意的沟通。“我们从工作进展和KPI评估转为辅导性的对话，”他说，“比如说，进展怎么样？你需要什么？”

多数董事会表示，他们在新CEO上任时起就开始制定继任计划——这是人才重振工作重要的一环。不过根据我们的经验，以及许多受过我们采访的CEO的经验，这项工作往往在CEO任职中期取得进展。调味品制造商味好美（McCormick & Company）CEO艾伦·威尔逊（Alan Wilson，任期2008年至2016年）在任职中期，对低一级领导者开展了详细的人才测评。“我觉得这是一个为期五年的过程，”他告诉我们，“必须留意他们需要积累的经验和能力。早年你看中的人不一定能坚持到最后。”




一些CEO从主导转为支持和引导。







建立机制

听取反对意见

和新创意

任职中期的CEO担心员工只说自己爱听的话，无法得到新的信息。“三四年后大家都知道了你对各种状况会有什么反应，”家得宝前CEO弗兰克·布莱克（Frank Blake）说，“每个人都知道你想听什么，于是就只跟你说你爱听的。”我们采访过的许多CEO跟他一样，尽量避免这种情况。

布莱克任职之初叫停了一些绩效欠佳的门店销售形式。员工不断提出新的形式，他都倾向于拒绝，于是到了中期，员工不再提出这类建议。布莱克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便采取措施，强调自己乐于倾听各种建议。他开始花更多时间接触员工，召开跨级别会议，与门店工作人员共进晚餐。为了让员工表达意见，他会问：“我知道X表现不太好，你觉得是为什么？”他说，这样对方一般都会坦诚反馈。

其他CEO也设法与组织一线工作人员建立了联系。有人依赖项目经理在员工间的非正式交际网络。医疗技术公司Becton Dickinson前CEO爱德华·路德维格（Edward Ludwig，任期2000年至2011年）告诉我们，他会从比自己直接下属职位更低的员工里挑选十几个信得过的人，让他们看缩减为两页的公司战略摘要，请他们提意见。“你身边要有愿意讲实话的人，要建立让他们能够讲实话的机制，”他说，“你要表明自己会适当采纳他们的意见，而且不会惩罚提出意见的人。”这一点同样重要。

CEO在任期不同阶段，要寻求新的建议来源。我们采访的CEO中，有许多人在任职中期改向其他人寻求建议，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视野。“这样做是为了接触和认识新的领域。”eBay前CEO约翰·多纳霍（John Donahoe，任期2008年至2015年）说。他每个星期至少有半天与自己行业和社交圈以外的领导者交流。他还会去接触创业者，为他们提供领导方面的建议，并把他们的新观点带到eBay。例如爱彼迎（Airbnb）联合创始人布赖恩·切斯基（Brian Chesky）给过多纳霍关于设计、产品开发和创新的建议，多纳霍则帮助他解决管理问题。“这种指导是相互的。”多纳霍告诉我们。

不过，向外界寻求建议、追求颠覆性的新创意，并不是要CEO把时间全部花在外面。一些CEO尽量避免这种向外探求的取向分散自己对本公司的关注。“很多时候人们会庆祝胜利，”达美航空（Delta Air Lines）前CEO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任期2007年至2016年）说，“再加上圆桌会议、工商协会、卖方分析师、演讲，你CEO的本职工作就变成兼职了。”安德森运用两个问题来判断自己是否参加外部活动：这项活动对达美航空有什么作用？这段时间我还能用来做什么？他每周都跟秘书一同选择今年要参加的活动。“你有两样东西：头脑和时间，”他说，“我很擅长管理日程。”



将领导资本

用在长期重大举措上

像不会迅速回本的大宗收购这一类重大举措，经验丰富的领导者会予以充分支持。任职中期的成功CEO，早年在董事会、投资者和员工中建立了信誉，也对自己的领导能力有了信心，能够做出这样大胆的战略决定。“用自己打造的政治和领导资本去承担更多风险，这是你的职责，”约翰·多纳霍说，“就当你只剩下最后三年，还有什么想做的？什么是只有你能做的？”

一些CEO在任职中期部署了重大战略举措，抑或完成了具有转变意义的交易。制药公司Perrigo前CEO乔·帕帕（Joe Papa，任期2006年至2016年）说，他在一次开车上班路上看见Perrigo的一辆运货车去送货，突然顿悟。“我意识到，要让货车装载更多产品，这个念头促使我思考如何能做到。”他说。这个想法促使Perrigo收购了婴儿食品制造商PBM Holdings，帕帕认为这宗收购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他说：“上任第三年我可以做这种比较大胆的事情了，因为我更加理解我们的竞争优势源于何处。”

苏珊·卡梅伦（Susan Cameron）在烟草公司雷诺兹美国（Reynolds American）两度任CEO（任期2004年至2011年、2014年至2017年），第一轮任职中期专注推出无烟香烟等产品，并收购了一家尼古丁替代治疗公司。“任职中期你有机会设想新的格局，进行一些资产处置和收购来实现自己的设想，”她说，“对自己和高管团队有了信心，对商业计划和运营模式满意，你就要考虑自己希望实现什么，并且制定相应战略。”

的确，我们发现CEO任职时间越长，就越倾向于将注意力转向这类回报周期更长的行为，这些措施可以帮助公司走在时代前沿，接触更广大的利益相关者。“杰弗里·摩尔（Geoffrey Moore）说过，放眼长远的事情要保证向组织高层汇报。” Akamai前CEO保罗·萨根说。为了确保这类事情不被短期目标影响，他解释说，“长期投入都要汇报给我。”

盖尔·希伊（Gail Sheehy）在其重要著作《人生变迁》（Passages）中描述了成年人经历的几个明确的阶段。CEO任期中也有类似的几个阶段。“把任职中期和早期对比，我觉得工作重点变得更清晰了，” Consumers Energy前CEO约翰·罗素（John Russell，任期2010年至2016年）说，“刚刚上任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做，总是要不断推拉操作杆，两三年后我就很清楚，操作杆在哪里，如何高效利用。”

从我们的采访可以看出，CEO任职中期并不只是收获早年播种的成果，也不只是把早年的成功延续下去。CEO必须以新人的视角重新审视组织和所在市场，不断改进战略和团队管理方式。不能松开油门，必须要加速。




许多CEO改向其他人寻求建议，以拓宽视野。






新上任的CEO
 将任期视为几个不同的篇章，制定各个阶段的路线，比较容易做到有条理。“一开始我觉得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做完所有事情，随后我意识到，这是一段长长的旅程，”房地产经纪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前CEO布莱特·怀特（Brett White，任期2005年至2012年）说，“所以我变得更加耐心。这个过程通常是逐渐演化，不是激烈的变革。”耐心做事，会让你的公司在你在任时乃至卸任后发展得更好，胜过那些CEO把任期当成一整段时间不加区分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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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尼·泽梅尔
 是麦肯锡纽约及美国东北部办公室管理合伙人，为CEO及其他高管提供高层管理问题咨询。玛特·卡迪西
 是麦肯锡波士顿办公室中级合伙人，医疗及战略业务领导者。丹尼斯·凯里
 是光辉国际（Korn Ferry）副董事长，负责CEO及董事招聘，并与拉姆·查兰（Ram Charan）、鲍达民（Dominic Barton）合作撰写了《人才必胜》（Talent Wins: The New Playbook for Putting People First，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8年出版）。





特写 Feature



新婚姻模式

挑战企业人才战略

TALENT MANAGEMENT AND THE DUAL-CAREER COUPLE

珍妮弗·派崔列（Jennifer Petriglieri） | 文

刘筱薇 | 译 刘铮筝 | 校 万艳 | 编辑






时代变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更多女性摆脱家庭角色走入职场，追求事业，新婚姻模式逐渐成为市场主流。职场夫妻开始越来越关注伴侣的事业发展，而不愿轻易接受组织调动。创建于20世纪80年的人才发展战略早已不再适用于当下的情况。企业要想留住和发展高潜力人才，就要做出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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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高潜力人才在关注自身事业的同时，越来越注重伴侣的职业发展，但多数公司还不知道如何满足这一需求。公司为明星员工投入重金，培养他们担负领导职责，但这些人才遇到弹性和流动性挑战后就选择离开公司。从招聘和人才保留层面看，这是巨大的失败。




原因


公司通常期望“未来领导者”以固定方式升迁，比如在全球固定外派地点完成任务后晋升，但这样的话，双职工家庭成员升职就十分困难。




解决方案


如果组织允许员工以创新方式发展，比如短期“职位互换”或“远距离通勤”，就能破除晋升障碍。但文化改革往往也很必要。公司不能将弹性工作污名化，而要学习接受这种新模式。






某
 跨国集团旗下大型制造厂的主管，我们姑且称他为大卫，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位称职且值得信任的管理者。所以当集团旗下某重要事业部的领导职位突然出现空缺时，CEO请大卫坐下来谈话，和他分享一则好消息：他获选担任这一职位。他的确实至名归。



在职场中，员工突然得到职位变动通知是寻常事。即便如此，大卫仍然颇感意外，不知道如何回应。与会的HR主管感觉到了他的惊讶。她解释说，虽然这份工作来得比预期早，但他们已经知会他现在的老板，而且老板支持他晋升。这对大卫来说是个绝佳机会，每个人都支持他成功。HR主管又补充道，大卫会有时间做一些必要的安排，公司也很乐意协助他把家搬到美国的另一端，而他将在那里监管新业务。四周后他就要出发。

大卫问了几个问题，了解到本次晋升后他的工资涨幅会很可观，于是他向CEO和HR主管表示了强烈感谢，并承诺当晚就和妻子讨论一下这个机会。“当然当然。”两位领导笑着答道。

但第二天大卫拒绝了他们，此事令两位高管颇为震惊。大卫称，一方面他为公司和事业尽心尽力，另一方面他也要对妻子的事业负责。她还有一年就完成外科住院医师实习项目，而这一年非常艰难，现在搬家对她很不利。大卫提出很多备选方案，比如晚些时候就职、远距离通勤一段时间，或者远程工作。CEO否决了所有方案，回绝道：“领导者就是要出现在公司里。”

不到24小时，好事变坏事。CEO极为愤怒。公司对大卫的投入极大，但当公司需要他时，他的奉献精神在哪里？如果他不愿意为领导职位改变工作地点，那么他怎能期待晋升？HR主管也为大卫的回复，感到困惑不安。毕竟她推行了工作/家庭政策，并提供丰厚的外派津贴，来支持大卫这样的员工。大卫左右为难。他在错误的时间接到一个几乎没有谈判空间的命令，而现在他因为敢于谈条件而遭到惩罚。

公司很快找到了替换人选。大卫继续在原职位上高效工作，但一切都变了。他发现他不再是最高管理层的人选。9个月后，他的妻子海伦完成实习，又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地点了，于是她和大卫开始打听工作机会。大卫很快被猎头介绍到一家竞争对手公司，领导其最大的事业部，而海伦在同城某顶级医院找到一份工作。大卫的事业重回正轨，妻子的事业也开始起步。大卫的老雇主则失去了这位领导人才，尽管是他们发掘、培养了他，还给过他不错的职位。

我从HR主管口中听到大卫的故事。她告诉我，公司依然不知道如何管理既想晋升，又十分在乎伴侣事业的员工，而这类员工越来越多。过去几年中，我在工作中也一再看到这种情况。我和莱斯大学的奥蒂利亚·奥博达鲁（Otilia Obodaru）调查了100多个跨世代和跨组织背景的双职工家庭，对夫妻两人都进行了访谈。我还深度采访了来自科技、医疗、专业服务等行业的32家大型企业的人才战略主管。

与此同时，在我负责的英士国际商学院管理项目中，我和参与本项目公司的人才和学习主管展开密切合作。我发现，多数HR副总裁都清楚意识到双职工家庭数量的增长。如今，美国将近一半的双亲家庭中，夫妻二人都从事全职工作，而相比1970年，这一数字仅为31%。但公司依然很难预测并减小该趋势对人才流动管道的影响。处在和大卫同样困境的人会离开此前给他们投资的公司，而这种消息在组织中不胫而走，刺激更多双职工家庭的高潜力人才寻找新出路。

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司往往限制了领导职位的晋升路线，严格规划员工的外派任务，而且对事业心的看法一成不变。这给员工设置了障碍，雇主也会遭遇招聘和人才保留方面的挑战——很多公司在规划高潜力员工的职业轨迹时，都不能从全视角审视人才。组织要想从人力资本投入中获得回报，就必须采取管理和发展人才的新战略。我将在下文做出具体解释，但在此之前，我们先深入研究一下传统方式失效的原因。



传统人才战略的缺陷

尽管多数公司不承认传统职业阶梯的存在，但人们普遍认为，中等规模和大型组织的高管在晋升至领导职位的过程中，会轮流在多个职能和分公司任职。在这种人才发展模式下，员工工作地点往往会出现变动。但该模式始创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技术还不够发达，通过互联网进行高效工作还是天方夜谭。多数情况下，人才都是“无牵挂的”（用我的话说）。也就是说，高管的另一半没有与其冲突的事业，可以管理家庭生活，高管则得以专心满足公司需求。

当然时代变了，但多数人才管理项目的设计仍基于过去的情况：每个家庭都有一位专门操持家务的人，而且互联网根本不存在。若高管的伴侣有全职工作，那么这类项目将带来以下两大挑战，而我的研究表明，员工辞职两个主要原因也基于此。


流动性挑战。
 双职工家庭的成员明白，如果他们想要晋升至高级职位，就必须积累跨职能和跨地域的工作经验，他们也并不排斥这种做法。但一接到通知就要放弃一切，准备迁徙的情况，迫使他们在自己和伴侣的事业之间做出抉择。如今越来越少家庭愿意做这种权衡。

我们以梅丽莎和克雷格为例。两个人都是各自公司中“未来领导者”项目的经理。他们一直以来都梦想到海外工作，但当克雷格得到一个“千载难逢”、去伦敦工作的机会时，他放弃了。“梅丽莎可能在伦敦找到工作，但等级和事业轨迹会因此改变，”他对我说，“对我们俩来说，平等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高管的工作非常不稳定。所以我们希望平衡彼此的职业发展，从而规避风险。我们需要有计划地采取行动。”

最终，他们还是去了海外工作。起初他们一致同意去迪拜发展，然后开始寻找相应的工作。梅丽莎的公司了解到她对中东的兴趣后，做出了内部调动，并提升了她的职责。克雷格的公司对人事调动的提议并不热心，于是他在竞争对手公司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新工作。

克雷格的公司让竞争对手得到了一位能干的经理，其中原因并不在于克雷格不具备流动性，而是因为公司没有满足克雷格需求的人才流动方案。即便他接受了伦敦的工作，但从长期来看，公司可能会付出很大代价。如果高管接受了外派任务，但伴侣在地域变动后很难适应新社区或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么一切可能戛然而止。正是因为克雷格在迪拜找到一份好工作，梅丽莎才更有可能成功执行外派任务。

如果组织在较短时间内多次更改员工的工作地点，流动性挑战会更大，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例如某全球化学品公司实行的最新管理层晋升项目规定，员工应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在全球三个地点和三种不同职能中任职。“你每六个月就要变换一次工作地点。”HR主管解释说。这样参与者的经验和知识会很快充实起来。但她补充说：“若你来自双职工家庭，或者你不想拖家带口满世界跑，那么新项目肯定行不通。所以不少人才甚至都不愿意申请这个项目。”

即便管理者没有参与正式的轮岗项目，许多公司依然期望最优秀的人才在迎接新挑战之前，先在某一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最多三年）。不按这个流程晋级的人被视为没有前途的员工，还可能被辞退。“我正试图劝说一位即将失去工作的女性，”某全球物流公司的HR副总裁感叹道，“她很能干，在现在的职位上已经工作近三年，但出于对丈夫事业的考虑，她不想改变工作地点。她的经理不知变通。他本可以说：‘你就住在夏洛特，每周三天去亚特兰大办公吧。’但他说的是：‘不行，只有同意和不同意两个选项。我们只能辞退她。’这真让人郁闷。留下高级别女性人才对我们而言极为重要，但公司无法改变这种僵化的运营方式。”

在我的研究中，约40%的参与者都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将三年限期强制用在表现优异的员工身上，听上去不合情理。但多数公司都从潜力和业绩两方面评估人才，而不想被外派的员工在潜能方面的得分会受到影响，因为公司认为他们缺少事业心。晋升受阻是最可能发生的后果，特别是对初级和中层管理者而言。但在高层中，平级调动的可能性较小，领导者要在重压之下选择“晋升或走人”。


弹性挑战。
 每个家庭都有必须完成的任务，比如购买食品杂货、做饭、汽车保养和维修、带孩子上下学和其他活动。在传统家庭中，没有事业的伴侣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对双职工家庭而言，即便一些家庭有能力请管家，他们依然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务活。我在研究这些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并不想减少工作量，但确实需要更合理、灵活地工作。

然而多数领导职位和途径都缺少弹性，但尝试弹性工作的人反而会遭到惩罚。因此人们可能会面临高管埃米莉所谓的“‘今天谁的工作更重要’轮盘”。她和伴侣贾马尔精心设计了一个“系统”：埃米莉早上送孩子上学，晚上加班工作，而贾马尔的日程安排恰恰与她相反。但当他们遇到突发状况时，例如孩子生病、房屋维修、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系统就崩溃了，两人开始疯狂谈判。即便系统运营良好时，他们依然会受到惩罚。

贾马尔是一位管理顾问，他谈到自己晋升受阻的情况：“我去年给公司谈成的业务比其他任何高管都多，但我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公司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早下班不代表我没有工作。我在孩子熟睡后总会加班工作两三个小时。可最后我被告知，在公司出现的时间太短代表不够敬业。”

如果公司大部分业务面向本土或固定区域，而且必须由管理者本人操作，那么新晋管理者似乎真的有必要在办公室停留的时间长一些。但如今业务面向全球，每时每刻都在运营，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可虚拟操作，然而“本人不在办公室”依然遭到污名化。某工程公司的学习和发展主管告诉我：“我们是长期坚持弹性工作政策的公司之一，但选择这样做的人会被污名化，所以员工还不能也不被鼓励充分利用该政策，否则他们在晋升时就会遭到排挤。”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研究表明，弹性工作的优势明显，比如提升效率和促进知识共享。我在访谈中发现，致力于发展并重视弹性工作，是组织吸引双职工家庭成员的重要砝码。HR团队正因为清楚认识到这一优势，所以才会实行弹性政策。

既然公司知道理论上有效的措施，为何还使用之前管理和培养人才的方法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惯性：公司实行旧模式的时间太久，更倾向于做一些渐进性调整，而非彻底改革。另外我发现，这其中还有一些“交学费”的因素。高层管理者会认为：“下一代应该和我有同样的成长轨迹。”但如果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成长为高管，从来没有面临过双职工家庭成员的挑战，就很难体谅这些人的难处。因为当前这一批高潜力人才不愿牺牲伴侣的需求，所以多数外派谈判陷入僵局，流动性和弹性挑战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解决。

某大型猎头公司的学习和发展主管这样形容当前状况：“我们的千禧一代和其他世代相比，有同等高度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只不过他们还为生活中其他人留了位置……这就影响到他们工作和晋升的方式。如果我们不能针对他们的需求做出调整，就会失去越来越多的人才。”

世代的转变是婚姻模式转变的结果，而新婚姻模式对组织的影响深远。在过去30年中，同型婚配（assortative mating，人们倾向选择和自己外貌相似、受教育水平和事业心相当的人进行婚配）的比例上升了将近25%。如今组织雇用30岁左右的员工时，其伴侣可能也是极具事业心、处在快速上升期的专业人士。因此过去培养人才的传统方式已经不适用于当前情况，不仅不能扩大公司人才库，反而将其缩小了。



新人才战略

为双职工家庭成员设计有效的领导力发展路径，公司必须做出两大改变：重新定义获得成长和晋升所需的条件，以及改变组织文化，在人才发展过程中实行弹性策略。


知道员工“做什么”比知道他们“在哪里做”更重要。
 组织不能再纠结于有事业心的领导者在哪里工作的问题，而是要关注他们必须获得的技能和人脉。某全球工程公司的人才管理总监这样形容他所在公司采取的方式：“我们为未来领导者必备经验列出了一个清单，但更改工作地点的必要性遭到了质疑。比如管理危机和重大转型时，你大可不必通过外派来获得这些经验。”这和过去公司CEO抱有的想法大相径庭：你不一定非要有在某几个地点的工作经验才能晋升。将关注点从“哪里”转移到“什么”，为一系列创新解决方案的制定打开了大门，比如短暂的职位互换、在不同组织和事业部做短期任务（又称临时借调）和远距离通勤。

以某大型制药公司的高管英迪拉为例，她必须积累在中国市场的经验和知识。考虑到她来自双职工家庭，公司安排她与某个中国同事互换职位六周时间，之后两人要合作完成为期半年的战略项目。“因为我们互换了职位，所以彼此都觉得有义务帮助对方，”英迪拉说，“我们像是对方的教练，在交换之前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职责。那时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通话，在之后的项目中合作也十分紧密。”她表示，让同事当教练，随后对对方所处环境进行密集体验，有助于“人才加速发展”。这种模式“让我在参与过程中汲取了大量新知识”。

英迪拉快速建立并维护了在中国的人脉。她的中国同事介绍她时给了她很高评价、为她的人品做担保，还请当地同事“关照她”。（她为他在美国的工作也做了同样的铺垫。）她很清楚自己只会在中国待六周，而她不想浪费一秒钟，所以全力以赴投入到工作中，晚上和周末都在加班。英迪拉在那段时间里对中国市场、商业文化和中美两国公司文化的差异有了深刻认知。她从来没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工作过，所以她此次还获得了重要的新视角。正如她所说，她了解到“达到目的的方式不止一种”。她说她更擅长解决问题和应对不确定性了。

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职位互换和短期借调有助于人才快速获得进步所需的人脉、技能和视角，从而规避或至少能以最有效方式应对流动性挑战。

针对为期较长的人才发展项目（比如半年到两年），有些公司正尝试让双职工家庭的高管进行间歇性远程指导，来配合其伴侣的工作。管理者在外派地点每周工作三或四天，其他时间则在家办公。过去这种安排一直遭到污名化，正如某全球采矿公司的HR主管所讲：“公司领导者认为，远程工作代表缺乏敬业度，而且选择这么做的员工工作时间较短。”但企业的看法正在改变，他所在公司也如此。“越来越多人才库里的员工正在要求进行远程办公，我们也有相应技术了，所以我们对这种模式的接受度大幅提升，特别是考虑到员工完成任务后很可能还愿意回到原工作地点。”这一观点得到大量新研究的支撑。研究表明，远距离通勤者的工作时间并不少于在办公室工作的同事。他们经常会工作更长时间，而且在工作中效率更高。

尽管人脉、技能和经验可通过职位互换、短期任务和远程领导安排获得，但要想获得职位晋升，完成全职外派工作在有些情况下还是必要条件。双职工家庭成员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往往对组织感到失望，因为它们“虽然提供了丰富资源，但实际帮助少之又少”，某高管如是说。她解释称，公司为流动人才提供的资源通常只面向随其迁徙的主妇或主男，或者事业次重要的伴侣，而非有全职工作的伴侣。这些资源一般包括文化适应课程、加入家庭主妇和主男的人脉网络，以及多项社交活动的信息。公司所谓的职业帮助指的是安排兼职工作，比如秘书和教学岗位，或者一些志愿工作。因此即便资源相当丰富，双职工家庭依然很难从中获益。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些公司利用“国际双职工网络”（简称IDCN）等资源，形成双向招聘。流动员工的伴侣可报名参加研讨会、获得人员安置方面的支持和其他类似求职服务。流动员工的组织不必付费给猎头，只须找到网络中有能力且清楚外派地点要求的人员，并安排他们填补空缺职位。某IDCN成员对我说：“我们通过这个网络找到了几个关键高级职位的候选人。这已经不是随迁伴侣的人才库。我们开发的是高技能人才库，在有些情况下，这些人比主导迁徙的员工更有才能。”


破除弹性工作的文化障碍。
 即使公司重新制定人才战略，确保人才以新方式扩展人脉、提高技能和增加经验，这些政策依然会遇到文化障碍。特别是对“无牵挂”一代的领导者而言，双职工家庭面临的流动性和弹性挑战“是员工应自行解决的私事”，某高管如是说。出于对HR工作的考虑，这类领导者也许会口头上表示对双职工家庭成员的支持，或者他们可能真的以为自己在支持这些员工，但不管他们有意与否，实际上都在劝阻或惩罚使用弹性工作政策的员工。

如果公司认为有必要尝试新人才战略，就要着手改变文化。首先，公司必须向高管解释当代人才的特点，以及吸引和培养他们的最佳方式。我采访的一家组织正使用反向指导（reverse mentoring，即让高管和才能突出的千禧一代两两组队）的方法增强这种意识。“效果不错，”某HR主管表示，“领导者了解到这些挑战后，就能够更好地处理相关问题。当然，真正‘了解问题’的高管能留下最优秀的人才。”我见到过的最具说服力的例子中，反向指导都是双向进行的：高管为千禧一代提供职业和组织业务方面的指导，而千禧一代为高管提供针对当前议题的指导，比如介绍技术和社交媒体，但更多是解释千禧一代的生活和激励方法。

这种互动改变了彼此的思维模式，而另一领域的研究也得到同一结果：如果男性员工的妻子也有工作，那么他们不太可能在工作中歧视女性，反而更愿意帮助女性发展事业。“将心比心”的心理机制在这里起了作用。亲身体验过“他人”处境的人更有可能了解对方的情况并伸出援手。

公司通过反向指导和重新强调弹性工作的好处，开阔了高管的视野，而他们对弹性工作的态度迅速转变了，进而改变了公司文化。以下是具体过程：高管开始认识到，利用弹性工作政策的千禧一代等员工依然很努力，而且工作颇有成效，于是他们改变想法并着手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进而引发连锁反应。老板纵使只做出很小的改变，其“演示”作用依然极大——这其实默许了其他人采用弹性工作方式。

某制造公司的HR专员指出：“如今我们的领导者会说：‘大家听着，我要赶紧下班去看球赛了’，或者‘我们出去吃晚饭吧’等诸如此类的话。这有助于为之后的沟通定下基调。”如果高管也有类似的行为表现，那么效果会更好。这会挑战性别刻板印象，同时为双职工家庭成员创造更理想的工作环境。某全球消费品公司高潜能人才项目的经理乔舒亚解释称：“听闻高潜力人才组的高管支持弹性工作，所以我们都争着抢着完成他们派出的任务。”




要吸引和留住未来的领导者，
 公司必须采纳人才管理新模式。如果高潜力人才发现，所在组织能够让他们在不牺牲伴侣成功的前提下获得成长和晋升，他们会更大胆地说出自己面临的流动性和弹性挑战。他们所在组织随后能做出更好的未来规划，并对特定人群做出合理投资。每个人都将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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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两性之间并无太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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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问题


观点


人们普遍认为男性和女性在很多非生物特性上存在本质差异，这些差异常用于解释女性成就不如男性的现象。




真相


根据很多公开发表研究的元分析，我们发现男性和女性实际上在自信、风险承担以及谈判技巧等关键特质上差异并不大。




意义


很多管理者试图“改变”女性，或迁就她们所谓的差异——这样做没有用。公司必须解决那些导致员工保留率低和阻碍女性升职的组织条件。






每当谈及
 为何女性成就不如男性，人们总会理所当然地列出很多差异：女性不擅长谈判，缺乏自信，过于规避风险，无法全力投入工作，这些都是因为她们重视家庭胜过事业。与此同时，其他对于男女差异的刻板印象——女性更有同情心、更善于合作，或者更目标导向，也常被作为公司应该投资女性成功的原因。

无论这些观点是正面还是负面，都会限制女性成长。如果我们对两性差异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原因很简单。总的来说，这些观念在科学上得不到什么支持。男性和女性之间差异很多，元分析（meta-analyses）显示，无论是在爱好、态度和技能上，两性间差异都不像流行观念认为的那么大。在不同环境中，我们确实发现了一定性别差异，但这些差异并非源于性别特质，而是来自组织架构、公司实践，以及对两性定位不同的互动模式，系统为两性创造了不同的体验。当面对不同环境时，人们反应不同，不是因为他们的性别，而是因为他们的境遇。

强调性别差异的危害是：让它们看似理所当然且无法避免。加强刻板印象的故事被一遍遍重复，但其出现原因和何时刻板行为出现却从未被阐明，性别差异被夸大，并成为决定性因素。那些对女性的特别“关照”，虽出于好意，但作用甚微，因为它们并未从源头上改变滋生性别差异行为的土壤。

例如，普遍观念认为，女性比男性对家庭更有责任感。研究并未支持这一论断。在我们对哈佛商学院毕业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家庭比工作重要，不分性别。（详见2014年12月刊《哈佛商业评论》文章“女性要想成功，先重构家庭责任”）此外，为了家庭责任做出职场选择并不能解释两性事业成就差距。其他研究也很清楚地表明，两性在本质上优先选项没有不同。

无数研究表明，真正的不同在于组建家庭时母亲和父亲所受的对待。女性（男性则不然）被认为需要支持，而男性或明或暗，更容易收到这样的信息：“像个爷们儿一样”，不要把压力和疲惫挂在嘴边。如果男性真的要求降低出差频率，他们的老板可能会做出些让步，但老板往往会不太高兴，而且说清楚这种照顾只是暂时的。相应地，有的男性会采取一种低调的方式，偷偷地减少工作或差旅时间，希望没有人注意，而其他人则选择容忍，减少花在家庭责任上的时间，然后双倍时间投入工作。无论选择哪条路，他们都能保持“人往高处走”的好名声。同时，人们则往往期望甚至鼓励母亲们在工作上做出牺牲。她们被指派到不那么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并委以不太“难搞（即地位更低、对事业提升较小）”的客户。

总之，男性和女性对于事业生活平衡的需求和挑战惊人相似。一旦为人父母后，他们在职场上受到的对待，才让他们产生了差异。

这不是唯一解决之道。当公司发现两性整体成功率差异，或影响效率的关键行为差异时，它们可以积极在组织中寻找可能导致这些差异的因素，然后通过实践来改变这些因素。

例如，某睿智的常务董事为她所在职业服务公司的“泄露管道”（leaky pipeline，指组织高层越往上走，女性越少的现象——译者注）感到忧心。她对女性在生育后“选择性退出”表示怀疑，因此进行了调研，她发现女性离开公司的原因之一是绩效评估体系。管理者在为直接下属评分时，必须参考强制正态分布标准。因为绩效与那些工作满全年的同事进行比较，因生育请假的女性不太可能获得最高评分。

不能得最高分不仅阻碍了女性晋升之路，也发出有损士气的信号——身为母亲和成为合伙人不可兼得。其实修正方法比较简单：公司决定保留全年工作员工的强制正态分布，而休长假的员工可以从上一年累积得分。男性和女性均适用该政策，但获益最多的是新手母亲。该变革让女性有更多动力休完产假回归工作，并帮助她们保留晋升机会。在晋升体系中保留更多母亲，能逐渐破解公司中女性对工作/家庭取舍的成见。

正如该案例所示，公司需要深入审视其观念、规则、实践和政策，以便理解它们如何给女性合理定位，以及这种不同定位如何加剧不平等。这些环境因素导致男女在工作环境中体验不同。严谨调研此类环境因素并予以相应处理，能帮助公司找到通往性别平等之路。

在下文中，我们阐释了三大关于性别差异的错误观念，并指出它们在关于女性进取不足语境中的具体表现。依托多年社会科学研究，我们破解了这些迷思，对所观察到的性别差异给出了不同解释——管理者能够利用这些解释来促进两性平等。然后，我们从四个方面就如何实施这些行动提供了战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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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错误观念

我们都从媒体和公司中听到过，女性缺乏谈判的意愿或能力；她们不够自信；并且欠缺冒险精神。随着这种观念的流行，这些缺点便成了女性低男性一等的原因。

数十年来，这三个方向的性别差异吸引了很多研究，社会学家因此进行了元分析。元分析能得出所有研究中，是否有性别差异存在，如果有，差异大小如何。（
详见边栏《元分析的效力》

 ）同样重要的是，元分析也能反映出比较容易产生两性差异的环境。总研究结果很清晰：任何工作场合存在的性别差异均源于环境。

以谈判为例。一次又一次，我们听说女性不擅长谈判。她们“太容易”让步，“人太好”或“太愿意合作”。但研究结果恰恰相反。延斯·马泽（Jens Mazei）和同事最近分析了超过100项研究，调研两性参与辩论结果是否不同，发现性别在辩论中的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当他们在为自己发声，以及利害关系或机会高度模糊的情况下，男性在辩论中才略有优势。在强制培训练习中，只有当谈判者缺乏经验或被迫参与谈判时，差异才会很大。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即便发生了，统计学家也会认为性别差异不大。至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合作，丹尼尔·巴利埃特（Daniel Balliet）和他同事的研究反驳了这点。

女性缺乏自信的观念是另一个谬误。这种说法往往出现在女性会议上发言少，或者女性没有十足把握不会主动提出升职等情景下。但研究并没有发现女性比男性缺乏自信。克里斯汀·科灵（Kristen Kling）与其同事分析了200多项研究，发现显著性别差异只在青少年时期出现；一旦超过23岁，差别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冒险精神呢？女性真的比男性更保守吗？尽管人们对于规避风险是优势还是劣势尚存分歧，但很多人对此信以为真。赞同是优势的人认为，女性不太容易卷入大男子主义的逞能和虚张声势中，因此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风险。正如一句常常听到关于雷曼兄弟倾覆的评论所言：“如果把雷曼兄弟换成雷曼姐妹，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了。”而认为是劣势的理由是，女性被认为太过谨慎，因此不愿进行高风险、潜在收益高的投资。

但研究依然没有支持任何这些刻板印象。与辩论类似，在承担风险方面，性别差异也很小，而且取决于环境。詹姆斯·拜恩斯（James Byrnes）和同事进行的元分析中，最大的差异来自大多数组织中很少出现（比如让人们参与随机游戏）的情况。类似地，佩吉·德怀尔（Peggy Dwyer）与其同事研究了近2000位互惠基金投资者做出的最新、风险最高且数额最大的投资决策，发现性别差异非常小。更重要的是，当公式中加入了投资者的投资专业知识时，性别差异几乎消失。这说明，对信息的掌握程度，而非风险倾向，才是微小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

总之，虽然女性成就不如男性的原因一遍遍被重复和提及，但大量证据都与这些流行的迷思相左。



更合理的解释

员工在职场中能取得成长和成功的多少，部分取决于他们获得的机会和待遇。如果员工无法成为信息网络中的一员，当他们因错误或失败被过分批评或惩罚时，以及得不到反馈时，积极性就会被挫败，不容易取得成功。遗憾的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遭遇上述情景。她们的回应方式——无论是适当反驳，直言不讳或是冒险，都会被打上“女人就是这样”的烙印。然而实际上，问题根源在于她们的境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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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多项研究证明，女性对获得关键信息和支持的人脉网络参与较少。当人们缺乏获得有利联络信息的渠道时，在谈判中会处于劣势。他们可能对谈判条件了解不足，不清楚极限在哪里或者谈判成功的概率。当处于这种环境时，女性更容易屈服于“女性不愿开口问”的性别刻板印象。

我们研究中有两位职场人的经历最能反映出上述动态。出于隐私考虑，本文中，他们化名为玛丽和瑞克，相关细节也进行了调整。玛丽和瑞克都是某金融服务公司财富管理部门的中层顾问。瑞克能带来更多资源，因为他还是一家非营利机构的董事会成员，让他有机会接近高净值潜在客户群。多年来，玛丽都不知道瑞克的成功之道。在与公司几位高级合伙人的闲谈中，瑞克得知，公司有用于帮助顾问发展客户关系的自主基金。因此，他安排公司向该非营利机构捐款，开始参加该机构的筹款活动，并与其中的关键人物建立联系，最终跻身董事会高层。玛丽则与公司高级合伙人没有私交，也不知道如何获得增加客户的资源。

当缺乏深度人脉时，人们往往也难以了解延伸目标和升职机会，他们的老板也摸不清他们的志向所在。然而，当女性没能“向前一步”，寻求发展机会时，很容易被误认为缺乏自信，而非因为她们缺乏相关信息。朱莉的经历也是个例子，她目前是一家大型投资基金的CEO。当得知一位资历较浅的男同事跃升至她甚至从未听说过的空缺时，朱莉离开了自己工作15年的公司。当她宣布自己将要离职，并告诉老板原因时，老板很惊讶。他告诉朱莉，如果他意识到她想升职，会很愿意帮助她获得这个职位。但因为她没有表示出这种意愿，他以为朱莉对自己胜任该空缺的能力信心不足。

人们对他人的错误或失败如何反应，也会影响人们成长和成功的能力。几项研究表明，因为相对于男同事，女性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她们的错误和失败会被更严格地审视或惩罚。更严苛的要求会让人们不愿意在会议上发言，尤其是如果他们感到无人支持的时候。而一旦女性不积极发言，就会被认为对自己的想法不够自信。

另一个经典例子来自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其部门领导发现，他们的女同事都是水平很高的研究科学家，但她们在部门会议中积极程度远逊于男性，但在一对一交谈中，女同事往往能提出很多深刻见解。而这些领导没能发现的是，当女性在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她们的观点或者因为有一点瑕疵就很快被否定或被忽略，只有在其他男同事重新表述之后才会被注意。相反，如果男同事的意见有瑕疵，人们往往会忽视瑕疵只关注有价值的部分。因此，女性在分享意见之前，必须要确保自己的意见110%完美。在“明智”决定一切的大环境下，与其频频提出见解被反复忽略，还不如保持沉默。

显然，如果人们常因失误而失去进步机会，他们也不会富有冒险精神。一个相关例子是，受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托，我们调查其领导层中女性合伙人很少的原因。很多人认为，原因在于女性出于家庭责任不愿意承担领导角色，但我们的调研发现，实际情况更为复杂。第一，在被授予领导角色时，女性和男性接受该角色的可能性相同。但男性被授予领导角色的可能性比女性高近50%。第二，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表达一点——担心自己的职业发展受到负面影响，会让她们不敢追求领导职位。她们担心失败会让自己一蹶不振，因此，不敢承担领导者必须承担的风险。研究表明，这样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例如，维多利亚·布利斯科（Victoria Brescoll）与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如果女性在男性主导的行业中犯错，会影响她们的地位；而且与犯同样错误的男同事相比，她们会被认为能力不足。阿希来·罗塞特（Ashleigh Rosette）和罗伯特·莱温斯顿（Robert Livingston）的一项研究也表明，黑人女性领导更容易受到这种偏见影响。

研究还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获得的反馈频率和质量都较低。当人们没有收到反馈，就不容易了解自己在谈判中的价值。此外，缺乏反馈让人们更难评估自己的弱点，不容易评判自己的成功前景，因此难以建立所需的自信，来主动追求晋升机会或做出冒险决定。




性别差异论调缘何持续存在

性别差异的观念之所以长盛不衰，部分原因是其符合传统性别规范，维持两性现状，不需要现存组织业务和工作安排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认同性别差异也是我们大脑最容易接受的思路。三种屡被提及的认知谬误有助于理解性别差异论调长期存在的原因。

首先，当我们试图理解他人举动时，倾向于参照固有的性格特征，包括刻板印象中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而非环境因素。（社会心理学家将之称为“基本归因错误”）例如，某男性总是在会议上强势发言，我们就更容易得出他很果断自信的结论，而非从环境中寻求答案，比如他因为业绩不错而经常被表扬。类似的，如果某女性在会议中表现安静，最简单的解释是她逆来顺受或不够自信。我们需要在认知上下更大功夫，才能找到另外一种解释，比如她可能在讲话时被打断或忽视了。总之，当我们看到男性和女性某些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行为时，倾向于在认知上下最简单的结论——他们的行为反映了内在性格而非外在环境。

其次，反复强调“女性这样，男性那样”，就会三人成虎。很多观念，例如蝙蝠是瞎的，新鲜果蔬比冷冻的更有营养，不要叫醒梦游的人，被反复提起太多次，人们对其过于熟悉，因此头脑更容易将之误认为真相，即所谓“纯粹接触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

再次，一旦人们信以为真，就会寻求、注意甚至记住加强这种观点的证据，并无视或忘记那些与之相左的证据。心理学家将之称为“证实偏见”。如果我们认为性别偏见是对的，就会更容易预期、注意以及记住那些符合两性差异的行为，而忽视不符合这些差异的时刻。





例如，某咨询公司的人力团队告知经理，合伙人对他们的年度评估，得到了不同的回应。当人力同事告诉女经理，她们“干得还不错”。女经理感到“恐慌”，这种轻微表扬在她们看来就等于批评。人力因此得出结论，女性缺乏自信，而且对反馈更敏感，因此人力团队建议合伙人应多鼓励女经理，并尽量委婉地提出批评。很多合伙人根本不愿像哄小孩一样，对女性小群体单独对待。他们抱怨说：“如果女性受不了高温，就应该远离厨房”。但合伙人未能意识到的是，这个“厨房”里的温度对女性比男性要高。为什么？因为合伙人和男性在一起更自在，在系统上会给予他们更多日常非正式的反馈。当女性在年终评价时得知她们“干得不错”，往往也是她们全年收到的第一个评价；她们没有其他渠道了解自己的表现，只能猜测自己的工作做得刚够格。相反，当男性听到他们“干得不错”，只不过是他们在众多反馈中的一条。结果导致女经理离职比例失衡，她们中很多人之所以离开公司，是认为升职无望。



另一种方法

性别差异论调造成的一个问题是，会让公司投入资源来“修正”女性，这意味着女性会失去很多她们需要的，也是每名员工都应得的东西——让她们能发挥潜力，尽最大可能取得成功的环境。

若想改善公司中的性别平等状况，经理需要采取更深入的方式，摈弃陈词滥调，以求证的方式了解女性对工作场所的体验，然后创造增加女性成功概率的环境。可以按以下四步进行。


1.质疑陈词滥调。
 我们合作的某咨询公司，在初级岗位招聘了大量女性人才，但在女员工晋升上遇到瓶颈。上级对此的解释是，女性竞争力不足，缺乏抱负，或不具备在事业上出类拔萃所必需的信心。但对区域负责人萨拉而言，这些说法都不准确。因为不少她管理的女员工表现和晋升是相符的。她没有马上接受同事的解释，并对此产生了好奇。


2.找到合理的其他解释。
 萨拉研究了她负责区域女性取得成功的因素，发现她们接受了更多实用的培训，而且比其他区域的女性获得了更多上级关注。这一发现说明，问题不是女性有什么缺陷，而是她们获得促进自信和成功的渠道不同。

为验证这一假设，萨拉在我们帮助下设计了一项实验。首先，我们随机将60名上级分成均等两组，培训他们如何指导初级顾问。培训者向两组进行了同样的指导宣讲。但实验组的培训者展示，两性在信心上并无太大差异，暗示组员性别刻板印象值得怀疑。对照组则没有获得这一信息。下一步培训者提供所有参与者一系列假设信息，告诉他们某员工（有时是男性，有时是女性）表现不佳。两组参与者都被要求写下对这名员工的建议。

两组表现差异明显。对照组的上级对女顾问非常委婉，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照顾她们情绪上。对待男顾问则要直接和具体得多，往往给他们提供非常具体的改进建议。而实验组的上级因为看到了信心方面两性差异的驳斥研究，对所有性别的顾问一视同仁；他们还询问了关于具体顾问表现的细节，便于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当参与者得知性别刻板印象存疑的原因，会更关注每个人更具体的工作问题，这一转变让我们很受启发。

该实验验证了萨拉的猜测：女性进取不足，部分原因是上级对女下属的培训和发展需求带有成见。此外，她的发现也为女性进取不足找到了其他合理解释。尽管不同公司发现不同类型的证据或多或少有道理，但并不是所有证据都需要进行上述严格实验。萨拉的求证方法是我们所提倡方法的关键部分。


3.改变环境和评估结果。
 一旦公司找到了更合理的解释，就可以做出相应改变，然后检验绩效是否提高。来自某中端市场私募股权公司的两个例子说明了这一步。这两个例子试图解决一个持续了10年的老难题：公司中白人女性和有色人种的晋升和保留率远低于其招聘率。

第一个例子的主角是美籍亚裔高级顾问伊莱恩。她想提高自己的融资技能，于是向合伙人戴维申请参与他的下一个项目。戴维邀请她共进午餐，但伊莱恩并未有可圈可点的表现。她不够果断、过于谨慎。戴维不太想让她加入团队，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合伙人经常对他们发现和培养人才的能力存疑，尤其是不善于判断那些与自己差异较大的顾问。他决定做一个实验：邀请伊莱恩加入团队，然后像对待明星潜力员工一样，投入精力培训她。戴维把伊莱恩引荐给业内相关人物，告诉各家银行伊莱恩将负责融资，并传授她很多诀窍，同时给予她足够反馈和指导，帮她避免可能的陷阱。伊莱恩没有让他失望，实际上，她的表现足以媲美明星员工。戴维这个不声不响的女弟子展现出惊人的了解客户的能力，并在项目融资方面共享了新颖的创意。

第二个例子的主角叫奈德。他团队上一位新聘用的MBA琼颇让他头疼。琼在与管理层通电话时，无法坚持自己的主张。起初，奈德认为琼只是缺乏自信，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存在性别偏见，并进行了自省。奈德意识到，他没有帮助琼更好地参与会议，甚至还增加了困难，比如经常代替她发言。他和琼谈到了这个问题。琼承认她很怕犯错，而且认为如果她开口，一定要提出十分精彩的观点才行。奈德也意识到了这点——琼担忧犯错或无法给对话带来更多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奈德会代劳的原因。经过反思，奈德觉得琼遭遇的困难并没有那么严重，他自己也经常有类似的遭遇。随后的几次电话中，他们一起提前准备议程，商量好琼主导发言的部分。电话结束后，奈德也会给琼提出建议。现在琼成了奈德可以信赖的下属；与此同时，琼也增加了自信，学会承担风险并从错误中成长。


4.促进持续学习。
 戴维和奈德都意识到，他们容易受成见影响，过早下结论；这样做会使公司流失关键人才。此外，他们亲自感受到了质疑成见和主动改变条件，给女性带来的进步机会。这些小规模实验的收获是长期的。公司合伙人现在定期开会讨论心得。他们视质疑和测试性别成见为己任。最终，关于女性能力有限的陈词滥调，被公司如何能一视同仁支持所有员工的新观念所取代。




我们给出的这四个步骤，
 和对于性别种族等棘手问题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当管理者把自己放在解决问题的角度，而非产生问题的角度时，回应就会更积极。女性进取不足的解决之道，并非改变女性或她们的上司，而是改变那些矮化女性和增强性别偏见的环境。此外，通过追根问底、基于实证的方法来理解行为方式，公司不仅能解决性别差异，也能促成学习导向和文化，给予所有员工释放全部潜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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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析的效力

元分析（Meta-analysis）是一种能结合很多研究的统计技巧，能为得出研究结论提供更可靠的基础。与单一研究相比，这种方法主要有三大优势。

第一，更精确。因为元分析的样本数量很大——包括所有研究的样本，而且包括很多不同情景下收集的数据。任何一组单一研究结果都可能反映出研究样本或背景中的个案，因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不真正具有普适性。元分析在本质上能削弱这种个案的效果，让我们更接近所研究问题的真相（具体指本文中问题：在某一特质或行为上，男性女性有差异吗？）。

第二，元分析更复杂，因为它包括很多不同情景下的研究，能够告诉我们在哪些情景下我们或多或少能发现性别差异。

第三，元分析更清晰。它能告诉我们男性和女性到底有多不同。针对某一特质或行为，男性和女性群体内部都有变量。通常这些内部差异分布于每一性别的“真实” 平均值周围。利用每一组内部的平均值和变量，我们能计算出“影响值”，该值代表着性别对某一特征的影响程度。当测试性别差异时。我们求证的是：“男性和女性之间有多少重合的部分”，换言之，“相对男性和女性内部变量，两性间的平均值相差多少？”

左下图显示了英国男性和女性的身高分布。从曲线中我们能发现，男性比女性高不少。实际上，男性平均身高为5英尺9英寸，女性为5英尺3英寸，两者相差6英寸。我们还能发现不少女性高于男性平均身高，也有不少男性低于女性身高。性别对身高的影响值为1.72，属于“大”。

以性别差异为参照，我们从右图中能发现男性和女性在自尊/自信方面的差异则小得多，影响值仅为0.10。尽管从统计角度单独看每张图中都有差异，但自信方面的差异在统计上属于“小”，从管理角度，则没有意义。利用同样元分析研究男性和女性在谈判上的结果和承担风险倾向，我们得出的影响值分别为0.20（“小”）和0.13(“无足轻重”)。总之，与普遍认知相悖，我们在本文中考量的三类性别差异，无论从任何意图和目的上看，都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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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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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调整人员的更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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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现状


自动化和激烈的竞争迫使很多企业选择频繁裁员。




问题


出于短期利益的裁员往往会破坏员工敬业度，从而降低公司盈利能力。




更好方式


一些企业找到了新的人员调整战略，审慎裁员；裁员时确保流程让员工感到公平，受影响员工能够为下一步成功做好准备。






两
 股强大力量，正在改变着工作的本质：自动化技术和空前激烈的全球竞争。很多企业为了生存，开始重新思考人力战略，并在组织内部进行颠覆性变革，过程惨烈。一般来讲，它们采取的措施是阶段性重组和常规裁员。但从长远看，这两项都会损害员工敬业度和公司盈利能力。一些公司已经意识到，要用新方式解决问题。



以诺基亚为例。2008年初，公司高管还在庆祝诺基亚利润增长67%。几年后，亚洲低成本竞争者的产品迫使诺基亚产品降价35%。同时，诺基亚在德国波鸿的工厂劳动力成本增加了20%。这种情况下，管理层的决定很简单：必须关掉波鸿工厂。时任诺基亚人力资源部高级副总裁的尤哈·阿克斯（JuhaÄkräs）飞到德国，通知2300名员工公司的裁员决定。听到这一消息，大家躁动不安。尤哈回忆，“当时剑拔弩张。”

怒火在蔓延。一周后，1.5万名员工在波鸿举行抗议活动。德国政府进行了调查，要求诺基亚交回工厂获得的补贴金。工会号召大家抵制诺基亚产品。当时的新闻里都是痛哭流涕的员工和抗议人群，大家都在砸诺基亚手机。这次工厂关停最终导致诺基亚损失了2亿欧元，相当于每位员工的裁员成本超过8万欧元，这还不包括抵制活动和负面新闻给公司带来的后续不良影响。诺基亚在德国市场份额暴跌。公司管理层预计，2008-2010年期间，诺基亚在德国损失了7亿欧元销售额及1亿欧元利润。

2011年，诺基亚手机业务遭遇滑铁卢后，高管决定再次重组。在其后的两年时间内，公司从全球13个国家的分部裁掉1.8万人。这次，诺基亚吸取了德国事件的教训，决定找到更好的解决之道。公司推出了一个项目，确保员工在裁员过程中感受到公平，并帮助裁撤员工软着陆。

本文作者之一桑德拉用8年时间，专注研究全球跨国企业人员调整的最佳实践。她发现，很多公司的裁员过程糟糕或/且理由错误。“过程糟糕”意味着裁员过程不公平，或在员工眼中不公平，负面的连锁效应会持续很长时间。诺基亚在波鸿的裁员之所以引起众怒，是因为前一年公司利润颇丰，导致员工认为这次裁员不公，诺基亚的声誉和销售额都遭到重创。“理由错误”是指，裁员目的是降低短期成本，而非长期战略变革。2008年，诺基亚其实拥有正当理由，但由于过程出了问题，遭到打击。

一些国家政府也意识到裁员会造成严重问题，已经通过立法保护员工。例如，一些欧洲国家要求企业在裁员前，要提供社会或经济合理性论证。但法国最近废除了提供经济合理性的要求。在美国，企业可以随意裁员。无论裁员难度如何，高管都要谨记会有后果。

研究表明，过程不当的裁员和因为错误原因进行的裁员，很少能帮助高管实现最初目标。我们将在本文中提供人员调整更好的解决方法，尽量不裁员；即使裁员，也确保过程让员工感到公平，公司和各方能够实现目标。



裁员为什么效果不佳？

尽管诺基亚的故事有些戏剧化，但如果你感到很熟悉，那是因为它并不罕见。仅在美国，根据劳工统计局报告，在2000年-2008年、2010年-2013年间，每年有88万到150万人被裁。即使经济利好时也是如此。2009年，大萧条高峰时期，有210万美国人被裁。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2007-2010年间，全球失业人数增长了3400万。

20世纪70年代开始，公司裁员数量逐年增长。根据麦克马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阿特·布德洛斯（Art Budros）的研究，1979年，《财富》100强企业中宣布裁员的公司不到5%，但到了1994年，几乎45%的公司都裁员了。麦肯锡调研了美国2000家公司，发现从2008年到2011年（经济大萧条及恢复期），65%的公司选择了裁员。如今，由于快速发展的技术、混乱的市场和激烈的竞争，企业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裁员成为这种背景下的默认的应对方法。

但是关于裁员的其他数据应该会让企业深思。位于阿林顿的得克萨斯大学的迪帕克·达塔（Deepak Datta）在2012年一份针对裁员企业的20项研究回顾中发现，宣布裁员后几天内，公司股价会受到中性或负面影响。达塔还发现，多数裁员企业的盈利能力都会降低。相关研究表明，利润下滑的情况会持续三年。来自奥本大学、贝勒大学和田纳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裁员企业申请破产的几率，是没有裁员的2倍。

而高管往往会忽略此类发现。有人认为，由于裁员企业本身就已经遇到生存问题，财务表现没有起色也可以理解。由于裁员是企业短期内降低成本的默认解决方案，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裁员带来的问题其实比解决的更多。

企业在裁员的同时，也失去了曾经培训这些员工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他们的关系网和工作经验。更严重的是，这么做打击了其他员工的积极性。根据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查理·特雷弗（Charlie Trevor）和南卡罗莱纳大学的安东尼·尼贝里（Anthony Nyberg）研究发现，裁员1%会导致公司第二年增加31%的主动离职。士气低落也会影响敬业度。裁员会让员工感到失控：同事的命运说明努力工作、表现优秀并不一定能保住饭碗。2002年，由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马格纳斯·斯威克（Magnus Sverke）和约翰尼·赫尔格伦（Johnny Hellgren），以及坎特伯雷大学凯塔琳娜·纳斯沃（Katharina Näswall）进行的研究发现，裁员后，留下的员工工作满意度降低41%，投入度降低36%，绩效降低20%。

因为同样的工作现在由更少员工完成，短期生产率也许会暂时升高，但这种增长是有代价的，不只员工需要承受。新南威尔士大学迈克尔·昆兰（Michael Quinlan）的研究表明，企业的质量和安全会受影响，员工倦怠感和离职率都会升高。与此同时，创新能力下降。哈佛商学院特蕾莎·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针对一家《财富》500强企业的研究表明，在裁员15%后，公司新发明数量降低了24%。此外，裁员可能毁坏销售人员与顾客间的关系。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萨义德可汗（M. SajidKhan）和厄尔·诺曼（ Earl Naumann）三位研究人员发现，公司裁员后，顾客流失可能性更高。受损的还有企业声誉：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杰弗里·洛夫（E. Geoffrey Love）和马修·克拉茨（ Matthew S. Kraatz）发现，裁员企业在《财富》杂志理想雇主排行榜的排名有所下跌。

被裁员工除了失去工作以外，还要付出其他代价。科罗拉多大学教授韦恩·卡肖（Wayne Cascio）指出，美国劳工部对1997年-1998年经济复苏期间被裁员工进行过调研。一年后大多数人的情况更糟了：只有41%找到了同等或更高薪水的工作，26% 找到的工作薪水更低，有21%仍旧失业，或者干脆不工作了。裁员对员工的影响是终身的。2009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追踪了1982年经济萧条期间被裁员工的情况，发现20年后，他们仍然比当时留下的员工少赚20%。后续问题不只包括薪水：根据纽约州立大学助理教授凯特·斯特鲁利（Kate Strully）的研究，员工在被裁当年，健康出现新问题的几率高83%，暴力行为可能性高6倍。



有更好的办法吗？

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尝试新的人员调整方法。例如AT&T，该公司领导者在2013年时认定，公司24万名员工中，有10万个工作岗位十年后将不复存在。但该公司没有裁掉这些人，雇用新人，而是决定将全部10万名员工保留至2020年。这么一来，公司保住了这些员工的经验和知识，也维护了他们对高管层的信任，而这些都是实现敬业、创新和绩效所需的条件，这一方法迄今为止效果不错。在2016年的《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中，AT&T的首席战略官约翰·多诺万（John Donovan，现任公司联络部门CEO）发现项目开始18个月后，公司产品研发周期缩短40%，收益取得时间提速32%。2013年，公司收入增加了27%。2017年公司首次位列《财富》100家理想雇主榜单。

桑德拉研究了7家企业，和AT&T一样，它们都成功找到了传统裁员方式以外的新方法。对这些公司的分析让我们发现，一个有效人员变动战略包含三方面：思想体系、方法和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不同选择。


思想体系。
 人员调整思想体系是高管的指南针，它建立在公司价值观之上，清晰阐明了公司在人员调整过程中遵守的承诺和优先顺序。思想体系要帮助管理者回答以下问题：

•  我们认为雇员为业务成功提供的价值是什么？

•  我们对员工敬业度、忠诚度、灵活性和适应及成长能力的期待是什么？

•  公司对员工贡献的公平回报是什么？

•  员工如何帮助我们完善和执行人员调整？

举例来说，法国轮胎制造商米其林公司的思想体系包括：招聘时要看到员工潜力，而不是仅仅针对某个职位的要求招聘。劳工关系政策中，公司承诺关注员工长期发展。每位员工都配有一位职业规划经理，监督员工发展，确保与米其林需求相一致。

公司还有定义明确的人员调整和重组方式。米其林在2013年的劳工关系政策中这样描述：

为确保全球竞争力，公司在某些条件下不可避免地需要重组。重组尽可能在公司运营状况尚好时进行，确保有足够资源可供调配，以缓解变动造成的社会后果。任何可能情况下，公司都要邀请相关员工和员工代表，共同寻找或参与讨论恢复竞争力、减少生产力过剩的方法，必要时可能需要叫停某项活动或撤掉某个工厂。如公司必须重组，须尽早宣布，并按照和员工代表协商好的程序执行。公司要为计划涉及的员工提供必要的支持，确保员工找到在生活水平、稳定性、家庭生活和自尊方面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2011年诺基亚考虑大规模裁员的时候，高管用四个核心价值阐明思想体系：

1.我们将承担带动当地经济的责任，在支持过去和现有员工方面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2.我们将承担社会活动家角色，在最重要的关键领域，以品牌、专业知识和资源支持该项目。

3.在项目设计和运营方面，让有关各方参与。

4.我们将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开诚布公地沟通，包括员工、工会、政府、本地利益相关方。即使在我们还不知道所有答案时，也是如此。



诚如诺基亚思想体系强调的，人员调整影响的不仅仅是员工。企业必须坦诚公开意图和计划，不应让任何利益相关方蒙在鼓里，或利用碎片信息拼凑未来可能的情况。


方法。
 有了清晰的方法论，企业可以探索除裁员外的其他方式，如果裁员不可避免，也可以尽量降低危害。为了找到合适的方法，企业要解决三个问题：

•  如何在人员调整期间不断修正计划？

•  谁负责管理和监督计划实施？

•  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指标，量化行动是否有效？

2013年，米其林CEO让-多米尼克·塞纳德（Jean-Dominique Senard）请团队成员整理公司过去十年重组经验，制定人员调整的正式流程。结果，米其林将三个规划过程——产品规划、地域规划和重组规划整合成为一个。产品规划小组预测未来5年时间的预期生产情况，地域小组找出哪些地区的产能过剩或过低，以及各工厂需要什么技术。产品和地域小组负责人共同讨论决定重组规划。举例来说，2013年10月，米其林认定公司布达佩斯工厂的卡车轮胎产能过剩，决定到2015年6月关闭该厂。由于决定较早，团队有时间认真计划关停目标，同时找到减少对员工影响的方法（稍后我们会讨论这点）。

米其林建立了问责体系，清晰说明每项事务的负责人。由CEO带领的公司主管委员会，负责监管全球人员调整。由于超过50%的米其林工厂和多数裁员都发生在欧洲，公司成立了欧洲重组委员会，支持主管委员会。该委员会确定哪些工厂要关闭，哪些需要裁员，直接监督整个欧洲地区的重组。最后一点，米其林为计划涉及的每间工厂都成立了委员会，成员包括负责执行重组计划的地区和所在国高管。另外，两位总部高管——重组总监和产品规划总监负责协调整个流程。

和其他优秀战略一样，有效的人员调整战略必须有能够量化的成功目标，例如霍尼韦尔(Honeywell)公司。2001年经济萧条期间，在戴夫·科特（Dave Cote）成为CEO之前，公司裁掉2.5万名员工，接近总数的20%。2000年到2002年间，销售额降低了11%。2008年经济衰退开始后，公司觉得还需要进一步裁员，科特设立了两个目标：提高霍尼韦尔在2001年萧条期间的不良表现，在经济复苏到来时，让公司处于比竞争者更有利的地位。

为量化第一个目标，科特决定对比两次萧条期间公司的销售额、净收益和自由现金流数字。结果，以上三项指标获得了大幅度提升。2009年，霍尼韦尔的销售额比2002年高39%，自由现金流高94%，净收益高出6倍多。为了检测第二项目标的进展，即相对竞争对手表现，金融数据提供商找出了两组指标：2007年-2008年萧条峰值期间，到2011年运营收入占比的变化，以及2012年的股票总收益。霍尼韦尔是运营利润率增长1.8%，成为后衰退时期增长最高的公司（其他公司的数字是-4.5%到+1%）。同时，该公司在2012年三年总股票收益上达到75.28，也是最高的，比最接近的竞争对手高出50%，超过最差竞争对手4倍多。

不同经济条件下的不同选择。人员调整战略应当估计到三种不同情况：健康的现状、短期经济动荡以及不确定的未来。

健康的现状。针对近期工作，高管应当谨慎招聘，使用严格的绩效指标，构建能顺利渡过人员调整的强大组织。招聘方面采用精益方式，能让企业避免在增长期过度招人，萧条期又不得不裁员的两极状况。

2002年，在科特开始变革前，霍尼韦尔的招聘政策是在效益好的时候自由招聘，萧条期裁员。科特认为，2001年大幅度的人员缩减震荡太大，于是决定开始控制招聘。高管如果想招人，必须证明新进人员能够对新产品或市场发展做出怎样的贡献，如果无法证明，就要从其他地方省出经费用于招聘。

管理者往往用裁员做幌子，避开关于绩效的艰难谈话。很多公司一般以年度为单位，采用末尾淘汰制，淘汰表现较差的员工。但是更有建设性的做法是，采用有意义的绩效评估和员工发展计划，培养高绩效员工。美国林肯电器（Lincoln Electric）是一家电弧焊产品及耗材制造商，总部位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该公司自1958年在美国成立以来，没有过裁员。部分原因是员工一直以高质量和高效率著名，因为公司绩效标准高，评估流程严格。每年在5个领域评估员工两次。部门间的绩效竞争非常激烈，绩效评分和指标制的薪酬体系挂钩。公司末位10%的员工会收到绩效提高计划，如果还是没有起色，最终会被解雇。

短期动荡。有经验的管理者需要削减成本时，会找到除裁员外的很多方式，毕竟裁员破坏性很大。霍尼韦尔、林肯电器和日本人力资源及广告媒体巨头Recruit Holdings采用的三种方法，证明在衰退期间，有创造力管理层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

大萧条时期，科特在霍尼韦尔采用休假政策，取代了裁员。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工作时，科特经历了三次衰退期，已经可以凭直觉感应到商业周期的尾声。经济开始出现衰退迹象的前两年，科特就开始收紧招聘。衰退开始时，霍尼韦尔给员工放了1-5周假，根据当地劳动法规定，有的无薪，有的拿部分薪水。汤姆·斯塔尼（Tom Starner）在《人力资源主管》（Human Resource）这本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公司财务部预计，这次休假相当于帮助霍尼韦尔保住了2万个工作岗位。

科特在2013年为HBR撰写的文章中写道，“我从未听管理层讨论过，他们在衰退期做的决定将如何影响复苏期的绩效……我反复重申，复苏期会到来的，我们要为其做好准备。”休假让霍尼韦尔保住了需求反弹时所需的人力资源，也让公司在衰退期保持盈利状态，在复苏期开始后5年内实现了强劲增长。

2000年，Recruit Holdings研发出“职业视野”（Career View），通过这一创新系统，公司招聘到很多并非传统背景的员工，比如三年合同工。该系统帮助公司实现了两个目标：拓展日本主要城市以外的市场，提高员工灵活性。由于日本公司有不裁员的传统，这件事堪称壮举。该项目针对教育程度不高、工作经验不足、难以在日本大型企业找到工作的农村劳动力，雇用他们担任家乡附近办公室的销售代表。加入公司六个月后，这些合同工会和职业咨询师讨论自己的目标。他们还会接到非常详细的绩效评估，阐明他们已经掌握的技术，和想在其他公司获得下份工作所需的技术，以及如何弥补两者间的差距。通过“职业视野”招聘到的员工，90%在三年固定合同结束后，都能找到另一份工作。而Recruit也凭借这种方法拓展了区域市场，并根据经济周期趋势调整销售人员的数量。

林肯电器免于裁员的原因，是它要求员工接受灵活任务制。在市场需求增加时，员工要准备好加班，他们知道在需求降低时，工作时间会减少。此外，在衰退期，他们可以被分配到任何其他岗位工作，包括薪酬更低的职位。大萧条期间订单数量降低时，林肯电器将一部分工厂员工转去做销售员。这些雇员加深了对公司的理解，顾客从中受益，因为工人对公司产品的知识更加全面。此外，在经济低迷期，公司管理者会主动将工作重点转向那些经济繁荣期他们无暇顾及的项目，例如质量改进项目、降低废品率项目、研发项目、维修任务等，这些都是因为在需求降低期间，技术人员有更多时间可以为其提供支持。


不确定的未来。
 市场变化、新技术发展、新的竞争都要求企业进行重大重组。在考虑裁员前，公司应该先看看是否能从AT&T的变革中学到经验。

以米其林为代表的企业，将人员调整看作劳动力战略的一部分，伯特兰·巴拉瑞（Bertrand Ballarin）2003年加入该公司时，最初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管理法国布尔日一家即将被关闭的工厂。他将经理和工会代表都召集起来，解释了当前情况，给他们一年时间，制定挽救工厂的计划。团队分析了其他米其林工厂生产飞机轮胎的情况，以及该工厂三条生产线的其中一条，最后得出结论，布尔日的设施更优良，工业流程更符合飞机轮胎的生产要求，可以做出比其他公工厂更好的产品。团队成功证明布尔日应当专注于飞机轮胎，并建立新的研究中心，辅助产品研发。

2013年，米其林公司将布尔日的经验应用到法国另一座城市罗阿讷的工厂，该工厂也面临关停危机。2014年10月到2015年3月期间，包括来自总部的领导、工会代表、工厂经理和雇员在内的70多人，一起思考该工厂的整改方案。米其林决定不关闭该工厂，也不裁员，而是投资8000万欧元，在这里打造一条新的优质轮胎生产线。人员根据需要，自动从850人降至720人。过去是4支团队从周一工作到周六中午，现在工厂重组为5支团队，一周七天连续运营，所有员工每年多工作六天。这些改变让工厂得以根据市场状况调整产能，浮动范围不超过正负12%。此外，米其林开展200万欧元的项目，致力于改进管理质量和工厂员工工作-生活平衡，这些是在变革战略规划过程中浮现的问题。

但是，有些情况下，企业无法变革，或者变革本身引发裁员。这时，企业要确保员工得到公平对待。这并非仅仅出于道德。达塔发现，如果员工认为裁员过程公平，而且是出于战略原因而非缩减成本，企业在裁员后的财务表现会更好。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2011年诺基亚的裁员，高管意识到公司需要再次重组后，时任主席的约尔马·奥利拉（JormaOllila）决定不能再犯波鸿的错误。为此，几位高管成立了“诺基亚桥梁计划”Nokia's Bridge Program，确保尽可能多的雇员在被裁掉时能有很多新机会。诺基亚在13个发生裁员的国家成立了“桥梁中心”，该项目为员工提供了五种路径：


1.在诺基亚找其他工作。
 为了避免徇私，公司成立选拔委员会决定保留哪些员工，没有让本地管理者参与。


2.在其他公司找工作。
 该中心提供转职就业服务，包括职业教练、简历指导、招聘会和社交活动。


3.自己创业。
 个人或者团队可以提交商业计划书，最高能赢得2.5万欧元奖金。员工有两个月时间准备计划，还会得到诸如教练和指导、关系网推荐、培训等支持。诺基亚和成立的新公司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4.学习新技术。
 诺基亚在很多领域为员工提供管理和贸易职业学校课程奖学金，包括酒店管理、美容、建筑工程以及消防。


5.寻找新职业。
 公司会为有个人目标，例如想做义工的员工提供财务支持。

诺基亚在“桥梁项目”上花了5000万欧元，相当于每位员工2800欧元。仅占2011年-2013年重组总费用13.5亿欧元的4%。项目结果是，60%的受影响员工在离职当天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芬兰“桥梁项目”参与者中，85%对项目感到满意，67%的全球雇员对项目感到满意。裁掉和留下的员工在整个重组期间保持甚至提高了质量水平。计划内被裁员工实现了34亿欧元的新产品收入，占新产品销售额1/3，维持了以往水平。在整个重组期间，公司各部门员工参与度保持稳定。不同于波鸿当年的情况，在裁员的13个国家，没有发生任何形式的劳工抗议。大家都认为诺基亚确实找到了更好的人员调整方式。

2017年，诺基亚将设备和服务业务出让给微软三年后，诺基亚采用了桥梁项目的2.0版本，进行了最近的重组。微软芬兰公司推出了类似项目。芬兰政府甚至受桥梁项目启发，整合了其中的精华，制定相关法律，规定裁员公司必须为受影响的员工提供哪些服务。




在变幻莫测
 的经济形势面前，企业最大的问题之一是，现有员工能否帮其渡过成功所必须经历的人员调整。尽管企业往往更看重公司短期财务结果，而非员工长期福利，但员工才是让企业得以交付产品和服务的根脉，没有他们就没有股东收益可言。米其林和诺基亚的案例告诉我们，公司应该相信，即使在已知失业的情况下，员工仍然能表现良好。对企业来说，慎重规划人员调整，不要下意识选择裁员，是在技术变革和竞争加剧的时代，渡过大变迁的更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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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族群在职场不愿分享私人生活情况。这是所有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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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与不同种族背景的同事建立关系可能很困难。在与自己属性一致的团体中表现真实自我、展现个人生活、建立社会关系，比存在多样性的团体里更容易。不愿敞开自我的员工不容易建立更深的关系，但深切的关系能够提升工作效率和满意度。




解决方案


组织意识到这个问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将社交活动结构化，如组织破冰游戏，可以减少员工自行聊天带来的压力。领导者要确立一种学习的心态，让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成为了解新事物的契机。导师制也对感到自己在组织中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很有帮助。






马
 库斯（化名）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一家顶尖的国际银行工作，那时他相信实打实的业绩数据就能带来成功。“确保最高的收益，带来最多的客户，保持谦卑，完成工作。”他回想自己当时的做法。几年以来马库斯都是这样做的，谈下复杂的订单，表现堪称模范，一再获得奖励。然而，尽管他的绩效在团队里名列前茅，他却始终未获晋升。一天，他鼓起勇气问上司原因，对方告诉他，“你的工作十分出色，问题在于，合伙人觉得并不真正了解你。”马库斯承认，的确如此。“我对袒露自我怀有恐惧。”他说。于是马库斯开始努力克服这种恐惧。他寻找与合伙人共进晚餐以及进行其他社交活动的机会，寻找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比如孩子、大学里的体育运动、梦幻体育游戏（fantasy sports）和新开的餐馆。他开始在公司以外更坦率地谈论起自己的生活，这是建立关系的钥匙。“之后情况就开始有所改善。”他说。如今马库斯已经是一名管理合伙人。

这一系列事件中，马库斯作为非裔美国人的身份看似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不过根据我们的经验（有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身份是他难以在工作中“敞开心扉”的一大原因。像马库斯一样，其他许多少数族群成员也并不了解，与同事之间的亲近程度可能会影响自己的职业流动性。但即使明白这一点，跟种族不同的同事建立关系也颇为艰难。与少数族群难以完全适应企业文化的问题相比，这个问题显得微不足道。然而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向别人敞开自我，需要信赖和承担风险，如果不这样做，员工就难以建立更深的关系，而职场中的深厚关系可以提升双方的工作表现和满意度。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非裔美国人，但职场中所有少数族群，包括在职母亲、以年轻人为主的初创公司里的年长员工，以及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氛围浓厚的组织中政治观点保守、因此感到格格不入的人，面临的环境适应及职业发展问题都具有共性。

数十年积累的研究证明，相似产生吸引，亦即同质性。我们的研究关注其中一个具体的方面：在与自己属性相似的团体中表现真实自我、展现个人生活、建立社会关系，比存在多样性（如成员种族背景不同）的团体里更容易。当下公司追求多样性，因此这一点十分重要，不可轻忽。聘用少数族群成员作为员工，无法保证这些人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自如地建立职业进阶所必需的关系。企业虽然已经投资开展导师和担保人项目，但要让种族背景不同的员工建立良好的关系，还需要额外的努力。



社交活动可能造成压力

工作以外的社交活动，是与同事建立关系的重要途径。我们的研究覆盖了300多名种族背景不同的员工，其中一半是各行业的公司全职员工，一半是MBA学生，调查他们参与这类活动的情况。受试者表示，他们参与的工作相关的社交活动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公司正式活动，如节日聚会、公司野餐、外出组织体育活动等等，一般由人力部门组织，面向全体员工；二是小团体的非正式聚会，如欢乐时光小酌、为新生婴儿开庆祝宴会、共进晚餐等；三是职业发展活动，如社区服务、团建和技能培训讲座。在这三类里，下班后临时决定去喝酒比其他活动普遍得多。

问题并不在于少数族群员工不参与这类活动。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发现，少数族群参加活动的比例与其他群体相若。然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与其他族群相比，少数族群参加活动更多的是出于义务，或担心不参加对工作产生不利影响。之前一项研究表明，这类社交活动可以增强人们的亲近感，我们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还发现一项重要的差异：不论种族，本身就不甚热衷此类活动的人参与之后并不会感到与同事增强了联系。

这类聚会无法帮助少数族群与同事增强联系的一个原因是，来自不同种族的人很难开始闲聊。“在这种社交场合我应该说点什么？”一位黑人女性高管问，“我经常不明白他们在聊什么，怎么加入对话？他们讨论的电视节目和体育比赛我都不看。”少数族群员工表示，聊天内容转向职场八卦的时候，他们就会退缩，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涉及背后议论、抱怨上司的交流所必需的信赖关系。一位黑人高管说：“我觉得分享那种以后可能会被用来攻击我的内容很不安全。”我们采访的许多少数族群员工表示，由于在社交活动中很难聊天，他们会故意迟到早退，只是去露个脸而已。

第二组研究旨在理解阻碍少数族群自我袒露的因素，我们开展调查，涵盖了300多名正在申请某高端MBA项目的非裔美国人、拉美人及其他少数族群专业人士。被问到在公司社交活动上向白人同事或非裔同事吐露个人信息的意愿时，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员工表示，向白人同事袒露自我比面对黑人同事更加别扭，在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表现中等（而非优异）时更加如此。这样的回答显示出，他们担心那些凸显自己种族的个人信息[术语叫作“身份确认信息披露”（status-confirming disclosure）]会强化他人的刻板印象，影响对自己工作表现的评价和升职。

比如非裔女性凯伦，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在同事为她举办的一次生日聚会上，一位白人同事问她：“你怎么过的生日？”凯伦回答：“我跟丈夫和几位朋友一起去了音乐会。”同事接着问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问题：“是什么音乐会呀？”凯伦去听的是柯克·富兰克林（Kirk Franklin），这位非裔美籍福音音乐歌手她的黑人朋友都很喜欢，不过她觉得白人同事肯定不熟，于是她小声回答“是你不知道的”，随后换了话题。这段对话似乎无伤大雅，但数年后凯伦清晰地想起这件事，“如果我对自己的身份、自己喜欢的音乐和喜欢去的地方感到别扭，要怎么指望同事真正欣赏原本的我？喜欢柯克·富兰克林有错吗？”



减轻压力的方案

寻求提升多样性、促进少数种族人群事业发展的公司，最好能够了解这样的困境，并采取措施让各族群和谐合作。如何确保少数族群和多数族群在社交和职业两方面和谐共处？我们的研究关注的是理解问题的多个维度。参考其他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几个应对方案。


结构化。
 首先，要认识到结构化如何缓解自由社交造成的不快。在普通的鸡尾酒会上，人们不管来自哪个种族，都在努力摸索，自我介绍，挑选适当的交谈时机、方式和对象。可以想想别的社交方式。一些公司利用设立了规则和目标的正式破冰游戏，减少了人们自行摸索的困扰，好比结构化的速配活动可以减轻在短时间内与数人相亲的压力。如果聚会规模较小，可以让一位领导者介绍大家，突出每个人的专长。如果规模较大，可以组队竞赛，提供一种愉快的体验——不只是给少数族群，还要给每一个觉得跟不熟的同事社交很有压力的人。记住，无论团队成员组成如何多样，大家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工作。这意味着庆功和强调集体合作的活动可以帮助团队成员更轻松地建立联系。

这个方法也可以运用在办公室里管理者讨论员工表现的会议。讨论员工表现时，最好派一个人留意有关社交（而非工作表现）的主观评价。对于工作表现的评价应当具体叙述事件，围绕与工作相关的行为展开。如果评价偏离到了个人性格，或者语焉不详，那么就往往带有文化臆断的色彩（典型例子如“马库斯就是不合适”“我们感觉不了解他”）。可以肯定，根据社交行为批评工作表现，这种批评可能不完全是错的，但通常没有个体差异，毫无根据，是对于由于差异感而不愿参加同事聚会的少数族群的一种惩罚。提前指定一个人在出现这种评论时喊停，可以让管理层的讨论集中在最重要的工作表现层面。


学习。
 多样性研究表明，采用学习导向会带来好处：组织和个人都会从差异中受益。虽然导向通常在组织层面由领导者负责设计和推进，但个人也可以从中学习一些措辞和行为方式。比如，不要问“昨晚的《摩登家庭》看了吗”，这个问题会让看不同电视节目的人处于不利地位，试试这样问：“最近都没有好看的节目了，我想找点新的东西来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节目？”这种说法认可了每个人的选择，减少了对方觉得自己的回答会被评判的感觉，也不会让人觉得主流文化一家独大。这样开放的、表达好奇的问题表明，与众不同会让一个人更有价值——这正是学习导向的本质。

在采取这种方式的组织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更愿意敞开心扉。这时少数族群会考虑以分享身份证伪（status-disconfirming）的兴趣爱好的方式进行自我暴露，这样有助于他们与别人建立联系。举例来说，如果聊起音乐，喜欢歌剧或交响乐的非裔美国人可能会说出自己的喜好，因为这与种族刻板印象相悖。当然，我们不建议说谎，不过要注意选择能够建立联系的信息。久而久之，学习导向催生出包容性的组织文化，非裔美国人也可以同样坦然地吐露带有身份确认性质的信息，比如喜欢柯克·富兰克林。


导师制。
 组织应当认识到，种族差异可能是难以轻易消除的社交阻碍。可以考虑建立非正式的导师体系，让更有经验的员工帮助新员工，尤其是感到自己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员工，与其他人社交。指派导师可以帮助少数族群员工铺平道路，建立起跨越差异的联系。导师还应当提供反馈。马库斯的上司告诉他难以升职的原因是他缺乏社会联系，这是要承担风险的；将之作为有经验的管理者应负的一部分职责，以及反馈中可以接受的一环，这一步就会变得相对温和。

所有人都应当宽容对待彼此，理解这类活动的挑战性，并对他人采取疑罪从无的态度。我们描述的社交行为不容易熟练掌握（不管是同一族群内部还是跨种族），甚至只是讨论种族差异问题都令人不自在。自我暴露应当谨慎，我们都经历过“过度分析”和“说得太多”。鼓励分享应慎重，为员工提供支持，并关注初期小小的成功。




对种族差异视而不见，
 不是应对职场种族差异的有效策略。我们的研究表明，正视并重视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挑战，对建立良好关系大有助益。要合作愉快，员工不必做“好朋友”，但与同事交好可以提升工作满意度，提高团队工作效率。围绕工作本身建立的关系很有力，对于不同种族的合作双方更是如此。不过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需要彼此袒露个人生活才能加深关系。为此，员工必须有意跨出安全区，与不同的人建立联系。这件事情似乎有风险，但值得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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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大变革：

由三支柱模式到钻石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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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HR战略转型的重要工具——三支柱模式，并没有让HR成为战略级合作伙伴。本文从企业全员、业务单元和CEO三个视角，提出了钻石型模式，帮助HR系统性地研究人和组织的重大问题，推动落实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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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作为本应推动HR战略转型的重要工具，三支柱模式的出现已有20多年。但很多企业即使完成了三支柱模式的转换，也并没有解决HR面临的尴尬局面，HR仍然无法成为战略级合作伙伴。其背后的原因何在？是否存在其他的组织结构选择？




原因


三支柱模式在现实应用中存在HRCOE服务对象不清晰、战略职责未有效发挥，对人和组织问题的分析视角不全面，工作重心向业务单元偏移等问题，所以无法为组织提供明确的、战略级的支持，充分发挥HR的价值。因此需要对三支柱进行全面升级。




解决方案


本文提出重新搭建HR组织结构，通过从企业全员、业务单元和CEO三个视角，搭建1-O（CHO）、2-C（HRSRC、HRSSC）、3-P（HRAP、HRBP、HRCP）的钻石型模式，其视角更为全面、服务对象更为明确、职责更为清晰，帮助HR系统性地研究人和组织的重大问题，并推动落实解决方案，从而保障HR能够真正发挥战略价值。






作
 为一位在人力资源（HR）领域深耕了20多年的管理实践者，我既在大型跨国公司工作过，也在大型国内企业工作过，它们所在的国家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体制和管理文化也不同，我亲身经历了过去20多年HR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变迁。特别是三年来，当我担任CEO后，开始从更高的层面，即站在组织全局的高度，重新审视企业HR工作的价值，我有了一些全新的认识和思考。

关于HR如何实现战略转型，我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7年10月刊上发表的《HR战略转型新路径：iPODAR》一文中，已明确提出：战略HR管理需要以执行性/运营性工作（implementation）为基础，关注关键人才决策（People）和打造组织环境（Organization）。在工作方法上通过系统调研，进行清晰区分（Differentiation），采取坚决快速的行动（Action），最终达成组织公认的，具有战略影响意义的结果（Result），即iPODAR路径。

既然目标是成为战略级HR，路径也已经确定，那么需要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来支撑呢？iPODAR是对HR战略价值的重新定义，HR的工作重心和职责内容应当进行重新梳理，企业HR也应当构建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组织结构，而目前通常的HR三支柱模式无法提供有效的支持和保障，因此我认为，随着时代和组织的变化，产生于20多年前的三支柱模式也到了需要重新思考和全面升级的时候了。



三支柱的功与过

三支柱模式出现后，为HR组织设计提供了指引，服务了很多企业。HRBP（HR Business Partner，人力资源业务伙伴）、HRCOE（HR Center of Expertise/HR Center of Excellence，人力资源专家中心）、HRSSC（HR Shared Services Center，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是伴随着HR部门职能细化和升级而出现的，三者共同组成了现代HR管理组织体系内的“三驾马车”。然而在现实中我们发现，从服务对象是否清晰的角度，“三驾马车”之间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甚至阻碍了HR战略价值的发挥。

HRBP因为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使得他们能够全力满足业务单元（BU）的具体需求，而HRCOE和HRSSC也很大程度上偏重服务于HRBP，这使整个HR团队疲于应对BU“下达的任务”，HRBP成了三支柱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公司的HR工作围绕着分散的BU开展，而缺少从全员和组织层面的整体考量。BU与公司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但公司不是BU的简单加总，作为局部的BU做强不意味着公司整体能够做强，仅仅站在BU层面考虑BU的发展，很可能会导致整个公司内部资源争夺加剧，战略发展方向偏离，甚至组织畸形发展。韦尔奇接手通用电气（GE）时有150多个部门，这些部门大多只注重内部成长，而不管市场上的变化，财务表现虽然很稳定，但却不突出。韦尔奇站在整个GE长远发展角度，实施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将原来的上百个业务部门缩减为13个，用业绩稳定的电视机业务事业部换取了有更大增长空间的汤姆逊医疗事业部，整体协同发展，从而成就了包括GE医疗在内的多个全球数一数二的业务单元，重建了这家全球顶尖的企业。

现实中，大部分企业的HRCOE自身定义模糊，服务对象不清晰，没能站在更高层面对组织深层次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常常陷入为服务于HRBP而开展的各种基础政策研究和制度修订等具体工作中，HRCOE的战略职责未能有效发挥，本应有的对组织和员工的战略价值被忽略了。HR部门整体价值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CHO的个人认知、视野、能力等，但由于CHO往往忙于日常管理、协调等方面的工作，或因个人认知、视野、能力限制不能及时关注组织和全员面临的问题，这就会导致没有人站在组织的高度和全员的角度考虑问题，HR没有为CEO定期提供战略层面的专业性系统报告，无法帮助CEO得到组织宏观的图景，全员的需求很难被听到。

所以，越来越多的公司即使完成了三支柱模式的转换，却依然没有将HR推向组织战略层面，未能成功实现HR管理的真正战略转型，CHO也无法发挥战略合作伙伴的价值。



三视角与三角色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HR组织结构能够全面地支撑企业的HR管理，并帮助HR达到战略级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组织结构逐渐趋于扁平化，敏捷管理的要求日益凸显，企业越来越关注个体的激活和每一位组织成员的创造力所带来的价值，因而，HR除了要站在BU的角度思考问题满足需求，还要了解不同员工所面临的痛点和问题，倾听全员的声音，关注全员的期盼，因此HR需要有全员视角。此外，更为重要的，HR要实现战略价值最根本的是站在整个组织的角度思考问题，满足组织需求，而CEO考虑的是组织整体发展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在大多数组织中CEO的视角即组织的视角，因而HR还需要有CEO视角。所以，我认为HR须有三个视角——全员视角、BU视角、CEO视角。

HR在BU视角下有专门为BU服务的角色——HRBP，那么在全员视角和CEO视角下同样需要有明确的专门为全体员工和CEO服务的角色——HRAP（HR Across-the-board Partner，人力资源全员伙伴）和HRCP（HR Chief Partner，人力资源组织伙伴）。由此，形成与HR三视角对应的、具有明确服务对象的、完整的HR三角色——HRAP、HRBP、HRCP。

HRAP解决全员视角下HR应做的事情，成为全体员工的咨询顾问，同时研究并推动创造员工想干、能干的环境。事业伟大、财务回报、职业前景、内心感受这些奠定“想干”的环境，治理体系和管理体系决定“能干”的环境。HRAP的关注点应覆盖到全员，做到从高管到基层员工、从前台业务员工到中后台职能员工的分层分类关注，能够“听见”来自所有员工的声音。

在目前没有专门HRAP的管理模式下，对全员的关注通常只定位于传统的员工关系职能上，高度、角度、力度方面往往不够。比如对员工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员工关怀、满意度调查、团建活动等方面，甚至偏“娱乐化”“福利化”，很难触及全员是否真的“想干”“能干”，往往在HR部门工作中处于弱势与执行地位。

更重要的是，员工关系关注的对象往往集中在中层和基层员工，而不太考虑高管，忽视了高管的想法和感受。而真正意义上的全员应该是从基层员工到高管团队（EMT，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因为高管团队是否“想干”“能干”对于企业来说十分重要。恰恰这一部分是员工关系工作的空白地带，因此很难引起战略级的重视，推动力、影响力和贡献度都不够。

HRCP即人力资源组织伙伴，是HR的总参谋长，思考CEO视角下HR应做的事情，真正站在组织的高度研究CEO关心的问题。那么CEO们关心哪些问题呢？最核心的是组织绩效的提高，包括“为何做”，即愿景（Vision）；“做什么”，即业务战略（Business Strategy）；“谁去做”，即人才战略（People Strategy）；“做没做”，即执行与结果（Execution & Results）。具体到HR应考虑的问题，举例如下：

•  公司符合时代趋势吗？

•  公司离伟大的目标越来越近，还是渐行渐远？

•  业务方向对吗？业务组合合理吗？

•  某项业务真的越来越好，还是愈来愈差？

•  我们的组织能力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

•  核心管理人员谁行，谁不行？谁该上，谁该下？

•  权限分配合理吗？谁过大，谁过小？

•  公司流程“堵点”在哪里？

•  有没有隐藏的“风险点”在累积？

•  我们终将“超越”还是“输给”与同行业地位类似的企业？

这些都是CEO关心的事，涉及人和组织，也正是HRCP需要研究的范围。大部分的HR没有成为组织的战略伙伴，往往是因为没有从CEO的视角考虑问题，自然也就无法与CEO“同频”。少数HR关注到这些问题，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组织结构支持，使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主要取决于个人的能力水平，或者疲于应对日常工作，而导致无法进行系统性、周期性的研究，进而无法为CEO提供战略级的支持。

综上，HRAP、HRCP和HRBP同样十分必要，需要单独设立出来，并明确各自的工作职责，为其提供有效的组织保障，使其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进而保证全员视角、BU视角、CEO视角的问题都有专人研究并推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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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支柱模式到钻石型模式

为了完成HR战略级转型的内在需求，HR组织结构需要重新设计。在现行的三支柱模式下，HRBP独大，越来越多的企业HR都在以HRBP为中心，忽视了HRCOE和HRSSC，特别是其中HRAP和HRCP应有的角色，也缺乏CHO的统领。三支柱面临着“支不住”的困境，所以，需要视角更为全面、服务对象更为明确、职责更为清晰的“钻石型模式”。

因此，我明确提出拆分HRCOE，改变三支柱模式，建立HR钻石型模式。原三支柱模式中HRCOE应关注全员和组织的职责由HRAP和HRCP承担，HRAP、HRCP成为独立角色，并有明确的服务对象，其职责成为规定动作，同时，就HRCOE中研究分析职责新成立HRSRC（HR Shared Research Center，人力资源共享研究中心）这样实现“职责归位”，有效解决HRCOE服务对象模糊，对组织和员工战略价值被忽视、原有职责不能充分发挥的问题。HRBP和HRSSC保持不变。CHO统领全局，HRAP、HRBP、HRCP、HRSRC、HRSSC五个角色相互链接配合，其中1-O（CHO）是HR的领导核心，2-C（HRSRC与HRSSC）是HR内部的基础平台，而3-P（HRAP、HRBP、HRCP）则是HR的外部输出与输入端口。

HRAP站在全员的角度，服务全员，是员工和组织环境的感应器。主要负责全员激活度管理和组织竞争力诊断。考虑如何建设让员工想干、能干的组织环境，提升组织竞争力、活力和创造力的问题，聚焦在倾听全员声音，捕捉组织杂音，并通过对组织一线的反馈分析诊断出组织深层次问题，并将问题清晰呈现，引起关注，力求解决。

HRBP站在BU Head的角度，服务BU，根据业务需要找到业务发展关键人才，通过HR手段帮助业务团队提升专业素质和能力，同时在BU层面落实HR制度、流程、方案。与三支柱模式不同的是，新的HRBP不再是纯服务、工作内容随机的被动“接单”角色，而是应当进入BU决策层，主动思考并推动解决BU的关键人才“谁上谁下”和组织环境的问题，支持BU的发展和战略的实现。

HRCP站在CEO的角度，服务CEO，聚焦人才战略（People Strategy）以及组织问题（Organization）。一方面关注企业高层及核心岗位，帮助组织识别潜藏在优秀人队列中的“问题人”，找到顶级人才，为“谁上谁下”的问题提供重要参考意见；另一方面关注组织发展，帮助CEO梳理组织愿景、业务战略、人才战略、执行与结果等各个环节，对组织做出整体分析判断，通过系统性调研发现组织问题，形成清晰的报告及结论，提出解决建议并推动落实；此外，还关注HR各项核心工作的战略运营，对涉及HRAP、HRBP、HRSRC、HRSSC的各项重大战略性“规定动作”完成情况进行跟踪并推进。

HRSRC专注制度制定与方法标准，为人才战略、组织问题和有效区分提供充分的专业依据和政策支撑，开展政策研究和同业调研，并为招聘选拔、绩效考核、薪酬激励等工作制定标准和依据，确保全公司制度、流程、方案框架设计的一致性。

HRSSC专注运营支持，除入职管理、工资支付、社保福利、工作时间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等事务性工作外，还为组织采取其他行动达成有效结果提供相应的流程文件支持，确保全公司服务交付的一致性。

与此同时，CHO与CEO“同频”，立足组织的高度把控HR的工作方向，确立HR战略目标，明确重点工作内容；进行重要事项的内外部沟通协调，并将各角色反馈的问题和信息综合分析，下指令统筹布置各项任务；并协助CEO分析组织高层人员情况，参与重大HR决策，制定相应切实有效的行动策略。

在企业应用中，具体组织结构可以如图《钻石型模式在企业中的应用》。



三点提示

钻石型模式下的HRAP、HRBP、HRCP与HRSRC、HRSSC五个角色要求有专人对相关内容负责，这样便解决前文提到角色设定的职责没能有效发挥的问题。五个模块单独设置，将有助于HR从不同的角度站在组织的高度解决组织的问题。在钻石型模式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有三点内容需要特别注意：


1.HRCP不等于HR Head。
 HRCP研究组织整体的问题，HR Head（HR负责人）也站在组织的高度纵览全局，但值得注意的是，HRCP并不等于HR Head。在实际工作中，HR Head面临多种复杂情况，需处理来自上级、下级和平行部门的各类信息，解决相应问题。这导致HR Head的工作时间和精力被大量的沟通协调所占用，而留给组织问题的整体分析和研究将相对有限。因此，HRCP需辅助HR Head对人与组织的问题进行研究，纵观全局，综合分析各业务模块之间的关系，以及业务模块与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对队伍建设、组织建设、文化建设等重大长远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及时为HR Head提供智慧输出，成为HR Head的“参谋长”。


2.中小企业需要专人但未必全职。
 三支柱模式下的HR部门仅设三个角色，而钻石型模式中的五个角色均需专人负责，是否会带来人员编制和人工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来说，是否会为企业增加成本？答案是否定的。

钻石型模式为HR管理提供更为有效的管理模式，旨在通过结构和视角上的改变，而非人数上的增加，使企业HR各项功能更加全面细化，它要求有专人对全体人员、对业务单元、对组织整体负责，同时要求有专人进行政策研究，提供服务支持，这些职能要求即便对中小企业也是一样。只是并非需要每个角色都设置至少一个人员编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设专人兼岗，即一名HR工作者担任多项角色，但需保证各角色所包含的工作内容均有相应的责任人予以完成。至于HRAP、HRBP、HRCP与HRSRC、HRSSC五个角色中具体哪几个角色可以组合兼任，需根据组织发展阶段及相应人员的能力素质决定。


3.HRAP和HRCP的能力素质要求。
 与HR以往的“接单”角色不同，钻石型模式要求HR增加“下单”角色，因为没有“下单”就不可能成为战略级HR，即站在组织的高度主动发起流程，锁定重大问题，形成解决方案，这就要求HRAP和HRCP在实际工作中应具备相应的能力素质。

HRAP关注组织全员，需要发现员工内在动机和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所见即所得的浅层判断，更要进行深度解读和分析。因而要求HRAP具备足够的感知能力、信息整合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及综合判断能力，同时系统的HR专业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

HRCP站在CEO的角度关注人与组织，研究的是复杂、敏感、具有战略高度的各项问题，并涉及组织的核心层面。因而要求HRCP具备大局观和战略眼光，以及人员甄别能力、分析洞察能力和组织推动能力，此外，良好的沟通影响能力和商业敏感性也将促进其组织价值的实现。




名词解释

CHO——首席人力资源官

BU——业务单元

HRAP——人力资源全员伙伴

HRCP——人力资源组织伙伴

HRBP——人力资源业务伙伴

HRSRC——人力资源共享研究中心

HRSSC——人力资源共享服务中心

HRCOE——人力资源专家中心







HR管理从三支柱模式到钻石型模式的转变来源于企业实践的洞察和思考，但现有实践并未形成统一的结构和科学的标准，探索中的HR各角色之间均未产生清晰有效的职责划分、任务标准、素质要求以及人员配置。

在以创新为核心的时代背景下，“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员工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企业应从“以薪留人”的观念转变为“以心留人”，打造全员“想干、能干”的组织环境。与此同时，各业务单元的发展也不能忽视。但各业务单元的强大并不表示组织整体强大，在重点发展业务的同时，需要从组织的层面考虑各业务模块之间的平衡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全员、BU、CEO这三个视角缺一不可，与此相对应的HRAP、HRBP、HRCP三者皆十分必要。加之HRSRC与HRSSC支持，HR管理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钻石型模式将改变目前过于强调以HRBP为核心以及HRCOE职责不能有效发挥的状况，解决三支柱“支不住”的问题，通过CHO的统领及HRAP、HRBP、HRCP、HRSRC、HRSSC五个角色的协调配合，打破传统HR管理的困境，使HR的结构更加坚固，进而为HR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保障，使HR成为组织战略伙伴，成功实现HR的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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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新定位：

点-线-面-体的战略思维

曾鸣 | 文 李全伟 | 编辑




工业时代的战略理念已经落伍。在智能商业时代，基于网络协同的新定位理论，将成为战略思考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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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在这些年里接触过很多创业者，和他们探讨过很多创业道路上的疑惑与困扰，其中听到最多的问题，莫过于“我的公司下一步应该怎么发展”。随着这样的讨论越来越多，我逐渐意识到，在新的商业大环境之下，传统的战略理论框架已经出现了很多不适应之处。

战略最核心的是定位，这是业界的基本共识。定位最传统的理论框架由迈克尔·波特最先提出——成本领先、差异化和利基市场的竞争战略。定位成为过去30年最重要的战略思想。但是，在智能商业的时代，相对于产品在市场中的定位，一个更重要的定位需要认真考虑，这就是企业在协同网络中的定位，我把它具象地称为在“点-线-面-体”中的新定位选择。这个定位的选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整个经济正在快速向智能生态的方向演化。而一个企业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的定位，直接决定了它的发展轨迹，所以是重要的战略选择。

不妨看一个最近的例子，电商网红的代表者“雪梨”。2011年，两个女大学生课余经营的淘宝小店，以店主“雪梨”为形象代表。直至2017年，小店已经发展成400多人规模的宸帆电商公司。除了雪梨，宸帆电商还签约服务十余位网红，并运营她们的淘宝店。2016年，宸帆电商营业额已高达10亿元。

和400人、10亿元年营业额的数字对照，2010年，是知名电商企业凡客的巅峰之年。这一年，凡客被资本市场估值30亿美元，拥有1.3万名员工，30多条产品线，产品涉及服装、家电、数码、百货等全领域，当年的营业额20亿元。

短短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雪梨今日的成就，究竟做对了什么？答案就是新定位。两位创始人充分依托外部的电商、社交、生产网络等“面”，善用资源和势能，整合“面”上的各种服务商（“点”），形成了新的“线”的发展战略。同时，类似雪梨这种新型的“线”的成功，也反哺了淘宝、微博等平台，生态因而共同演化。所以，在智能商业的时代，新定位成为战略思考的核心。



点-线-面-体的定位逻辑

“生态”是智能商业的核心概念，但生态到底是什么？我认为，一个商业生态就是一个协同网络，是多元角色的复杂在线协同对于传统供应链管理的超越，是平台和多元物种的组合。在新型的生态中，有“点、线、面”三种核心角色，从而有三种战略定位可选。

不同的定位，客户价值、战略逻辑、发展轨迹都完全不一样。新的战略挑战，就是在网络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顺应生态时代的发展规律。


“面”即是平台。
 平台通过广泛连接不同的角色，使之合作协同，同时建立各种机制，促使全局利益优化。“面”的工作是帮助平台上的玩家广泛联接，享受网络效应的好处。“面”通过匹配效率的大幅提升创造价值，这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淘宝是典型的“面”。

这几年我发现很多人都想做平台赚大钱，但是平台的道路漫长又坎坷，需要全新的思路和能力。大部分人觊觎“面”的好处，却较少考虑建设“面”的能力要求。“面”的立身之本并非单一产品或服务的研发能力，也不是市面上的稀缺资源。其核心价值是网络效应和协同机制。

“面”的企业，需要协助下文所说的“线”和“点”成功，为此设计一系列机制和系统来维护玩家之间的关系和利益，这是复杂又艰巨的工程，也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不是一般的企业能驾驭的。能存活的新“面”往往需要至少四五年的坚持才能看到曙光。

“面”的确很赚钱，这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生态发展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由于网络效应的天然特性，“面”的总数必然稀少，一个大行业可能也就容纳两三个大的平台，因此“面”的定位只限于少数企业。就大部分创业者而言，更重要的思考是如何利用“面”的资源和能量，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线”是平台上的众多商家。
 对消费者来说，“面”是各种服务和产品的聚合者。用户来到淘宝，不是冲着“平台”或者“匹配效率”“协同网络”来的。用户想要的很简单，就是要找到好商品、好商家。在“面”搭建的台子上，真正提供服务的是“线”，是海量的卖家。

淘宝卖家依托于淘宝这个“面”，直接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没有卖家就没有淘宝。淘宝的工作是退后一步，让众多的“线”展现自己的东西。定位为“线”的企业的核心工作，是创造商品和服务，卖给客户。品牌商都属于“线”的范畴。“线”的兴旺取决于产品本身的竞争力，就是性价比，同样也取决于生产效率和营销能力。大部分“线”的核心工作是梳理和优化流程，包括生产、营销合作。“线”的定位和传统的B2C企业相似，但它最大的差别在于，今天的“线”是客户导向，同时一定要学会利用好“面”的价值。

“线”需要一整套全新的打法。一条“线”的战略，就是利用“面”的各种基础服务和能力，以较轻资产的方式快速发展，也就是说，一是充分利用“面”的网络效应；二是尽量利用“面”上的资源和能力，而不是自己花费巨大精力和成本重复建设；三是还要善于整合“点”带来的机会。

“面”的要求之一就是孵化众多的“点”。最早的淘宝凭借担保交易（就是现在的支付宝）和旺旺战胜易趣，成为中国电商的鼻祖。后来，淘宝这一“面”上萌生各种各样的新角色，我们统称ISV（独立服务提供商），如物流服务、模特服务、软件服务，甚至是代运营服务。这些能力由众多具体企业提供，这些角色都是淘宝这个“面”上不同的“点”。


“点”是每一位服务参与者。
 大多数创业者有平台梦。但只要了解平台所需要的资源、面临的挑战，以及承担的风险，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自己的能力和抱负不在此。好在互联网时代不需要每一个人做“面”，甚至也不用做“线”，你只要拥有足够独特的能力，在未来就可以活得很好，这就是“点”的机会所在。

只有“线”和“面”不足以构建起完整的生态，“点”也不可或缺。“面”的崛起，必然催生新的“点”，如滴滴的司机、美团的外卖配送员、知乎的知识类大V、喜马拉雅的广播播主。以淘宝为例，独立设计师、推广人员、客服、技术提供商、模特等，这些“点”为数众多，构成淘宝生态。“点”和“面”是共生共荣的关系，淘宝如今体量庞大，原因是众多的“点”在淘宝上获利颇丰。一浪接一浪的人在淘宝上赚到钱，就反过来推动淘宝这个“面”的发展。

有很好生意感觉的人，未必擅长大公司的运作。他们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在特定时间抓住商机，提供一个快速成长的行业最需要的能力。面对这样的创业者，我会建议：其实“点”也是一个很好的定位。“点”的战略足够简单，只需要在高速发展的“面”中发现好的“点”的机会。

千万别小看这些“点”。我依然记得2009年开始，国内的带宽提速，图片的下载速度加快，精美图片对电商销售的贡献度日趋提高，图片价值也暴涨，直接带来 “点”的机会——各种各样的模特、摄影师、摄影棚应运而生。那些年在杭州找个摄影棚极为困难，一个优秀的摄影师一年能挣几百万元。大概是2011年和2012年，淘宝排名前十几位的模特都能有几百万元的年收入，其中有一个独立模特的年收入甚至超过了几千万元。

“点”的机会虽大，但这样的定位考验创业者的眼光，需要把握时机。同时因壁垒并不高，挑战也大，如淘宝模特，好景不长。2013年的模特市场已明显衰落，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杭州做模特能挣钱，纷纷涌入模特圈，这个“点”的机会不再。大部分“点”的机会稍纵即逝，只有第一时间跳进去的人才赚得到第一桶金。

所以在今天快速发展的商业环境下，即使是小微的生意，对未来的判断依然至关重要。唯有洞见未来，才能把握当下。


“体”是由“面”扩张融合而生。
 “面”是“体”的最根本组成要素，在“面”的扩张过程中，如果有足够强大的基础，也许还会衍生出其他的“面”，进而形成一个日趋完善的“体”。以淘宝为例。因为支付和信用是淘宝市场的根基，淘宝孵化了支付宝。但支付宝也逐步走出了淘宝，变成了一个独立第三方的支付平台，并逐渐演化成蚂蚁金服。蚂蚁金服发展出多种创新普惠的金融服务，形成了另外一张新的“面”。云计算也如此，它的起步是支撑所有淘宝卖家的电商云，然后逐步衍生出其他的创新服务。这些“面”互相交错融合，推动中国经济升级换代，形成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新型经济体。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绝大部分企业只需要考虑“点-线-面”三个核心定位。“体”指的是类似阿里巴巴这样的经济体，它是多年演化出来的结果，企业家不可能在一开始就选择这样的定位，因此本文不再讨论“体”的定位。从“面”向“体”的演化，基本是千亿美元市值公司考虑的问题了。

现在，如果有人再来找我讨论企业下一步发展的战略问题，我会反问一句：“点-线-面-体，你的定位到底是什么？”先搞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愿望，然后决定：你是具体能力的提供者，还是产品和服务的整合者，还是市场/平台的建设者？这个问题一旦明确，后面的一系列问题便迎刃而解。

“点-线-面-体”每一个定位的背后，都有着不同的逻辑，不同的运营原则、资源调配方法，乃至竞争壁垒。最后的发展路径大不相同。所以，明确自己在未来网络化世界的定位，是决定企业发展方向的第一步。




定位是企业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在智能商业的时代，企业必须重新考虑定位，要在“点-线-面-体”中重新定位。企业这种新定位，直接决定了它的发展轨迹，是重要的战略选择。





生态系统对供应链的降维攻击

当我们对“点-线-面-体”的框架有所了解后，就能更深刻地理解互联网企业相对于传统企业的优势何在。传统的供应链在限定的角色和条件之下，注重效率的线性优化。链主往往尽其所能垂直整合上下游，以统一的标准、规格、质量等，将相关职能（即“点”）纳入其控制。“线”争取优化它所控制的所有的点。这是传统的运营方式。实际上，“线”也只能影响它控制的“点”。

而一个开放的协同网则不同，其最大的价值是网络协同所带来的网络效应。“点”可以在一个巨大的“面”上获取比传统模式下大得多的商机，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其优势远高于传统模式；同时，“线”可以按照需求随时调用“点”的服务，增加了灵活性及弹性，从而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这又进一步带动生态圈的繁荣和发展，降低所有参与方的成本。唯有这样的协同网才能随时实现全局动态优化。

协同网络对于传统的供应链是典型的降维攻击。电商网红的品牌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样的“线”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迅猛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淘宝和微博两个“面”搭建的交易和营销基础，两个“面”给网红品牌赋能。网红品牌们只需要把注意力完全聚焦于自己最擅长的能力，就是客户需求的洞察、社区的运营以及产品的开发。此外只要调动各种“点”的服务，就能够把握快速发展的机会。

这样的发展机会有多猛烈？我们回到开篇所述，电商网红“雪梨”的故事。“雪梨”是网名， 1990年出生于温州。2011年，她和大学舍友“钱夫人”，两人一起开了一家淘宝店。那时她们大学三年级。

2012年的淘宝，已经拥有成熟的流量分配与购买机制。两位大学生，不可能买流量。于是乎，雪梨去注册了微博账号，希望给消费者呈现的不仅仅是卖衣服，而且是她的搭配心得和生活方式，用她的个人品味获得粉丝的持续关注。当时服装电商网站展示商品的统一套路是，用单反相机模特棚拍，而雪梨第一个采用了手机拍照，用滤镜调色，把非常生活化的照片使用在微博和淘宝店。截至2016年年底，雪梨的新浪微博，拥有350万粉丝，淘宝店铺650万粉丝。这正是社交的“面”给“线”助力的最佳写照。

从淘宝的“面”，雪梨借力的不仅仅是担保交易。电商网红上新（淘宝用语，意为该店家新商品上架开始售卖）通常营造抢货气氛，开卖时客户流量很大，这样的洪流足以淹没小公司开发的网站，只有淘宝网能够承受。2017年3月21日10：00，雪梨的淘宝店新货开卖。一分钟，营业额突破1000万元，当天总成交5000万元。这样的销售规模依托“面”的种种能力，包括众多“点”的服务。

立足于淘宝的“面”，2017年的“双十一”，雪梨的淘宝店营业额曾单日过亿元，其母公司宸帆电子商务公司（由两位创始人的名字拼接而来）销售额破3亿元，全天售出服装件数超过160万。这样的成绩，创办几年的线下品牌难以想象。

网红品牌这样的“线”能够不断整合资源，获得今日的巨大成功，是因为智能生态新的运营规律。所谓降维攻击，就是指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新平台不断打开过去供应链的封闭结构，纳入越来越多的“点”，共同参与互动。而在升维的“面”中，由于供应、需求以指数级别增加，大幅促进而非抑制“点”的活力，整合“点”和“面”的资源的“线”的活力也从而远大于传统行业。

传统行业中，几家巨头的生产力，就决定了一个产业的整体供给和效率。巨头的封闭供应链形成了强大的结构壁垒。但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这些行业都会很快向“点线面体”的协同网络演化。




“生态”是智能商业的核心概念，但生态是什么？一个商业生态就是一个协同网络，是多元角色的复杂在线协同对于传统供应链管理的超越，是平台和多元物种的组合。





“点线面体”的共同演化

点线面体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各个角色相互依存，共同演化。整个生态系统的演化路径，四种角色之间如何协同，值得深入分析。要注意，点线面体四者共荣互利，在真正的互联网生态中缺一不可。例如，淘宝卖家充分利用了淘宝上多元的“点”所提供的种种价值，快速地整合了难以从传统供应链上获取的各种资源，更高效地提供了性价比更高的产品和服务。所以，“面”最大的价值之一是让“线”找到“点”，促成合作。这样的支撑使得“线”的效率优于传统打法。“线”凭借“点”和“面”提供的能力和支持，对传统供应链管理体系进行降维打击。

当“点”与“点”相连成“线”，“面”也逐渐繁盛。“面”一方面支撑了“点”的繁荣，并给“点”赋能，另一方面，当“面”与“面”引起化学反应时，或许也会交织成负载更多商机的“体”，其势能往往足以冲击传统行业。这正是从2013年开始，传统品牌大量关掉线下店的原因所在，这个浪潮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长在生态圈之外，传统品牌只能孤立发展，无法利用新型的“点”所提供的极具性价比的服务优势和“面”的网络效应。

未来的商业竞争，将是互联网商业体之间生态意义上的竞争。假如“面”不能提供足够丰富的基础设施，让“点”发挥最大的活力并不断创新，刺激新的“点”和“线”出现，更有活力的“面”就可能会吸引这些“点”而去，并对过去的“面”取而代之。此时，原来的“面”将慢慢萎缩，成为“新面”中的“线”和“点”，甚至烟消云散。盛大和腾讯的竞争就是个经典的案例。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竞争也是如此。



点-线-面-体的战略思维

点-线-面-体的思考框架给我们许多启示，我总结出四条指导原则。


1.对于绝大多数的点和线，选好合作的“面”是最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
 时势造英雄。选对了面，对企业发展是事半功倍。这是因为真正的对手往往不是同行，而是大时代的潮水起落。

2015年，电商网红开始走红，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百花齐放，也有不同的电商网站东抢西夺，如淘宝、蘑菇街等，都力图拉拢最有潜力的关键意见领袖（KOL）。当时，部分网红加码淘宝和微博，认为两者日后定将越走越近。事实也证明，淘宝和微博的资源和技术逐渐整合，产品和数据打通，跨平台营销越来越方便，两个平台合力营造愈发优渥的经营环境。加盟其他平台的网红品牌，早就不见了。


2.必须从新的角度思考谁是你的竞争对手，谁是你的合作伙伴。
 本质上，同类才竞争。“点”和“点”竞争，“线”和“线”竞争，“面”和“面”竞争，如淘宝、天猫和京东、腾讯的电商平台相互竞争，不是跟平台的商家竞争。“线”总希望跨“面”发展，但“线”和“面”应该是共生的合作关系。“点”更是如此。模特这个点只能在淘宝这个有海量卖家的平台上才能成长起来，在京东就没有这个角色。“线”和“面”即使出现各种关于规则和利益的摩擦，但最终是同道。


3. Access（入口）远比ownership（拥有）重要。
 在网络时代，“点线面体”的定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决定其调动资源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决定其竞争力。传统思维强调的是对重要资产，如供应链的拥有和控制。而新思维强调的是影响和调度的能力。在网络时代，越来越重要的不是你拥有多少资源，而是能调动多少资源。网红电商能发展得这么好，和他们能充分调动微博和淘宝，以及社会化的柔性供应链的资源息息相关。


4.“升维”不是自然进化，需要脱胎换骨的努力。
 很多人问，企业“升维”，从“点”发展成“线”，从“线”发展成“面”，可能吗？当然可能。但大家需要理解的是这是物种的演变，不是简单的提升，实际挑战往往比想象的大，需要战略眼光和气魄，需要众多资源的支持，也需要运气。最重要的是时机的把握，要抓住点线面体变化的关键时刻。云集的创始人肖尚略能从海量的淘宝卖家中脱颖而出，创办新型的社区电商平台，也是抓住了微信朋友圈提供的流量红利。

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看，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就是社会化协同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过程。由于联接的网络非常稀薄，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典型的“点”。各自独立发展，只有很少的协同。而到了工业时代，由于交通、运输、通信等发展，联接和沟通紧密得多了，协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大幅提升。工业时代的典型意象就是“线”，流水线、供应链、科层制都是基于信息的单向流通。而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的发展终于可以支持海量人群的多方同步沟通，大规模网络协同成为可能，经济结构逐渐向“面”和“体”演化。“点”“线”都要努力利用好“面”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网络效应，而“面”的重要价值就在于赋能“点”“线”的发展。三者相互依存的发展带来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这就是智能商业的运行规则。所以，“点线面体”即是宏观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也是网络时代战略新定位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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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领导者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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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的本质不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影响力之上。卓越领导者需要遵循如下方程式：卓越领导力=（交易领导力+魅力领导力）×战略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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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导力大师约翰H.曾格（John H. Zenger）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因果律：领导者→员工→顾客→公司利润，这个因果律提醒我们：糟糕的领导者会让员工士气低落和技能低下，从而无法为顾客提供好的服务或富有竞争力的产品，进而导致公司利润滑落，甚至陷入亏损的边缘。从另一方面讲，企业要提升公司利润和竞争力，最为源头和最为长效的方略就是持续提升管理者的领导力水准。

提升领导力水准，最难以跨越的是“从优秀到卓越”。一个原因是领导者本身容易自满，满足于优秀水平而裹足不前；另一原因，无论是培训、轮岗还是经历关键任务挑战，提升领导力的各种手段，其边际效应递减；最后，从优秀领导者到卓越领导者，需要突破的素质瓶颈并不太多，若要突破就需要完成大量高难度和高成本的修炼，这些修炼可能以经营失败为代价。

“从优秀到卓越”之间仅仅是一小步，完成跨越升级的难度却非常大。令人欣慰的是，约翰H.曾格的研究表明，一旦完成跨越升级，卓越领导者为公司创造的盈利能力是优秀领导者的近3倍。作为一名战略咨询顾问，我近距离深入观察过很多领导者，从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到诸多不知名公司的事业部总经理等等，经常和他们一起探询——曾经阻碍他们“从优秀到卓越”的障碍物是什么？在他们心目中，卓越领导者的榜样是谁？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卓越领导者？

我的研究结果是，要成为一名卓越领导者，需要遵循如下方程式开展持续修炼：卓越领导力=（交易领导力+魅力领导力）×战略领导力。



从交易领导力升级为魅力领导力

把领导和管理区分开来，是从交易领导力（transactional leadership）的概念提出开始的。交易领导力不仅仅关注任务，更关注达成任务的员工，以及员工在达成任务过程中的心理感受，要有艺术的、运用多种措施驱动员工达成任务。整个领导过程就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相互满足的交易过程。很多“领导力”课程都是教大家如何分配任务、如何设定目标、如何对员工进行绩效反馈等等，这都属于交易型领导力的范畴。很多培训公司所宣称的领导力课程，也大都集中于此，仅仅把一些通用的管理技能课程称为领导力课程。

交易领导力的前提是你手中有权力，然后如何有艺术、有策略地让员工更好地服从你。交易领导力十分强调短期绩效是否达成，不能够赋予员工工作上的意义，从而无法持续调动员工内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交易领导力还没有真正接触到领导力的本质，因为领导力的本质并不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影响力之上。在这种场景下，员工不仅仅是服从你，更是追随你。

仅仅有“交易领导力”还不行，卓越领导者还需要拥有“魅力领导力（charismatic leadership）”。正如李嘉诚所言：“做老板简单得多，你的权力主要来自你的地位。做领袖就比较复杂，你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号召……领袖领导众人，让大家主动工作；老板只懂支配众人，让别人感到渺小。”

很多领导者，无论是部门经理还是大企业家，都希望自己在下属心中是有魅力的。魅力（charisma）一词源于希腊语，所迸发的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主动的追随”。管理大师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指出，好的领导者既要疏通马桶，更要书写诗歌：领导者需要是一个有魅力的诗人，需要在烦琐的行动中寻找意义，为生命涂抹色彩。

怎样才能让领导者具有魅力呢？是诚实正直、平易近人、非凡意志、一流口才，还是仪表堂堂呢？这些都不是魅力的源泉。

研究表明，魅力领导力主要需要具备三项关键的能力：有远大愿景和理想；能让下级认同愿景，并为该理想而奋斗前行；本人对愿景和理想一以贯之，并执着追求。可见，对魅力领导者的首要要求是：要站得高、看得远，成为企业愿景的描绘者，成为企业方向的指引者，如此才能让下属有方向感。

只有让整个组织具有方向感的领导才是真正的魅力型领导，下属才愿意从简单的服从到死心塌地的追随。这就是所谓的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他们追随的可能不是领导者个人，而是他所指明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有魅力的不是你，而是你所提出的未来方向。



卓越领导力=（交易领导力+魅力领导力）×战略领导力

仅仅有魅力领导力，还是无法跨越升级为“卓越领导者”。因为魅力往往是短暂的，可能是一两年，也可能是五到十年。很多战略方向和未来愿景听起来令人热血沸腾，结果却不理想。乐视公司的创始人贾跃亭就是陷入这样的领导力悲剧，领导者的魅力指数急速下降。

交易领导力的行为技巧和魅力领导力的人格特质都是“领导力投入”，这些都是在领导力过程中你和追随者之间的互动。过往，大家对领导力关注的重心是“领导力投入”而忽视了“领导力产出”。不能产出经营结果的领导力就是无效领导力，没有功劳的苦劳，对组织的危害比较大，给组织带来的成本非常大，比如看不见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

因此，高管层在修炼交易领导力、魅力领导力之外，更需要修炼战略领导力，战略领导力关注的是“领导力产出”。这三种类型领导力之间的关系是：卓越领导者=（交易领导力+魅力领导力）×战略领导力。在诸多领导者中，战略领导者的领导力尤为重要。战略领导力的根本特征是对全局整体负责、对方向路径负责、对事业的成败负责、对持续的未来负责。

你可以很有魅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你不仅拥有智慧，也掌握了很多管理技巧，在交易领导力和魅力领导力上做得非常好，达到了9分。但是，如果大家按照你所描述的战略方向打拼前行了3年，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公司业绩平平甚至滑向破产的边缘，过程完美结果惨淡，战略领导力仅仅是负5分。因为它们之间是相乘关系，不是相加关系，那你的整体领导力水平也只能是负分。

总之，如果你仅有一个好战略，却没有充分展示魅力领导力的行为，就无法打动员工的内心，让员工奋力执行战略；如果你没有战略领导力作为引导，魅力领导力的相关能力就不会用到恰当的地方，无法盛开出绚烂的胜利果实。

很多领导者，口才一流和蔼可亲，演讲时滔滔不绝，非常富有魅力，但是如果没有创造出战略硕果，有让组织持续拥有精彩的未来，所谓的魅力将很快变成凋谢的玫瑰。很多管理者热衷于修炼交易领导力和魅力领导力，而陷入小聪明、拉团伙、虚伪和好大喜功的境地，让组织远离了绩效文化和坦诚文化。

只要能够创造出丰硕的战略果实，你偶尔的领导力缺陷也可能变成酷酷的领导力个性。此时此刻，你可以想一想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名言: 不是暴君的CEO不是好创业者。



战略是起点，领导力是过程

在《孙子兵法》一书中，我发现了全世界最早的“领导力素质模型”： 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在五大素质中，“智（智谋韬略）”为何排第一？ 这深刻说明了战略领导力的重要意义，“战略”是起点，“领导力”是过程。错误的战略起点，无法弥补完美的领导力过程。

战略领导力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六韬》中姜太公告诉周文王，要警惕“七种坏人”，其中第一种“坏人”就是“无智略权谋的人，强勇轻战，轻视战略战术的运用，侥幸取胜而立功，君王千万不要用这种人做将领”。

很多CEO和创业者经常向我抱怨人手不够、人才水平不高，手下的执行力太差。这些问题肯定存在，但是我经常提醒他们的是“公司的战略是不是出了问题”——公司有战略吗？战略清晰并充分取得共识了吗？公司的战略是一个好战略还是一个坏战略？

《孙子兵法》讲得很好，“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将帅无能，累死三军”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正如万科公司董事长郁亮所言，执行力的理念是上级推卸责任给下级很便捷的手段。

你是战略家吗？这是我在战略咨询中总问企业家或事业部总经理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每一位CEO、创业者和事业部总经理必须回答的问题：有哪些行为证明你是一位深度的战略思考者，你的战略思维有哪些，你又遵循哪些战略逻辑？

让人遗憾的是，一些人即使担任了领导职务，仍然是业务员思维；有些高级经理升为事业部总经理，仍保持“蝉”一样的远见极限。蝉从脱壳出土到上树鸣唱，只能看到3个月的时光，3个月，刚好是一个季度，这也是很多“蝉型经理人”的远见极限。也许有些经理人在一家企业已经工作17年了，但是他的视线长度还只有3个月。这种短视往往是企业经营的最大挑战和最强羁绊。



修炼战略领导力的四大转身

管理大师拉姆·查兰在其《领导梯队》一书中指出，任何人在领导梯队中，每高升一步，就越需要富有远见、谋篇布局的战略能力。在修炼战略领导力过程中，管理者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去完成以下四大转身。


转身一：从局部专才到全局通才。
 要想具备领导某项业务的能力或者开启一项创业之旅，需要从专才变成通才，要对各个职能部门都有足够的了解。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通常只能从一个个的局部开始，但决不能停留在这里，你需要“退出画面看画”，跳出“专业深井”，着眼和着力于更高层次、更富有综合性的全局。

这需要你在一定程度上忽略那些细枝末节的运营事项，把思想和时间都解放出来。战略的意义是必须把各个局部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形成整体观念，并且弄清一个个局部在全局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彼此间的联系，并有效地将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意见、资源调动整合起来，形成合力，为一定的全局服务。你需要谨记，战略的精髓，不在于分解，而在于综合。


转身二：从总结者到预见者。
 战略领导者需要有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的远见能力，见人之所未见。作为部门管理者，你不得不紧紧盯着“绩效差距”，深入到业务细节中去，去不断努力改善季度业绩指标。但是你一旦提升为公司领导者，就需要既要关注“绩效差距”，更要关注“机会差距”，你需要突破3个月的“远见极限”转而变成思考至少3年的未来。

公司领导者应该努力做到深谋远虑，想得深，看得远，面向未来预见并开展战略准备，而不只是针对过去总结经验。很多高层管理者总是以现有的条件为基础，试图成为历史的整理者，却不可能成为未来的发明者。


转身三：从分析者到决断者。
 原来你也许仅仅是一个分析者的角色，提供各种数据或报告呈交给一把手，由一把手来决断。但是，一旦晋升为公司级领导，你就需要自己做取舍、做决策，对自己的决定给出富有逻辑的解释。

事实上，在任何组织中，每天都会涌现出许多好想法，但是这些想法中几乎90%是和组织战略不一致，战略领导力要求你具有取舍的勇气和智慧：将那些与战略不一致的想法过滤掉，你需要富有“人际勇气”，同时你还不能打击大家群策群力的积极性。取舍与聪明无关，仅仅与智慧相关。

“坏战略”的一个标志就是CEO想要的太多，没有智慧和勇气去做取舍。战略的精髓是选择不做什么，只有知道要放弃什么，才能说明你有战略。同时，战略领导者必须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短时间做出艰难的决定，这就需要你不能莽撞行事，需要平衡逻辑和直觉、权衡长期和短期因素。


转身四：从观察者到洞察者。
 在产业格局及产业运营稳定的阶段，也许仅仅需要“观察”就可以做到不错的经营业绩。“战略观察”是基于竞争环境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测性，但是，一旦置身于变革大潮中，你就无能为力做到精确的战略观察。

战略的准确性同时也是它的限制性，战略的逻辑性也是它的脆弱性。透过战略观察，看不见更大的景象和模糊的轮廓，具有经验上的选择性和对未知事物的过滤性。此刻，你需要从“战略观察”上升到“战略洞察”。战略洞察，就是在灰度中决策，在边缘处创新，在混沌里探索前行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战略就是当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又必须采取行动的决策。

在信息极度稀缺、未来极其波动的情况下，你需要靠一点点微光透视未来的大趋势。沿着大趋势，发现内在的意义，重构自己的初心和信念。战略洞察，更多的时候不是来自内观，而是外寻。比如，曾经的互联网大趋势，在初期萌芽阶段，马云、扎克伯格等就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他们之所以勇敢，不是不害怕，而是心中有一盏信念明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在一定程度上，战略领导力是一个人带领一群人抵达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战略是面向未来的，没有人去过未来，所以大家对方向和目标容易感到迷茫，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遵循，这就让路径和过程充满了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领导者需要不断处理突如其来的风险，做出艰难的权衡取舍和大量的探索实验，确保组织行走在大致正确的路径上和方向上。在诸多不确定的场景下，如何共启愿景、使众人行、持续探索、获取胜利，这都是战略领导力要彰显的行为。这一切正如一句格言所述：优秀的领导者能够把人们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卓越的领导者能够把人们带到他们没想到要去但是应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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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
 是凯洛格KeyLogic咨询集团董事长、《战略罗盘》作者。





洞见 INSIGHT



CEO应是优秀的项目管理者

牛文静 | 文 李全伟 | 编辑




获得“全球思想家50人”最佳理念实践奖的安东尼奥认为，项目管理已经成为企业能否生存的关键问题，CEO要把企业从产品驱动变为项目驱动，并做优秀的项目管理者——甄选项目、选派项目经理、分清项目的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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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的消费升级带动了企业竞争升级，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仅仅获得某个商品，而是希望获得更多围绕产品提供的服务、解决方案、技术支持等。在这种趋势下，企业从销售产品开始尝试销售项目。甚至在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领域，例如法律咨询和医药行业，也发生了这种新变化。

安东尼奥·涅托-罗德里格斯（Antonio Nieto-Rodriguez）是项目管理和战略执行领域的世界级专家，现任葛兰素史克公司疫苗部项目管理办公室总监，曾经担任项目管理学会（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主席，著有《专注组织》（The Focused Organization，劳特利奇出版社，2012年) 。在2017年的“全球思想家50人”获奖名单中，安东尼奥关于项目管理的理论获得了最佳理念实践奖。

不同于一些大谈项目管理技巧的专家，他认为项目成功的关键首先应放在筛选上，避免同时开展太多注定会失败的项目，此外，企业还应该将现有项目按照目的进行优先级排序。《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就这一话题采访了他，他认为项目管理是CEO未来最应关注的话题之一，很多CEO对此却毫无准备。



产品销售将融入项目销售


HBR中文版：你说“项目经济”已经到来，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么多项目驱动的公司？



安东尼奥：
 传统企业的组织架构是自上而下形成的，业务由孤岛部门完成。企业有营销部、运营部、物流部、HR、财务部等部门，等级分明。问题是，这种方式非常低效和缓慢，部门间缺乏沟通。在如今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下，这类企业无法就市场变化及时作出反应。所以，目前的趋势是，很多公司希望摆脱架构限制，变得更加敏捷。企业开始采用更多基于项目的工作，按照项目而非产品来组织活动。我觉得这对CEO而言，是未来最重要，或者至少前三重要的话题。




HBR中文版：相比产品销售，项目销售的优势是什么？



安东尼奥：
 出售产品或解决方案，一般是一次性的，企业收入会受到限制。而销售体验产生的无形利益很难量化。在消费者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时，企业流行过出售解决方案，但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大家可以自行研究，找到解决方案。所以，项目销售应运而生。

那些销售项目的公司发现，建立一个长达25年的，可以主导的项目，比每年生产5-10个产品更好，能带给他们更多收益，为他们构建和用户更长久深入的关系。不仅和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也是如此。因为你要让合伙人参与进来，构建一个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则要通过项目实现。所以会实现多方更加深入的关系。

小米、阿里巴巴、海尔都是用自己的方式进行项目驱动的公司。它们的结构非常敏捷，可以快速启动项目、甚至成立新公司，竞争力远超那些传统的西方企业。




HBR中文版：对现在那些由产品驱动的公司，如何变成项目驱动？



安东尼奥：
 企业要更进一步了解用户需求，提供相关服务。例如耐克公司，原本它们只是出售运动鞋、衣服等配件。现在则推出城市马拉松项目，这个项目需要几年时间准备、培训等。

最初耐克创始人只考虑到用户有运动需求，于是提供运动装备，但用户还有梦想和激情，怎么满足他们这部分需求？耐克可以提供培训计划、饮食计划、教练、监控系统，帮助用户实现马拉松的愿望。

企业要从战略上思考如何超越和用户单纯的交易关系，延伸出更多关系，这时候就会产生新价值。




HBR中文版：过去项目管理是战术问题，现在上升到战略问题了？



安东尼奥：
 是的，项目管理已经成为必须，是企业能否生存的关键问题。我曾为一家律所提供咨询，它们的客户都是谷歌这样的大客户。项目经理和我说，以前他们提供2-3周的咨询服务，现在业务都是持续一年半的项目，客户要他们提供具体的时间表，进行项目管理。但问题也随之出现，项目越来越多，很多员工不堪重负，都辞职了，因为工作太累，完全忙不过来。他们无法控制项目，这样会影响员工健康和福利。所以对企业来说，如何更好地管理项目成为必须解决的战略问题。



项目成功的关键


HBR中文版：根据你的经验，项目成功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安东尼奥：
 现在的项目管理很大程度上正在变成流程驱动，而非价值驱动。企业通过流程而非价值交付项目，而用户要的是价值，不是流程。我通过12个标准，帮助企业评估项目的成功几率和是否健康。 这12个标准包含了3个维度，第一是项目要素（Project Essentials），第二是管理、支持和投入（Governance、Sponsorship and Dedication），第三是组织、优先级和能力（Organization、Priorities and Capabilities）。

简单介绍一下。首先，项目要素包括项目本身是否合理、是否有清晰的商业论证、企业是否具备相关能力。很多企业脑子一热，就说我们开始某个项目吧，这样做失败风险很大。乔布斯从最初构想苹果手机到真正开始项目，花了3年时间准备。其间一直在等待企业具备相关技术和能力，以及合适的市场时机。其他公司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经验。

第二点是管理。要弄清每个人应该在项目中担任什么角色，责任是否到人，谁来领导项目？有些项目需要整合全公司的资源，HR、营销、技术部门等，需要很强的领导力，将这些资源整合起来。CEO可以担任重要项目的主管，很多项目失败的原因都是高管参与度不够。在项目经济时代，高管需要花40%以上时间管理项目，不能只管理日常活动。

第三是组织如何安排项目优先顺序。很多企业拥有数以百计的项目，如果不优先安排，选出最重要的几个，并告诉公司上下，大家就会选择最容易，或者对自己而言更重要的项目去做。所以清晰的优先级很重要，有必要也可以建立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监督和支持项目执行。




HBR中文版：你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合理地安排项目优先级？



安东尼奥：
 现在大多数人用的方法在现实中并不奏效，涉及很多被人为操纵的内容，数字也很容易调整。我的方法是帮助公司根据企业目的，判断项目是否合适，从而做出调整。也就是根据“目的等级（Hierarchy of Purpose）”进行优先排序。（
具体方法见边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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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等级

目的。组织目的是什么？最佳实现方式是什么？支持这一目标的战略洞见是什么？

优先级。根据目的和愿景，企业现在和将来最重要的战略是什么？现在的优先级是什么，接下来2-5年呢？

项目。在前两个问题基础上，哪个项目最符合战略需求，应当全力支持？哪些项目符合企业目的、愿景、优先级，哪些应当叫停或取消？

人员。在看清战略优先级以及最重要项目后，执行这些项目的最佳人选是谁？

绩效。过去的项目绩效指标受限于投入（比如范围、成本和实践）。这些比产出（例如利润、影响力和目标）更容易追踪，但尽管很难，产出却是真正重要的部分。要减少对投入的关注，找出能够量化真正的绩效和价值创造、并和结果相关的准确目标，转而专注这些方面。



资料来源：《如何安排企业项目的优先顺序？》



（返回原文阅读）









HBR中文版：项目失败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



安东尼奥：
 企业开展的项目太多，开始容易，叫停或者结束项目却很难。所以，最好在开始时，就让启动项目的过程复杂一些，进行有效筛选。其次是企业缺乏相关能力。我曾做过研究，5年前全球顶级商学院MBA课程中，开设项目管理的只有两家。所以很多高管不知道如何做项目管理，不知道如何制定计划、有哪些关键要素、如何管控风险等。过去都是项目经理找我咨询，现在则接到很多CEO的电话，询问我如何做项目管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并不清楚公司该进行多少项目，如何判断项目是否能成功。




HBR中文版：现实中，一些项目所获资源有限，高管投入度较低，但项目经理还被要求按期完成，你对这些项目经理有何建议？



安东尼奥：
 我认为在项目中，诚实和透明非常重要。项目经理应该告诉老板，这个项目存在很大风险。如果你看到风险和问题，要告诉负责人你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对方可以为你提供哪些帮助，例如我需要每两周见你一次，每次半小时之类。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开诚布公。

第二，项目经理要转变角色，变成项目的CEO。除了具备管理项目的技能，他们也要能够谈论项目收益。我曾接到一家大型影院的项目经理电话，他说公司推出了新项目，要改进计费系统。我问他，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个项目？他说，为了改进计费系统。我让他好好想想，告诉我根本原因。他说，因为我们要降低错误率，这样就能提高效率，增加销售量。我问他，能增加多少呢？他说，预计2020年能增加大概200万-300万欧元。我说，那你的项目并非计费系统，而是要在2020年，增加200万-300万欧元收益。

不要为了项目去做项目，如果你跟高管提出要做一个计费系统项目，对方不会感兴趣。但说说你的收益情况，对方就会感兴趣了。上述方法也可以用在任何类型的变革项目或者需要多方资源配合的项目上，包括政府大型项目。




HBR中文版：项目执行是否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在中国和欧美情况是否有所不同？



安东尼奥：
 就我目前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我认为它会帮助项目执行。中国文化强调纪律，西方则涉及更多对话、共识等，项目中途可能还会变更或终止。而中国企业一旦做出决定，项目执行的过程效率会更高一些。



未来项目经理


HBR中文版：未来的项目经理需要掌握哪些技能，以便适应现在的商业环境？



安东尼奥：
 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我做了很多相关研究，发现项目经理需要的技能和CEO的技能是两面一体的。当然他们需要有相关资格证书，例如PMP（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中国现在是这个证书普及速度最快的国家。这是必须的，因为代表你了解相关理论。他们还需要了解所在行业，不仅仅是应用理论，还要理解如何在行业竞争战略环境下、在企业环境下怎样应用理论。另外就是领导力。企业同时要进行很多项目，所以好的项目经理需要具备真正的领导力，包括沟通技巧、如何寻求高管支持、激励大家协作等。




HBR中文版：这是否意味着，未来CEO中会有很多项目经理出身的人？



安东尼奥：
 没错。我认为CEO会开始管理和运营公司3-5年的项目。他们的职业将以项目为基础。但可惜很多CEO对这个层面的变化并没有准备好，还不具备所需的专业技能，这很危险。





[image: ]







经验 Experience / 自管理 Managing Yourself




重塑工作，

变“废”为宝

TURN THE JOB YOU HAVE INTO THE JOB YOU WANT

埃米·维热什内斯基（Amy Wrzesniewski） 贾斯廷·伯格（Justin M. Berg）

简·达顿（Jane E. Dutton）| 文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当工作越来越使你感到疲惫和乏味时，你是否产生过离职的念头？可换工作真的是最佳选择吗？通过本文提及的“工作形塑”法，你也许很快就能爱上手头的工作。








某
 大型跨国食品公司30岁的中层管理者法蒂玛（应当事人要求，此处为化名），工作遇到了麻烦，不过表面上是完全看不出来的。法蒂玛是公司营销团队的明星员工，一直积极进取。她把很多时间花在工作上，并与自己重视的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的上司认为她是公司的高潜力人才之一。

然而出了办公室，法蒂玛坦承工作进入了瓶颈，繁忙的日常工作令她无暇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探索如何利用社交网络推动营销。她热爱的是Twitter、她自己的公益营销博客和移动设备。她想换一份工作，可是经济萧条不振，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选择似乎是留在现在的公司。“我还是在努力工作，”她对朋友说，“但我被困住了，越来越没有干劲。我开始怀疑，当初是为什么想得到这个职位。”

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熟悉？几年以来，我们与各行各业各个职位的几百位员工交流，他们都有这种“受困”的感觉。美国经济评议会（The Conference Board）前不久开展了一项调查，涵盖美国5000个家庭，其中只有45%的人表示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而1987年第一次开展该调查时，这个数字是60%。

倘若你也有这种困扰，而且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无法换工作，要怎么办呢？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一种名叫“工作形塑”（job crafting）的方法可以有效帮助你重新为工作注入活力。

工作形塑是对工作进行重新定义，将个人动机、长处和热爱融合进去。这个方法促使你用图形描绘自己现在的工作，列出其要素并重新组织，使工作更加适合自己。你可以由此用自己的风格去看待和处理工作，并获得更强的控制感——如今加班时间增加，工作更加辛苦，退休时间推迟，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感尤其重要。这种方法最大的特点也许是，主动权在你手里，不在你上司手里。

工作形塑的具体做法是，对下列工作核心问题中的一个或几个进行评估和调整。


任务。
 变更自己承担的任务数量、调整其范围或改变执行方式，可以改变自己工作的边界。例如，如果销售经理乐于迎接组织人员和物流的挑战，就可以多承担一份活动策划工作。


人际关系。
 你可以改变与他人交际的性质或程度。例如，董事总经理可以充当年轻助理的导师，与这些代表公司未来的年轻人建立联系，并提供指导。


观念。
 你可以改变自己对工作某方面目标的看法，或者重新架构工作整体。例如，非营利机构的负责人可以选择一分为二地看待工作，一部分不太愉快（筹集捐款和捐赠物资），一部分非常有意义（为新秀艺术家创造机会）。研发部门领导者可以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促进相应领域科学进步，而非单纯的管理项目。

我们研究的组织涵盖了《财富》500强企业和小型非营利机构，结果表明，各个级别、各个职位的员工，尝试过工作形塑之后，敬业度和工作满意度都有所提升，在所在组织中表现得更出色，个人适应力也增强了。

组织支持工作形塑，也会收获良多。多数工作重塑模型让管理者负责帮助员工提升工作满意度，事实上领导者很少有充足的时间用来做这个。工作形塑则是让管理者把这项主动权交回员工手上，让员工成为“工作创业者”。在升职加薪都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工作形塑给了公司一种不同的方式用来激励和留住人才，甚至有助于扭转员工糟糕的表现。

虽然工作形塑很有好处，但也容易不了了之：时间压力和其他限制会迫使你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一成不变的任务清单。或者是你担心自己卷入办公室政治，为了提升工作满意度，不小心招惹了别人。然而，工作形塑需要（而且会塑造）一种不同的心境：工作由各种积木组成，你可以把这些积木重新组合，创造更有吸引力、更令你满足的工作体验。



为你的工作绘图

回到开头的跨国食品公司，法蒂玛还是很苦恼。假如她试试工作形塑会怎样？她已经仔细思考过自己究竟为何不满，不过还不够系统全面。工作形塑会帮助她为自己现在的工作绘制出更理想（但也不会脱离现实）的版本，将她的动机、长处和热情结合在内。

首先，法蒂玛仔细审视自己工作目前的组成。在“形塑前图表”中，她用一组方格代表自己工作包含的任务，较大的方格代表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的任务，较小的方格则是她花时间较少的任务。（
见“法蒂玛的形塑前图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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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玛的形塑前图表

身为市场营销中层管理者的法蒂玛，完成自己的工作形塑前图表后立刻发现，她将大量时间花在无法让自己热忱投入的工作上，如监督自己团队的表现、回答问题、主持市场调研等，而用在对自己有意义的工作上的时间却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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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法蒂玛发现自己花了许多时间监督自己团队的表现、回答问题、主持市场调研，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用来制定预算、撰写报告和开会，用在发展专业能力和制定营销战略等重要任务上的时间非常少。最重要的任务反而在最小的方格里。以这种方式分析自己的工作，法蒂玛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了哪里。

下一步，她注重提升自己对工作的投入度。这份“形塑后图表”是她对未来的图形规划。（
见“法蒂玛的形塑后图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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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蒂玛的形塑后图表

从法蒂玛的形塑后图表中，可以更容易地看到她如何将任务与自己的动机、长处和热情联系起来。例如，她的一项动机是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并得以成长。她的长处包括一对一的沟通技巧，以及精通技术。她热衷的事情里有指导别人和学习使用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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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形塑后图表里，大小不一的方块说明法蒂玛对时间、精力和工作重点进行了更好的分配。几组任务被划分到一起，说明这些任务有着共同的目的。重新排列过这些图形，将工作中不同的要素整合在一起，法蒂玛更喜欢自己的工作了。



（返回原文阅读）








她先找到自己的动机、长处和热情，这三要素可以决定工作中哪些方面能帮助她保持敬业，并促使她提升表现。每一项用不同的颜色表示，比如她的主要动机是建立有意义的关系，以及实现个人成长，这两项放入绿色的椭圆形框；她的核心长处是一对一沟通技巧和熟悉技术，这两项归入蓝色椭圆形框；她的热情所在是指导别人以及学习使用新技术，这两项在橙色椭圆框里。

随后，法蒂玛用形塑前图表作为一个参考的框架，列出一组新的大小不同的任务方块，展示出重新分配时间、精力和工作重点后的情况。“制定营销战略”非常符合她的动机、长处和热情，为了充分利用这一点，她将这项任务从小方块换成中等大小的方块，并加入了“应用社交媒体”的新要素。为了在工作中增加社交媒体的比例，她还加了一个代表“指导同事使用社交媒体”的小方块。而对不那么适合她的任务，她做了记号要去适应（如通过“发展专业能力”来“提升公开演讲能力”）。

她用方框把一些目的或作用相同的任务框起来，例如，她将“培养并应用社交媒体专业技能”视为一项功用。以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的作用，对她来说很有意义，因为这与她的主要长项和热情相关。重新排列过这些图形，将工作中的要素整合在一起，法蒂玛更喜欢自己的工作了。



新的展望

接下来是最后一步，法蒂玛要考虑自己在将新整合过的工作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会遇到怎样的难题。她希望运用自己的技术专长，去帮助其他营销团队和部门利用社交媒体，但她担心擅自提供指导，干涉他人工作，有损对方的尊严。参照形塑后图表，法蒂玛重新审视自己列出的项目，开始思考如何将社交媒体整合进去。


新任务。
 她找到两个可能性：一种面向青少年的新零食，以及一个全公司范围内促进营销与销售部门沟通的项目。法蒂玛认为，开展与Facebook和Twitter有关的促销活动，有利于炒热这种新零食，也可以让组织了解接触新的顾客群体的好处和局限。此外，通过开设博客，法蒂玛和营销部门同事还可以及时了解销售部门的活动，并与其成员沟通。


新关系。
 法蒂玛当然明白，要想打造自己认为这两个项目必需的技术，需要获得支持。她必须与公司其他人建立或重新巩固关系，才能得知推动进步的最佳方式。她想起，每周跨部门例会上都能看见史蒂夫·波特在玩最新款的电子设备，而且大家都知道他很会利用社交媒体让销售人员眼观六路。法蒂玛决定去找史蒂夫帮忙。

在史蒂夫和法蒂玛自己团队的支持下，不到一个月，大家就纷纷关注如何让技术更贴近部门核心工作，了解了很多相关知识。她的新项目已经成为运用社交媒体完成其他重要目标的试验场。大家都认为是法蒂玛推动了这些项目，其他部门管理者也来找她，请教如何将她的创意运用在自己的项目上。这一切都鼓励她更加大胆地提出新创意，引介新的技术。


新观念。
 法蒂玛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每天埋头苦干，她转变观念，认为自己是把营销与技术结合起来的创新者，是有进取精神的先驱者，勇敢地进行各种能将营销与技术结合的实验。更让她开心的是，她发现自己对运用技术实现目标的热情非但没有让自己偏离应当完成的工作目标，反而能够让她以更有成就感的方式完成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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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的例子

在世界另一个角落，另一家经营办公产品的跨国公司里，伊万·卡特也处于进退维谷的局面。不过，这位45岁的运营经理，焦虑的源头与法蒂玛截然不同。他风格稳健，表现良好，带领着一支努力工作的成功团队。他带领的小组为拉丁美洲服务，向全球运营负责人和拉美地区负责人两位上司汇报工作。伊万跟拉美地区负责人关系很好，但运营负责人总是不理睬他需要信息或支持时发出的请求，有时甚至抱有敌意。伊万努力改善关系，却不见起色。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可是下班时总觉得心力交瘁。

伊万知道，要么接受与运营负责人关系恶劣的事实，要么改变自己的处境。因此在之后一次与拉美地区负责人进行电话会议的时候，他主动询问对方，对运营小组在当地所起作用的哪个部分最感兴趣。对方表示，经济缓慢恢复时期，运营小组在节约成本方面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这也是CEO关注的重点。

伊万看到了机会，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拉美地区节约成本的特别项目上，将这段原本就良好的关系继续深化。他察觉到这是一个重新塑造自己工作的机会，就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投入这方面，完成的项目为公司省了很多钱，自己由此获得了赞扬和抛头露面的机会。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是，他与拉美地区负责人交流的时间更多了，与运营负责人只要尽了自己的责任就不必有多少接触。几个月后伊万得知，拉美负责人在其他C级高管面前大力推荐他。

法蒂玛是先关注任务，再注意关系。伊万则是主要根据关系来进行工作形塑，接近积极正向的关系，远离损耗性的关系，借此将自己的工作变得更理想。



工作形塑的局限

不是所有的工作形塑都能起到积极作用。如果你给自己揽的工作太多，或是不了解上司的目标就擅自调整任务，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压力。工作形塑你自己就可以完成，所以过程一定要开放。你的上司也许可以帮助你寻找机会，与其他同事交换任务，重新分配。毕竟一个人讨厌的工作可能是另一个人喜欢的。

要想为你的工作形塑赢得其他人的支持，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打造一个会为其他人创造价值的个人或组织强项。例如，法蒂玛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为辅助其他团队工作，伊万则设法满足拉丁美洲团队的目标。

其次，与他人（特别是你的上司）建立信赖。法蒂玛向上司保证，自己的工作不会白费，她经手的新工作有一部分可能会在组织中占核心地位。伊万谨慎地将工作与职能统一起来，与拉丁美洲团队负责人建立信赖。

再次，转向最有可能为你提供方便的人。法蒂玛去找史蒂夫·波特，因为他对她将技术引入工作任务核心的计划感兴趣。伊万意识到，把时间继续投入一段有害的关系毫无裨益，于是专注于更有希望的另一段关系。

工作形塑是一种简单的图形框架，帮助你在工作中做出有意义的持续性改变，不受经济环境影响。不过在开始之前，你要先从单调的日常工作中脱身，认识到自己有能力对工作中各个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只要坚持一点：是你去塑造工作，不要让工作塑造你。




要想为你的工作形塑赢得支持，就要注重为他人创造价值、建立信赖，以及找到会为你提供方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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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CEO的霸道决定

WHEN THE CEO’S PERSONAL CRUSADE DRIVES DECISIONS

兰德尔·拉希奥（Randle D. Raggio）| 文

牛文静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一家公司的销售额强势增长。正当员工们认为，公司将恢复金融危机期间被迫停止的奖金制度时，CEO却宣布，要将公司一半收入投放于某CSR项目，该项目的研究对象正是CEO女儿罹患的恶疾。CEO的做法遭遇非议，公司高管该阻止他吗？







DM自行车公司（下称DMBC）的高管们鱼贯而入，准备开晨会。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咖啡杯、手机以及晨会议程。





这个财年马上要结束了，CEO基诺·邓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新财年的预期销售额。

“大家早啊，” 基诺说，“谢谢你们这么早来开会，我知道大家都想赶快知道预算分配情况，但在开始之前，你们是否注意到今天外面有什么不一样？”他冲着身后的窗户做了一个手势。

公司HR总监卡洛琳·布里奇斯从10层楼看下去，纪念林荫路上仿佛有成群结队闪耀的甲壳虫穿行而过。这些“甲壳虫”其实是戴着头盔的自行车骑手，头盔在北卡罗来纳州明亮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今天早上好多骑自行车的人。”卡洛琳说。自从她加入公司后，没少骑自行车上班，但从没在这条路上见过这么多骑手。

“答对了！”基诺说，“骑车上班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

基诺热爱户外运动，对自行车设计眼光独到，他创办了DMBC，公司现在已经上市。DMBC共有1500名员工，分别在总部和格林斯博罗的工厂办公。为了纪念创始地，公司生产的自行车叫作“Greenies”。

坐在这里的人都知道，公司的订单数量达到了历史峰值。卡洛琳满心欢喜地认为，公司终于要因为增产而补充人员了，她希望销售额的强势增长可以恢复金融危机期间被迫停止的奖金制度。但她的兴奋之情并没有持续多久。

基诺的表情转为严肃。“你们多数人可能知道，”他难掩悲伤地说，“大概8个月前，我9岁的女儿妮可被确诊患了贝敦氏症。”

大家同情地点点头。很多人都记得妮可和她的弟弟们在办公室骑儿童自行车的样子。妮可的病对基诺打击很大，在她进行实验性治疗时，基诺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异地办公了几个月。

“这种病是遗传性的神经障碍症，美国每年出生的10万名新生儿中，会有2-4人患病，”基诺继续说，“患者会在5-10岁间出现症状，大部分活不过25岁。他们先是看不见东西，然后出现心智障碍，还要饱受癫痫之苦……”基诺哽咽了。过了一会，他说，“从预期销售额中你们可以看到，未来一年将会是我们公司成立23年来业绩最好的一年。我想从这些意外之财中拿出一部分，建立研究贝敦氏症的CSR项目，另一部分给员工分红。”

整个房间陷入安静。过了一会，一位高管替所有人发问，“可以讲清楚一点吗，你说拿出一部分，是说对半分吗？”

基诺的眼神扫过这位高管。“恕我直言，你觉得哪个更重要？找到绝症的治疗方法，还是让大家的钱包更鼓一些？”

卡洛琳惊呆了。公司已经三年没涨过薪了，部分员工还被迫降薪。但基诺似乎想要将预期收益的大部分都用来挽回女儿的生命。她理解做父亲的心情，但这属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吗？



办成此事

会议结束后，基诺请卡洛琳和营销部副总多蒂·汤普森留下，问她们：“你们觉得如何？”

DMBC目前的CSR项目，主要是通过“为生命骑行”的活动，对抗儿童肥胖症。这项活动赞助自行车比赛和为期一天的小学生骑行活动。该项目非常成功，既提振了员工士气，也提升了企业形象。多蒂曾经花了近一年时间，在全国推广这项活动。

多蒂的声音有明显的迟疑，“我觉得你的建议很好。我们当然应该支持贝敦氏症的研究，但这是否意味着要终止‘为生命骑行’？”




“很多企业都能做体育项目，”基诺说，“而我们是唯一一家著名代言人患了贝敦氏症的企业。”





基诺似乎很难理解多蒂的反应。“公司CSR一直致力于儿童健康事业，”他说，“小孩子眼瞎了，快死了，还谈什么健康？‘为生命骑行’可以暂停。”

“妮可的照片印在我们出售的每一款女童自行车上，”他继续说，“很多企业都可以做体育项目。而我们是唯一一家著名代言人身患贝敦氏病的企业，我希望你们两个合力把这件事做成。”

基诺看了看卡洛琳。“我希望你能在生产启动大会上宣布这件事”，他说的是公司7月将在基诺的农场举办的大会。说完，基诺就离开了，留下两人站在空无一人的会议室门口。

卡洛琳感到一阵反胃。



首席布道者

之后两天里，卡洛琳和公司各层级员工私下聊了聊。大家都能理解基诺的感受，但也都觉得身心俱疲。接下来的生产计划非常紧凑，一位员工说，“迫使公司上下参与到基诺个人生活的遭遇，并不会给他女儿、他以及公司带来什么好处。”

基诺一直是个在不同社会和环境议题上，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的人。面对他关心的议题，他表现得像 “首席布道者”。一些员工很欣赏这点，跟着他了解了很多最新“热点”问题。另外一些也很配合，他们发现想找基诺见面谈业务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假装对他当下的主张感兴趣。无论大家目的为何，很多员工都在基诺的“个人理想”上投入过时间和金钱。

卡洛琳4年前加入公司的时候，公司的CFO吉姆·米尼特告诉她，“比起理性，基诺更偏感性，他做事情有时候很冲动，需要身边的分析型员工替他考虑细节。但DMBC是一个大家庭，如果你工作努力，基诺会把你照顾得很好。”他和基诺是高中时期的朋友，在加入DMBC之前，吉姆是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

卡洛琳希望，虽然吉姆和基诺关系密切，但他会愿意听听她对转换方向的担忧。



大家庭还是一言堂？

卡洛琳碰到吉姆时，他正准备回办公室。令人惊讶的是，她还没开口，吉姆就知道她想说什么。

“我也担心，”吉姆说，“我们要在年度报告和股东大会上说明这些变化，但我觉得基诺可以处理好这些事情。”

DMBC员工每年最多可以从工作时间中拨出20小时，用在CSR项目上，员工捐款也用于这些项目。年度报告会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这些政策让该公司一直位列求职者“最想去”的企业，股东对此也很开心。

“比起这些，更令我担心的是，”吉姆说，“基诺有时会在开会途中走掉或者干脆取消会议，和那些孩子患有贝敦氏症的家庭，或者知道一些相关信息和治疗方法的人通电话。我们什么工作也完不成。”

“那你会和他谈谈吗？”卡洛琳问道，感到些许轻松。

“我没法谈，”吉姆说，“我曾经参加了他在特立尼达岛的婚礼，妮可和其他孩子出生时我也在场。这会像是背叛兄弟。”

卡洛琳可以理解忠诚，但这也太荒谬了。“只有你说话他才会听，”她说，“你也是主要股东之一。难道对公司没有义务吗？生产线的员工面对增产已经压力很大了，有些人甚至质疑基诺是否有权力让全公司和他一起遭罪。一些时薪工甚至说他将家人利益置于员工之上，是自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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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猜基诺一定会用平淡的口吻这么回复，“无论产生多少利润，员工会得到应有的报酬，即使他们做得没有这么出色，我也会给他们这么多酬劳。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能得到更多奖金，我们也能在CSR上投入更多。”

吉姆恢复自己的声音继续说，“像星巴克和太阳微系统公司等很多企业都在水资源保护、废物回收、教育、野生动物保护等议题上投入巨大。这些也未必和它们的业务相关，但它们因此收获了公众的赞誉和认可。要知道大学也会定期委托专业机构，统计捐钱给大学的教职员工数量。所以这也不是多么非主流的做法。”

“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卡洛琳反驳道，“员工担心基诺会在年度报告中统计支持或参与这项计划的人，他们担心评估和升职受影响。公司变成了一言堂，不再是一家人。简单说，大家觉得基诺要所有人都为贝敦氏症贡献金钱或时间，这并不合理。你需要和他谈谈。”

“对不起卡洛琳，我真的做不到。”吉姆回答道。

卡洛琳步履沉重地离开了吉姆的办公室，她回想起过去四年的时光。作为一名资深HR管理者，她从财富50强的制造公司跳槽到DMBC。但由于吉姆和基诺是故交，她一直难以进入核心圈子。由于找不到同伴，她也不愿引发震荡。但是她很担心，基诺对女儿的关心和悲痛之情，阻碍了他对公司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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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尔·拉希奥
 是里士满大学罗宾斯商学院营销学助理教授。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现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专家建议。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基诺是否

做得过分了？

卡洛琳

要不要阻止他？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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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维克托（Bart Victor）


是范德堡大学跨行业道德领导力卡尔·特纳教席教授。









基诺明显非常担心
 女儿的病情。他大概以为员工、管理层和股东都想支持他和他的家人。过去，公司很多人也很认同他的公益主张，一些人也很迁就他的热情，甚至利用这种热情为自己谋利益。那么现在情况有什么不同呢？

从根本上讲，企业花大量时间金钱，寻找某种罕见病的治疗方法并没错。特别是在本例中，股东支持公司的慈善捐赠和活动。领导人从道德角度表述个人决定也没什么不合适。但是基诺用说教语气宣布他的决定，不是为了鼓励或教育大家，而是为了道德绑架。自尊蒙蔽了他的双眼，让他无法看到其他人的贡献。

在公司堪称辉煌的一年里，基诺将前所未有的业绩称为“意外之财”，而不是员工辛勤付出努力工作的收获。即使在女儿生病前，他对社会议题的兴趣也比对员工大。由于低估了员工的贡献，他把自己架上神坛。对高管薪资和企业超支的批评往往是领导者过度受到贪婪的驱使。贪婪当然很常见，但也许更常见和更有害的是优越感。

权力会通过道德理由自洽。像基诺这样的领导者，揽镜自照时会觉得自己拥有的一切都是应得的，而且还应得到更多。他将CSR也看作对自己的加薪。

卡洛琳是否应当尝试阻止他？从案例中的情况分析，我觉得成功的机会很渺茫。她既非受信任的顾问，也不是处于有利地位的领导者。基诺的决定符合他一贯的做事风格，背后支持这个决定的还有他对失去爱女的恐惧。公司CFO是基诺的老友，深知现在不是反对他的好时机。对卡洛琳来说，提出反对有些不切实际。她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自己能否接受“忠诚”的代价并保住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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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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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米安·洛夫（Charmian Love）


是智库及咨询公司Volans首席执行官。









企业更好地理解
 并给予员工照顾家庭的时间，会从中受益，但个人对某个慈善议题的投入和对公司CSR项目的责任，有着本质区别。卡洛琳作为HR总监的工作是，确保员工被公平对待。在我们的案例中，这个角色使她和CEO之间产生了分歧。

出于三个根本和明确的原因，基诺的决定对公司来说是错误的。第一是对员工不公平。由于基诺的新政策，他们无法拿到过去三年辛勤工作应得的全额奖金。这件事很可能会影响员工士气、忠诚度和继续为公司效力。此外，多数DMBC员工可能也有自己的家庭问题和优先事项需要用奖金解决，例如照顾年迈父母或为孩子付学费。

第二个原因是，这样直白的CSR政策转变，可能会破坏“为生命骑行”项目数年建立的公关价值。第三，出于CEO个人原因投资某个项目，可能会让公司排名陷入危机，这涉及信托责任，一些华尔街分析师看重公司排名。

卡洛琳需要找到方式，有技巧地从员工和投资者角度呈现问题。可以考虑在全公司进行一次CSR匿名调查，询问员工愿意投资什么项目，包括进一步推广“为生命骑行”，以及支持文中提到的这种绝症。还可以调查大家觉得公司应将多少百分比的利润用于CSR项目，可以参考非营利机构1%俱乐部的指导原则（成员将每年资产净值的1%捐赠给慈善项目）。最终，任何项目想要获得成功，或者对公司和社会有价值，都需要员工的支持。

无论卡洛琳决定走哪条路，都需要其他管理者的支持，因为她势必会和基诺有激烈的情绪交锋。她可以尝试再劝一下吉姆找基诺谈谈，两人彼此信任，他是最佳人选。她还可以试着在其他方面支持基诺，他明显正备受煎熬，很可能做出之后会后悔的决定。多蒂是另一个潜在同盟，因为这个决定很可能给DMBC的品牌带来负面影响。




卡洛琳需要其他管理者的支持，因为她势必会和基诺有激烈的情绪交锋。





为了员工和公司，卡洛琳必须负起责任，面对和基诺的这次关键谈话。如果在看了员工反馈后，基诺仍然一意孤行，要改变公司CSR项目的方向，卡洛琳需要想办法让董事会参与进来，因为这可能会演变为战略问题。她甚至可以建议董事会考虑让基诺休假，这样可以全心全意照顾女儿，尽父亲的职责。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HBR.ORG社区评论



公司应有治理机制

除非卡洛琳是董事会成员或重要股东，否则她（也应该）没什么选择余地。是不是发奖金以及怎么用股东资金才恰当，不是员工能决定的事。但公司应该有相应的治理机制，防止CEO公器私用。


迈克·威顿诺尔

罗伊摩根研究机构首席信息官







预测结果

卡洛琳应该先详细调查情况，搜集证据，预测可能的结果。吉姆很明显不愿做这件事，她应当告诉基诺她掌握的情况，让他了解所做决定的全貌。如果基诺不改变主意，卡洛琳需要决定是否能全身心支持他的决定，或者将她目前的工作交给能够这么做的人。


约翰·提尔纳

阿伯泰邓迪大学学生







杂谈 Synthesis



透明时代，信任何在？

TRUST IN THE AGE OF TRANSPARENCY

茱莉亚·科比（Julia Kirby） | 文

蒋荟蓉 | 译 牛文静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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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不会真正信任不透明的公司。但如果公司变得透明，又会迅速失去竞争优势。






喜
 剧演员巴里·索贝尔（Barry Sobel）常常用自己父亲的口头禅讲段子，比如有一句“你就是这么被套住的！”用来提醒别人，不要被商家蒙骗。参与一次分享活动，就能免费住宿？管好你的钱包，别花冤枉钱。积分集点享优惠？有什么额外条件？买面包送晚餐，不用再多花钱？你就是这么被套住的。

做生意的人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商人整天只想着掏空傻子口袋里的钱。

最近几本讨论公司如何赢得信任的新书里说，消费者对商家的不信任感日益加深。是商家的错吗？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例如，唐·佩珀斯（Don Peppers）和玛莎·罗杰斯（Martha Rogers）在《极度信任：诚信的竞争优势》（Extreme Trust: Honesty a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中写道：“现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令人难以信任的商业模式随处可见。原因在于，这种商业模式至少在短期内可以带来非常高的利润，而且很多企业的管理方式几乎只是为了追求短期利益。”

另一本书《喜好经济学》（Likeonomics）的作者罗希特·巴尔加瓦（Rohit Bhargava）则告诉我们：“不信任的根本原因在于，太多的公司和太多的人选择欺骗我们——用言辞误导，或是隐瞒真相。”这两本书的作者都希望能够帮助商家。与他们态度相反的有即将出版的新书《附加条款：大公司如何利用语言陷阱敲诈你》（The Fine Print: How Big Companies Use “Plain English” and Other Tricks to Rob You Blind），作者是戴维·约翰斯顿（David Cay Johnston）。

这几部书里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佩珀斯和罗杰斯提出，要消除客户的不信任感，商家必须极力表明自己与客户属于同一阵线。商家不仅要值得信任，还必须具备“获取信任的能力”。你要采取更主动的态度，在不亏本的前提下为客户着想，甚至在客户犯错时提供帮助。巴尔加瓦则认为，商家获取信赖的关键是博得客户的好感，这一点与人际关系相似。

另外还有一本书《面对面》（The Face-to-Face Book），作者埃德·凯勒（Ed Keller）和布拉德·费伊（Brad Fay）表示，现代的跨国公司形象不够清晰，让消费者无法信任。书名《面对面》的原文暗指Facebook，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即使我们现在都喜欢网络社交媒体，但还是更信赖现实中可以看到的好友。所以，商家别想着让公司获得消费者信任了，让真实的人代表公司去跟顾客开展现实中的交流吧。

与以上这些指责商家、建议改正的意见相比，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独辟蹊径。在新书《金融与美好社会》（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中，他认同人们对商家的信任已经动摇［对城市的信任亦然，有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结果为证］这一观点，但他认为，这并不是由于商家失信。他的观点是，公众已经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幻觉”，“像从前一样，觉得企业和有钱人都想‘征服’消费者”。席勒指出，这种想法缺乏逻辑，因为能在业界脱颖而出的只有认真服务顾客的企业。的确如此。管理畅销书都不会教公司以诈骗谋生存。

也许席勒说得对，商家并没有变得难以信赖。我们甚至不知道，顾客对商家的信任感是否真的有所下降。（虽然人们在民意调查中表示不信任商家，但消费状况却表明，人们对商家的信任逐年上升。）也许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时代发展，消费者逐渐被置于被迫信任商家的立场，并对此十分不满。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原因是，整体经济正在从产品转向服务。如果你要买一把椅子、一块手表，那么可以直接去检验产品质量，查询价格，不需要你真的信任什么企业。但如果你要找除虫公司为家里除虫，要给电脑安装防火墙避免黑客入侵，要为孩子选择大学，就必须付出信任。如今消费者购买的许多东西，根本无法判断好坏，更无从判断其价格是否合理。

正因如此，透明和信任才紧密相连。很有趣，几乎每一位探讨信任的作者都会谈到透明，不过，他们的论证不一定严密。上文提到的新书，多半将透明等同于“光明正大”，认为只有行为不端的公司在举报和监管压力之下才有“曝光”的危险。佩珀斯和罗杰斯在书中提到“透明的简单本质”（the simple fact of transparency），他们的描述是：“上至维基解密和阿拉伯之春，下至在你家沙发上睡觉的电视维修工人、在机场丢失的行李，人们看到有问题，就会去挖掘真相。”他们表示，公司越透明，就越难获得信任。

可是事实上，公司非常重视控制透明度，而且高透明度最能让客户放心。公司对外敞开，展示出完善的流程，让人们在了解的基础上产生信任。换言之，公司越透明，越能获得信任。

说到这里，似乎显而易见：公司必须让客户充分了解内部流程，提供服务而非产品的公司尤其如此。让客户了解你如何完成工作，如何评估结果，让他们看看整个过程。

那么问题来了。公司公开了内部状况，能看到的不只是客户，还有竞争对手。能够以原材料和人才优势占据市场的公司寥寥无几，大部分公司一旦公开流程，就容易被对手模仿，失去竞争优势。因此许多公司无法如实回答消费者可能关心的每一个问题。也正因如此，公司才需要借助上文提到的获取信任的能力、喜好经济学和面对面等途径，留住心怀疑虑的顾客。

说实话，客户不会真正信任不透明的公司。但如果公司变得透明，又会迅速失去竞争优势。利润一下降，公司就必须设法创新。

你就是这么被套住的。





“随着对新人能力的标准要求越来越高，那些缺乏创造信任能力的公司、品牌和组织将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惩罚。”


唐·佩帕斯、玛莎·罗杰斯，《终极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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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莉亚·科比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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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跨界歌唱家谭晶：


做高效的给予者

王晓红 | 文　万艳 | 编辑







谭晶
 在2000年央视青歌赛上以一首融合民族、美声、通俗三种唱法于一体的《大地》，在争议中夺冠，并以“跨界唱法”在歌坛声名鹊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成为唯一一位全程参与奥运会开闭幕式、残奥会开闭幕式的“大满贯”歌手。近几年来，谭晶不仅通过音乐综艺从主旋律歌手转型为跨界唱将，当了妈妈后，她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公益事业中。






HBR中文版：你为什么热衷于公益事业？



谭晶：
 从我个人和身边朋友的经历来看，乐于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经验去帮助别人，也会让自己的事业、生活更圆满。我做的第一件公益，就是在2004年用义演筹资的30万元，建立了春蕾小学，倡导边远地区的女童教育。我一直记得一句话：“教育好一个男人只是教育了一个人，而教育好了一个女人就是教育好了一家人”。我自己就是一名普通女童出身，姥姥和母亲都是中国偏远地区的普通女性，她们什么也没有，只有作为女性特有的柔和与坚韧的力量；正是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力量，让她们努力用行动改变自己和子女的命运。记得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发现家里竟然出现了一架钢琴，那是我父母为了让我受到最好的音乐训练，倾其所有买回来的。

在我这几年将注意力更多转向公益事业时，我发现公益活动中有很多都是女性，有的坚持到孤儿院与养老院去慰问，有的去边远山区支教，有的积极发起和参与慈善捐助；可以说只要是有公益需求的地方，就有女性的身影。很多大型公益基金的负责人也不乏女性。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倾向于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具有更高的同理心。而对于女性管理者和创业者来说，其领导风格和做事方式常常体现着信任、同理心、共享价值、乐于合作等“给予型”特质。




你曾经说，做公益也要讲究效率。做公益要如何兼顾效率？


最初做公益时，我的心态很简单，就是想运用自己的一点社会影响力，来带动大家献爱心，可以说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我都尽可能参加，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体育、艺术、教育、儿童、卫生、环保。这些活动的经历是我的宝贵财富。

但是随着在公益领域的深入，我切实感受到作为公益人，当我们将献爱心作为一种习惯时，还需要融入更多系统化管理的思维，从而将公益活动做得尽善尽美。一方面，我要将自己在公益活动中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另一方面，要像管理组织一样管理公益活动，学会融入规范化、标准化、产品化的理念。我们的社会有非常多的公益需求，我们必须思考与探索如何让同样的资源产生更大价值。




在你致力于推广的公益活动中，哪些是你重点关注的？


这两年来，我的公益重心推广的是公共场所母婴室的普及和建设。做了母亲之后，我经常注意到在公共场合有很多妈妈带着婴儿，需要给孩子哺乳的时候却没有合适的地方。特别是2015年11月底，北京一位年轻母亲在地铁里给孩子哺乳被闹得沸沸扬扬那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经过大量调研和比较了发达国家的做法之后，我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关于城市公共场所建设和普及标准化母婴室的建议》的提案，备受热议，引起了很多人包括诸多演艺明星的关注。

母婴室看似简单，其实是对女性的深入关怀与尊重；它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2016年下半年，我们的第一家爱心母婴室在北京的大观园潇湘馆落成。2017年的两会上，我继续提出了这一提案，并增加了加强少年儿童安全保护的提案。




你姥姥和母亲的坚韧与柔和在你身上是如何体现的？


姥姥和母亲坚韧的毅力对我在音乐道路上的不断追寻，以及近几年从事公益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年，为了能让我接受中国最高水平的音乐教育，母亲毅然做出决定，让我从山西大学音乐系退学，去报考中国音乐学院。在北京，我们有半年时间住在地下室里，但是因为怀着对理想的追寻，也不觉得有什么苦。

我爸妈都是民歌手，我在中国音乐学院读的声歌系，但我又喜欢唱流行歌曲，在探索跨界唱法的过程中，其实是有很多争议和不同声音的，我以平和的心态和坚韧的毅力坚持下来，最终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在我这几年从事公益事业的过程中，需要与各个方面打交道，去很多地方参加活动和实地考察，并要不断提高自我管理与管理他人的能力；同时我还要在专业能力上继续提升。

在非常忙碌的工作与生活中，女性坚韧而又柔和的特点给了我智慧与力量。在我2016年发行的《心静听炊烟》封面上，有一张我自己画的莲花图。我发现近年来喜欢莲花的人越来越多，这大概是因为莲花自然清新而又异常美丽。我相信，只有足够沉静，才能听得见在繁华名利背后发自内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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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红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驻上海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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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es invest heavily in grooming star talent for leadership—but most of them haven’t figured out how to manage the growing population of employees who care deeply about their partners’ or spouses’ career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y want to advance their own. As a result, many high potentials are heading for the nearest exit.

The author has seen this happen again and again in her research on dual-career couples in tech,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other industries. She says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is that companies tend to have fixed paths to leadership roles, with set tours of duty and rigid ideas about what ambition looks like. That creates flexibility and mobility challenges for employees—and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headaches for employers.

Organizations must adopt new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and developing talent. They can remove barriers to advancement by allowing people to develop skills and networks in more-creative ways—through brief “job swaps,” for example, or commuter-leader roles. But often a culture change is needed. Instead of stigmatizing flexibility, companies must learn to embrac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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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have women failed to achieve parity with men in the workplace?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it’s not because women prioritize their families over their careers, negotiate poorly, lack confidence, or are too risk-averse. Meta-analyses of published studies show that those ideas are myths—men and women actually have similar inclinations, attitudes, and skills. What does differ is the way they are treated on the job: Women have less access to vital information, get less feedback from supervisors, and face other obstacles to advancement.




CONTEXT EXPLAINS ANY SEX DIFFERENCES THAT EXIST IN THE WORKPLACE.





To ensure gender equity, the authors recommend that managers: (1) question the stereotypes behind their practices; (2) consider other factors that might explain the achievement gap; (3) change workplace conditions accordingly; and (4) keep challenging assumptions and sharing learning so as to create a culture in which all employees can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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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layoffs have become companies’ default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created by advances in technology and global competition. Yet research shows that job cuts rarely help senior leaders achieve their goals. Too often, they’re done for short-term gain, but the cost savings are overshadowed by bad publicity, loss of knowledge, weakened engagement, higher voluntary turnover, and lower innovation, which hurt profits in the long run.

This article looks at better ways to handle changing workforce needs that make sparing use of staff reductions and ensure that if they do happen, the process feels fair and the affected parties have a soft landing. Most successful approaches begin with a philosophy that spells out a firm’s commitments and priorities, establish methods for exploring layoff alternatives (such as furloughs, retraining, and reassignments), and determine options for three scenarios: a healthy present, short-term volatility, and an uncertain future.

As firms like AT&T, Michelin, Honeywell, and Nokia have learned, thoughtful planning helps organizations address workforce transitions and cope with a shifting economic landscape far better than layoffs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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